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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1748贸易年度瑞典游记中两艘中国船舶的绘画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惠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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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11月1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行商蔡洪官、陈捷官、颜瑞舍签署的进口肉豆蔻和丁香的合同

海牙国家档案馆惠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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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放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哥德堡号”（Götheborg）准许其离开中国的船牌。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惠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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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发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及其助手的许可证

葡萄牙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东坡塔档案馆）惠允使用


序

范岱克

“中国贸易”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利用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1690～1845年，成百上千的外国船舶航行到中国，大多数船长和商人都留下了档案、游记、航海日志等。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下他们的航程，还记载了他们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可以在欧美的档案馆里找到。

参与对华贸易的外国公司也制作了书信、报告、订货单、账本、销售目录以及大批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当时贸易的诸多细节。研究者更感庆幸的是，很多与管治澳门和广州贸易有关的中国官方文书也已出版。这些丰富的原始文献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事中国贸易研究，反过来又催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

过去的150年间，多语种撰写的广州贸易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关注的领域尽管各有不同，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聚焦某一公司或某一族群，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研究；第二，聚焦某一商品或者手工艺品，比如茶叶、瓷器、漆器或外销画的研究；第三，聚焦商人对社会、文学、文化等方面贡献的研究；第四，聚焦不同地理区域，比如澳门或广州的研究。当然，有些研究涵盖了上述四类。

不少学者聚焦在某一族群或工艺品/商品的主要原因就是可用的文献资料太多，他们不得不收窄研究方向。比如，只是全面查阅英国、荷兰或丹麦东印度公司中某一家的档案，就得花上数十载的光阴。美国对华贸易的资料同样浩如烟海，而且还更麻烦的是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里。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档案尽管没有英、荷、美诸国丰富，却也相当重要，亦散落在不同的城市。

数量庞大的原始文献意味着，我们研究中国贸易应该深深感谢前辈学者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都已经对其保存的材料进行了很好的归档和整理。一群独立学者、博物馆员、档案馆员、图书馆馆员和业余爱好者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量巨大的事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的筚路蓝缕，才会有人考虑研究中国贸易。如果这一领域没有长时间的文献整理，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现在，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完成本书必须提到的学者和著作。目前研究欧洲各大东印度公司和美国对华贸易的著作颇多，此外还有很多著作和论文讨论了中国行商、亚美尼亚商人、穆斯林商人和巴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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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著述关注的都是某个群体，只有在他们与其他群体互动时才会提到其他人。

比如在众多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著作中，涉及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中国贸易对手、替其工作或为别的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或者为其他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的内容，只有在他们以某种方式与英国人互动时才会被提到。不管这些独立的学者关注的是英国人、荷兰人、巴斯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只讨论与其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人物，贸易中的其他人物则不在讨论之列。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把上述的任何一本著述定义为“广州史”。就像不能因为英国人在某个特殊价位上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订立茶叶合同，就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商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使用0.72两白银每西元（西班牙银元）的兑换率，荷兰人和瑞典人所用的则是0.74两白银每西元的兑换率。不同的兑换率显然影响他们支付的价钱。只要我们对那些交易进行比较时就必须考虑这一情况。

18世纪60年代，荷兰商人接受的价格也受到他们与行商达成由其供应西瓜扁（驳接）的特别协议的影响。行商提供各自的官印船，而瑞典商人和丹麦商人的茶叶合同则受益于他们曾经提供优惠贷款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贸易公司的高级职员都卷入了鸦片走私及其他违禁品买卖。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最后支付的价格、所登合同的性质以及所征税费的总额。我们要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深入探究广州体制的内部管理架构，必须同时展开全面的考察。

考狄（Henri Cordier）是最早研究行商的学者之一。他试图把行商行号和他们的中文名字（汉字）对应起来，为我们在中文和外文资料中找到这些名字提供了便利。梁嘉彬1932年深化了行商的研究，其著作是研究行商及其贸易的经典之作。怀特（Ann Bolbach White）和陈国栋的著作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陈国栋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建立在广泛使用中、英文两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把研究重新聚焦到家族上，而不是商行上，而梁嘉彬关注的是商行。家族是经济和决策的核心，通过聚焦家族，陈国栋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家族的复杂性和家族之间的联系。

张荣洋继续把这项研究向前推进。他的研究以广泛深入的档案研究为基础，不过他主要搜集和使用英文文献，其著作挖掘了很多家族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容，比如行商通过婚姻关系所建立的联系等，大大扩展了陈国栋的研究。不过张荣洋没有参考陈国栋的著作，其著作在很多方面炒了冷饭。

黄启臣和潘刚儿拓展了对家族的研究，其研究时段超越了广州体制的时间范围，更深入地利用中文材料呈现贸易之外行商生活方面的历史内容。这种对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展是新近出版的很多论文集的趋势，新研究开始关注广州行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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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商人家族的理解，深化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就广州体制时期的贸易而言，很多方面都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通常，相同时段的某一商行往往会与诸多不同的外国公司和商人有关联，同时还牵涉到与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帆船贸易。这些信息相当大一部分都保存在汉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文献中。

其他学者关注诸如茶叶、瓷器、丝绸、绘画等外销商品的历史，这些内容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现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数以千计的中国手工艺品的历史，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每一种工艺品的贸易状况及其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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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的一些著作是基于深入而细致的档案研究进行的，还有一些著作则只是在概述中国贸易的基础上对展览的不同物品进行描述，另有一些著作则是结合了这两种情况。

有关茶叶贸易的详细研究，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ella）1994年出版的著作已经把该课题研究推进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是此课题仍然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的领域。在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和美国的档案文献中仍有大量具体的材料没有使用过。这些档案包含超过100份用中、西文字书写的茶叶贸易合同；大量关于茶叶贸易和具体某个商人贸易量的报告；以及某个商人茶叶买卖的具体细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精确地追溯茶叶订货的时间、包装、运输、支付的具体数额等细节。

研究鸦片贸易的学者大多聚焦于1842年广州体制崩溃的原因、不平等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兴起。
 
[4]

 这些历史内容的记载，英文和汉文文献应该是最好的资料。然而关于早期鸦片贸易，即从1750年至1820年的部分，大量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典等地的档案文献还没被利用，亟待深入研究。

路易斯·德米尼（Louis Dermigny）是最早力图从更普遍的广州地理角度研究历史的学者，其巨著《18世纪的广州商务》是在对英文和法文档案进行了数十年研究之后的成果，但是他主要依靠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著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带着对广州口岸的关注，德米尼论述了从17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贸易巨大发展的大致情形。德米尼著作中的很多数据都只是简单估计或自己随意编排，并非直接从原始材料中获得。尽管如此，书中的数据仍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船舶和与之相关的商品贸易情况。在德米尼对数据广泛整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开始解释广州在早期世界近代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了。

迪力普·巴素（Dilip Basu）在他对1800～1840年广州和加尔各答的比较研究中也保持着同样的关注。除了利用马士和德米尼已深入研究的英国文献，巴素还利用美国和中国的文献以深化他的研究成果。乔治·布莱恩·苏萨（George Bryan Souza）的研究主要关注澳门，不过他广泛利用了史料，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其著作中讨论了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从苏萨的研究中我们开始看到，澳门是广州贸易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明白了在讨论广州贸易时必须把澳门包括进来。瓦尔（Do Vale）和奎马拉斯（Ângela Guimarães）继续研究了广州体制时期澳门的贸易内容。

陈伯坚和黄启臣出版了三卷本的贸易史，时间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尽管该著作主要依靠汉文史料和第二手英文研究成果，包括马士的著作等，但此书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彻底的分析。由于汉文史料缺乏具体必要的细节来重建广州的日常活动，该著作只能大致勾勒这些历史的轮廓。

总之，上述著作清楚地说明了对多种档案进行综合研究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够重现广州口岸日常活动的历史全景。研究者需要同时分析大量与贸易相关的人物以及贸易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够全面观察和分析广州口岸复杂的内部运作机制和结构。很多档案馆和学术机构长期努力地经营，使档案文献越来越容易为学者所使用，他们的工作与该领域相关历史内容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这些共同的努力最终会促使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成熟起来。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资料收集方法仍然显得太慢也太笨拙，影响了成熟著作的完成。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并可以将之带入档案馆，也能够利用相关软件处理、组织并立刻获得相关数据，他们终于可以从事这项巨大的研究了。至于对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启发我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应该如何收集资料等问题，我必须深深感谢亚瑟·皮尔斯·米德尔顿（Arthur Pierce Middleton）的著作《烟草海岸》（Tobacco Coast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附 2005年以来研究的进展


自2005年《广州贸易》英文版首次出版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2006～2009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的资助下，我把1762、1763和176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广州-澳门日志》从荷兰语翻译成英语并出版。该系列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书中所附的大量注释还广泛记录了各种名称、术语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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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海洋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海洋史研究，2010年至今已出版十辑《海洋史研究》。该中心的研究范围很广，因此《海洋史研究》收录的论文涉及海洋史研究的各领域，远远超出广州口岸研究范围，不过该集刊还是刊登了很多与中国贸易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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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广州大学成立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这些论文集尽管并不局限在广州贸易，但也发表了大量与广州贸易史和广州对外交往相关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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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方向包括汉唐时期广州口岸与南海贸易、唐宋时期外来宗教与广州口岸、清代广东十三行与中西贸易、清代广州与中西文化交流、亚洲海洋史等诸多领域。该中心成立以后，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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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口岸史研究领域出版了多种研究专著、译著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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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

2009年，孔佩特（Patrick Conner）出版了对广州外销商馆画的深入研究著作，此书后也被译成中文出版。2011年和2016年，我分别出版了两卷本广州行商研究著作，题为《广州和澳门的商人》。该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在对若干欧洲档案进行彻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还包括了广州的瓷器和丝绸商人及其与外国商人贸易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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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Jr.）和王迪安也出版了与行商相关的新著。格兰特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商人的“商欠”问题，以及让其他行商为破产行商偿还债务的集体保障系统。王迪安的著作是首部深入系统研究著名行商伍浩官的著作，伍浩官是当时最富裕和成功的行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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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咏和我以广州外销画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一部著作和一些论文。著作主要以广州商馆图及其历史价值为研究对象。莫家咏从商人身份的角度研究中国外销画家，而我则主要关注广州外国商馆的发展变迁、管理运作以及商馆所有者的有关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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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博清和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最近分别从英国和法国的视角，发表了有关广州商馆及其运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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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研究都与贸易直接相关，都是本书2005年出版之后的新成果。

除上述出版物之外，最近五年出现了不少与清代广州贸易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杰西卡·韩瑟（Jessica Hanser）的研究涉及中印之间的英国散商；苏珊·史楚普系统地探索了围绕广州的中法贸易史；莉莎·赫尔曼（Lisa Hellman）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瑞贸易；王硕探讨了伍浩官的社会关系网络；莫家咏从崭新视野探讨广州外销画家与西方顾客之间的生意；叶霭云重新审视了广州贸易中的通事；本杰明·阿斯姆森（Benjamin Asmussen）则探讨了参与对华贸易的丹麦商人及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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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来还有不少其他关于中国贸易的研究成果，有些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版问世。这些研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国茶叶和丝绸贸易研究、英国和荷兰的茶叶和丝绸贸易研究、粤海关的新研究、18世纪30年代广州通事研究、东南亚广州帆船贸易研究、西方船舶上的中国水手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性交易研究、丝绸和西米等贸易商品研究、《广州贸易中的散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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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之后还有大量与广州贸易相关的其他学术成果出版，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这些研究出自卫思韩（John E. Wills，Jr.）、乔纳森·高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约翰·卡罗（John Carroll）、托马斯·考克斯（Thomas Cox）、加里·斯德基斯（Gary Sturgess）、史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弗里德·桑德曼（Frieder Sondermann）、约翰·韩达德（John Haddad）、卡罗琳·弗兰克（Caroline Frank）、帕特丽莎·约翰斯通（Patricia Johnston）、麦克·布洛克（Michael Block）、理查德·格蕾丝（Richard Grace）等学者之手。他们新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大量的数据整理研究，也提出了许多有关广州贸易及其运作的新观点，我撰写此书时还无法参考到这些研究成果。

这些新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广州贸易的理解，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不过并没有改变本书所阐释的广州贸易的基本结构和运作。尽管2005年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情形依旧如此，因此我没有对本书的文字做出调整，仅添加了几个2005年之前还不知道的中国人名。

此次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2007年再版本翻译而成，该版只是增加了少量的2005年初版时没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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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

广州贸易的伟大时代是一个让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着迷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现象。广州体制开始于17世纪末，之后贸易逐渐稳步增长，直到1842年被迫宣布结束。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以及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不感兴趣等。所有这些原因都各指向某个核心内容，但无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广州贸易还是发展到了如此辉煌的程度。

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逐年增多，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扩大，都证明那些诸如过于倚重白银、官府腐败等问题并不会如同想象中那样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如果广州地方官员真的只对阻碍和限制贸易感兴趣，那些与现在很多历史推想恰好相反的事实又是如何出现的呢？由于贸易不断增长的话题从来没有被完整地讨论过，我的目标就是要辨认出贸易架构的优劣之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在更深入地了解广州体制的运作机制后，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体制的优势在于它处理朝廷所关心的事务上的灵活性。既能够控制外国人和贸易，又能够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构成口岸管理架构的机制，使粤海关监督（外文中一般称为“Hoppo”，该词中文直译则为“户部”）和两广总督能同时控制和促进贸易。这些控制和平衡机制使广州的贸易价格保有竞争力，对大船舶和大宗商品给予优惠，并允许整个贸易体制在信贷基础上运作。

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獗。

在这些贸易控制机制被逐渐削弱的同时，官府没有重新审视和分析沿海海防管理体系，也没有在此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欧洲、北美和亚洲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随着来华外国人日益增多，走私也日益猖獗，贸易控制机制和沿海防务体系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效率低下。在日益严重的官府内部腐败和外部武力的交互影响下，广州体制无法维持下去了。

长期以来，广州体制的优势让时人忽视了它的缺陷。贸易量的增加使得送缴朝廷的关税收入日益增多。朝廷收入的增长掩盖了与此相关的日益发展的体制缺陷在低下阶层逐渐扩大的现实。走私是合法茶叶贸易不断增长的补充，因此粤海关监督总是倾向于默许走私而不是去阻止它。他们更愿意自己三年任期结束时，在广州留下一个运转良好的贸易体制，把钱放进国库和自己腰包。消灭违禁品与拒绝纵容则会导致国库收入减少，因此地方官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消灭走私或者防止腐败。

贸易管理架构所需的变革力量必须自上而下，但是由于朝廷意识不到问题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可能也并不愿意国库收入受损，这些因素都阻止了变革的发生。两种重要的新事物被带到广州，成为广州体制产生变革的最后推动力，它们是报刊和汽船。前者教育了在华外国人群体，并将其意图统一起来；后者则有效地把权力从粤海关监督手里转移到了外国人手里。清朝海防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外部世界事态发展，他们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技术。

与此同时，欧洲大型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它们对广州贸易的控制。1834年所有垄断贸易公司都停止派遣船舶来华，散商利益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声音。随着各种报刊将他们团结起来，汽船激励了他们的意愿，散商终于获得了权力，他们竭尽所能推动那些很久以来就希望发生的改变。一旦外国人用汽船克服了珠江的天然限制，削弱了广州贸易管理体制的基础，广州贸易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广州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一个拥有必要举措、意愿、力量和资讯的管理机构来检讨自身弱点，检讨广州贸易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并做出相应必要的变化以求生存，因此体制本身不会相应发生有效变化。只有在对贸易及其在相关环境中的变化，尤其是对所有特别事务的细节进行详细论述后，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清朝管理机构中缺乏一种操控手段来纠正和对抗行政网络、政策和程序中的弱点，于是相关重要信息是否被收集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没人会为此做出任何改变。

由于贸易行政控制上出现的缺陷，清朝贸易监管机构的做法永远都是治标不治本。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积重难返，因此在1835年之前，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正确的措施，即使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往往为时太晚，而且经常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危机处理方式使得违禁品贸易和腐败的根源深深扎入官僚机构内部，反过来继续削弱官府行政的有效性。官府缺乏充足的禁止措施，使得鸦片贸易和消费持续增长，最终发展成中国社会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内部的分裂持续了百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外国人逐渐拥有了克服广州体制的能力。

本书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的确立，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架构基础。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国船舶急剧增多。

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船只引至珠江狭窄水道航行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官员如何控制这些船只的来往。第四章通过补给品贸易以及外国人获得物资和劳力以满足需要的方式，探讨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维持生活。第五章分析由通事所执行的官方程序，这些程序使海关能够控制贸易，登记在册以便征收关税。

探讨完广州贸易发展的基础之后，本书接下来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第六章，回顾贸易管理中引入的一些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掩盖短处而使整个体制运转更加有效。第七章，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我们将回顾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广泛的鸦片走私网络，展示鸦片贸易发展到了广州体制无法控制的程度。

第八章转而探讨其他若干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比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贸易内部机制的一部分。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将讨论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同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结语分析广州体制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第一章 广州体制的形成

荷兰人和英国人自17世纪初到达亚洲之时，就希望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两国试图像葡萄牙人居留澳门那样，希望能够在南中国海沿岸建立贸易基地，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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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年之后，荷兰人开始经由台湾与中国展开贸易，但在郑成功舰队驱逐下被迫离开，郑成功于1662年控制台湾，荷兰人也就失去了台湾这个据点。在以后的20年里，荷兰人一直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让中国商人的帆船装载中国商品前往巴达维亚出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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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人通过台湾和厦门开始了一段非常短暂的对华贸易，但并没有常规化也没能够持久。

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朝廷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态度开始往好的方向变化。随着沿海岛屿纳入清朝统治，清朝对直接与外国人做生意产生了兴趣。17世纪80年代末至17世纪90年代初，外国商船开始抵达中国沿海港口，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中外双方逐渐达成都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忍受的贸易安排，此举吸引了更多外国人来华做生意。这时对外交往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帆船对东南亚的贸易也在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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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不得不在每一艘船只到达时重新商议贸易的有关条款，但到了17世纪90年代根据贸易运作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一些贸易规则。18世纪初广州迅速发展成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点之一。尽管人们并不能就此称赞广州“自由”或者“开放”，良好贸易的连续性也经常无法保证，但中外商人往往能够在广州达成更加有利于贸易的协定，这在中国其他港口无法做到。

清朝官府必须考虑几个问题以招引外商来华贸易。监管机构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朝廷关心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和谐。朝廷需要明确对外国人进行有效控制，一旦朝廷顾虑消除就有重开贸易的可能。然而，商业也必须建立在平等有序的基础之上，这样才可以征收恰当的税收和费用，并分配或上缴给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尤其是那些应归朝廷掌管的收入。在朝廷对所有事务的安排都满意之后，才会允许开展对外贸易。事实很快就证明，广州是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最佳地点之一。

只要朝廷满意了，粤海关监督就得关注中国商人的利益和顾虑了。诸如允许外国人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中国市场，价格是否应该得到控制并且（或者）规范化等问题。粤海关监督还应该确定每一艘船只必须缴纳的港口费，以及所有进出口商品必须缴纳的关税。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事先确定下来，朝廷才能够正确控制所有贸易。上述因素都可能影响中国商人的利润，因此在开始贸易之前双方必须达成妥协。当然这些规定必须符合朝廷的商业政策。

清朝官府最后才会考虑外国人的利益。如果无法保持有竞争力的价格，如果费用和税收太高，如果贸易控制机制太严格的话，外国人就不会再来中国，贸易也就走到了尽头。造就一个各方都满意，至少照顾到各方利益的状态的确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相比其他中国沿海港口的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在满足各方要求和确保各方都满意的事务安排上做得都更好，也更有条件做到这点。

广州有着150年控制澳门贸易的特殊经验。广州地方官在处理与葡萄牙人的相关事务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非常清楚，如果把外国人限制在特定区域内不准自由走动，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持续进行，也会达到朝廷的要求。如果粤海关监督同时能够严格控制和支配所有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那么他们就能够控制整个贸易了。停止向外国人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禁止外国人自由走动等都是发生争端时清朝官员可以使用的强有力解决手段。需要日常生活用品，担心缺乏足够的装货时间，担心在季风改变前无法离开而被迫多停留一个贸易年度，这些状况都给外国商人造成巨大压力，他们必须迅速解决争端。这些因素和控制机制已经非常有效地规范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到18世纪初的几年里在广州也运用得非常有效。
 
[4]



17世纪末外国商人抵达中国之时，他们把船只停靠在澳门，企图在澳门与中国人交易。澳门受广州府管辖，这样外国商人必须获得广州官府批准。所有出口商品都来自广州市场，因此被称为“商馆”的商人货仓也建立在广州。

一些清朝官员曾不止一次考虑要把澳门打造成对外贸易中心，但是用舢舨在珠江上来回运输货物并不现实。此外，澳门议事会并不乐意大量外国人（大部分非天主教徒）来往于澳门，种种因素使得这个想法无法实现。尽管迟至1733年仍有人提出这个话题，但一直无法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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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船停留在澳门水域的情况，广东地方官府需要有更广泛的珠江检控系统，费用也更高。粤海关必须设立一些海关关口来收税，此外还得控制那些为对外贸易服务而大量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舢舨。广州和澳门之间大量出现的各类船只，使粤海关更加难以控制各种走私行为。与后来香港的情形不一样，当时还没有出现建立新的贸易基地的可能。官府并不希望任何外国人永久在华居留，他们认为最好建立某种体制，外国商人可以来华贸易，一旦获其所需货物就必须离开。

清朝官员对澳门附近水域的外国商人控制较弱，很难在这些地方阻止他们离开。大型外国船只装载沉重货物无法进入澳门西边的浅水道，只能停泊在澳门东南被称为“澳门水道”的泊地。
 
[6]

 这个地方位于氹仔岛（Taipa Island）鸡颈（Cabrite Point）的东边，外国船只很容易经由这里进入外洋。即使还没有缴清关税，它们也能够随时从这里离开澳门水道，因此这个地点并不符合朝廷的要求。

唯一能把外国船只控制在澳门的军事措施就是派遣一支水师驻守澳门，不过这项措施耗资巨大。清朝官员能够通过控制外国商人的财产、航行、人员等方式来迫使他们缴纳赎金，直至外国人获允离开。如果这样的话，中外所进行的贸易就显然不能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个地点安全性欠缺，如果发生雷雨大风，如何寻找庇护所都是个问题。在此区域内能够给大型船只提供安全停泊地的港口离澳门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地方要么在珠江上游，要么得穿过三角洲。因此，即使葡萄牙人早已开始在澳门半岛贸易，澳门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它成为贸易中心的可能。所有因素都促使贸易最终集中到了广州。

广州贸易开始之初，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就已经在澳门水道进行贸易谈判了。双方就所有贸易事务反复商议，往往需要花数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最后达成协议，所达成的协议也只适用于特定船只。当新的船只抵达时，船上的大班和船长还得像前辈一样再来一次艰辛的讨价还价。

外国人能够随时离开澳门，这为他们在与清朝官员谈判贸易协定时提供了某种筹码。在中国港口，外国商人需要雇请中国引水人引导船只再次进入外洋，当地官员能够以此迫使外国人进行某些贸易，即便这些外国人并不愿意接受所有条款。实际上即使没有贸易进行，地方官员也会迫使外国人缴纳相关费用和管理费。

在澳门，外国船只在所有事务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后才缴纳各项费用，它们也可以在缴纳费用之后获准进入珠江水道。按照规定，外国船只不能一直航行到广州，只能停泊在距离广州20公里的黄埔岛南边水域，这个停泊地被称为黄埔锚地。

有时外国船只已经溯珠江而上了，粤海关监督还会想办法索取额外费用，或者采取措施对之进行其他限制。而且到了下一个贸易季节，外国商人会发现这些费用或者限制措施已经成了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每年当外国人返回广州时，他们都坚持保有之前曾获得的各项权利。双方都逐渐清楚对方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容忍的条款，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条款逐渐成为先例，先例再逐渐成为常规。

随着贸易一年年的发展，逐年收取的关税渐渐固定下来，呈交给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逐渐稳定，于是形成定例。粤海关监督为了维护自己在朝廷的名声，都坚持做到下一年上缴的财政收入要与上一年持平，能有所增长就更好了。就个人利益而言，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其实并不愿意贸易每年都发生急剧变化，即使贸易发生了变化，也不会改变上缴给国库的关税额度。在这个意义上，朝廷才是唯一能够使贸易发生改变的权威。

在广州体制整个时期内，定例占有重要支配地位。港口程序很快被确定为定例，这使贸易逐渐稳定下来并培育起中外商人对贸易的信任。外国商人继续在中国沿海其他港口，如厦门、宁波等地尝试寻找贸易机会，以验证广州的贸易环境，他们最终还是回到了广州，因为他们发现广州的贸易条件更好且更具延续性。

与中国沿海其他港口不同，广州是重要的内河港口，便于顺利获得内地补给品、船只必备用品和包装所需物料的供应。珠江上游地区能够提供很好的制造包装箱具的物资，广州腹地也能够提供大量船只修理以及建造货仓所需的原材料。广州还有数量巨大的手工匠人群体能为贸易提供包括修缮商馆、修理外国船只等工作在内的服务。所有这些物料供应和服务对维持贸易顺利进行、常规化和长时间运作都十分重要。其他中国沿海港口也许有某些便利条件，但广州幸运地拥有全部的便利条件。

与其他沿海港口相比，广州作为一个内河港口也便于粤海关监督控制贸易，因而减轻了朝廷的忧虑。在外国商船进入内河之后，外国人就依赖中国人提供所有的日常供应，需要引水人引导其船只在珠江航行，需要通事来处理日常事务。贸易早期，这些来自社会低层的中国人大量来到澳门，他们在澳门学会了足够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葡萄牙语。其他中国沿海港口的官员会向澳门提出请求，要澳门向他们派遣有语言技能的人，但程序上来说这必须通过广东地方官府。然而当粤海关监督需要这些人手时，只需简单地向澳门提出来，要求他们从澳门来到广州，这一点就是贸易发展中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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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海关监督也能在厦门、泉州等地找到一些在东南亚学习过某种外语的中国人，但他们掌握的外语是否与抵达此地的外国人说的语言一致呢？估计每一艘船的情形都不一样。这些船只来自诸如马来亚、暹罗、荷兰、英国、葡萄牙、法国等不同的地方。另外，澳门的中国人通常是终生在澳门生活、工作，他们学习的外语通常是葡萄牙语。这样，当外国人去广州做生意时，他们需要雇用一位会说葡萄牙语的随船人员就可以了，对于早期来华贸易的那些英国、荷兰、法国商人来说这并不难。

粤海关监督通过控制所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人，绝对地支配着贸易发展，这使朝廷可以放心。没有粤海关监督的批准，所有外国人都得不到日常饮食供应，甚至无法离开中国。如果这些措施达不到预期效果，粤海关监督还可以命令澳门葡萄牙人介入，以调解争端。所有这些谈判和控制机制，加上与澳门的特殊关系，以及地理上与澳门毗邻等特点，造就了广州独特的贸易环境。

因此把1700～1842年的历史时期称为“广州体制”是十分恰当的。本书大量使用这个术语，与之前其他学者的使用方式有些不一样，这个术语对于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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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体制十分依赖珠江三角洲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水势，也有赖于广州与澳门的特殊关系，这是在其他港口无法复制的体制。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在以后的章节里详细讨论。

广州贸易量最初并不大，后来逐渐稳步增长。1699～171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都派遣一两艘船来广州。亚美尼亚商人和穆斯林商人至迟在1700年就已经来广州贸易了，其他港脚商人（散商），诸如印度的英国商人也会每年都派遣船只来广州贸易。
 
[9]

 据1703～1704年的文献记载，当时广州地方官会给每一艘抵达此地贸易的外国船只赠送礼物，他们会急切地赶到澳门与外国商人商谈贸易条款，他们会公平一致地对待每一艘外国船只，无论其来源和国籍，通过这些手段招徕外国船只来广州贸易。

具体而言，经过数十年时间，港口费及其他费用的具体数额逐渐标准化，不过计算方式早在1704年就已经确立了。海关官员控制外国人的常用手段，控制广州和黄埔之间货物运输的机制，以及计算所有货物关税的公式都已于1704年就在广州确立起来了。
 
[10]



整个广州体制期间，港口费通常依据两个丈量指标来收取，即船只的长度和宽度。
 
[11]

 到18世纪20年代又增加了另外一些费用，这些费用被称为“规礼”（emperor’s present）。在此之前某些船只早已被收取了某种类似的费用。增加规礼只不过是对之前做法的重新确立和规范化，对外国船只来说并不是新开支。
 
[12]

 18世纪20年代，规礼成为每一艘船必须固定交纳的费用。1830年规礼数额减少了，但是索取和计算方式仍然继续存在。1830～1842年规礼总数没有变化，1843年规礼被取缔了。规礼和港口费征收的方式与船只货物价值没有直接联系，数额不会随着通货膨胀而波动。这表明规礼和港口费的基本结构在广州体制期间大致没有变化。
 
[13]



粤海关根据对每一丈量单位，如一两、一件或者货物的单位或长度来确定进出口货物征收固定数额的关税。跟港口费一样，关税也跟商品没有直接关系。进出口关税中粤海关所占的比重，以及所有海关人员和胥吏的费用，都是根据关税的固定比重来计算的。根据皇帝收缴数额的某种比例来计算关税和费用，就能确保所有参与贸易管理的人员都获得一份酬劳，不多不少，总是按照相同比例来计算。这种做法使各级官吏非常希望通过某种鼓励贸易而不是阻碍贸易的方式，参与到相关事务中来。
 
[14]



所有费用计算出来后，皇帝、粤海关监督和所有胥吏所收费用数额加在一起就是每一艘船应支付的港口费。广州的做法通常是中国商人负责缴纳所有关税。贸易早期，外国商人有时直接向粤海关缴纳港口费，后来这些费用都通过中国商人来缴纳。

在最初几十年的贸易中，出现过外国商人通过他们在朝廷的关系来处理珠江三角洲贸易事务的情况。整体而言，中国商人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或者两广总督的批准才能获得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的许可，
 
[15]

 获得许可需要向当权者交纳可观的费用。中国商人必须对跟他们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负责。随着贸易的发展，这种做法逐渐成了一种制度，规定每一艘外国商船都被指定给某个特定的中国商人或者商行处理业务。

作为对该船及其船员负责的回报，这个特定的中国商人或者商行通常享有这艘船的贸易优先权，包括处理进出口买卖的优先权。粤海关当局一般不允许商人独占其承保的某艘船的全部贸易，但这些商人通常会承担该船相当比重的贸易。这些指定的“监护人”后来被称为“保商”。至迟到18世纪20年代，保商制度就已经确立了。

早在170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与某一个最重要的商行做了大部分生意，即连官（Linqua）、晏官（Anqua）和兴少（Hemshaw）。
 
[16]

 到18世纪最初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与连官和晏官做生意，但到了18世纪20年代，陈寿官（Suqua）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商品供应者。
 
[17]

 至少在1720～1726年，陈寿官和叶家的吉荐（Cudgen）是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General India Company）最重要的商品供应者。
 
[18]



1726年，奥斯坦德公司的大班罗伯特·豪威（Robert Hewer）写了下面的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显示了西方商人对这些保商的期望：

我们请吉荐（Cudgin）和陈寿官做我们的保商和保护者，这在广州非常必要，一旦船只在贸易、水手或其他方面产生任何争端或者纠纷，有这样一位商人会对船只所有行为负责，而且他也会随时做好准备为处理这些事情而接受清朝官员的传唤。
 
[19]



作为外贸商品的主要供应商，中国行商负责为其所服务的每一艘船只缴纳港口费。比如1722年，英国人提到陈寿官为他们缴纳了当年的港口费。
 
[20]

 1724年陈寿官再次被指定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保商，17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保商是陈芳官（Ton Hunqua）。
 
[21]



18世纪30年代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大多依靠一位商人：要么是陈腾官，要么是黎开官。
 
[22]

 1732年，第一艘来华贸易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也被指定一位特别的商人为其负责，并负责提供其所需的大部分货物。
 
[23]

 1734年，丹麦亚洲公司（DAC）船只主要与一位商人或者一个商行打交道。
 
[24]

 到18世纪30年代初，为每艘船选择一位行商已经成了广州贸易的主要方式，西方贸易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在广州开展贸易。

这项政策看起来更像是由个人喜好逐渐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商人在粤海关监督逼迫下逐渐确定的。如果中国行商被给予某一艘船只进出口货物的较大份额，外国商人可能会诱导他们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并不需要外国人带来的所有进口货。如果情况真是如此，外国商人会坚持让中国行商接受所有进口货以换取提供大部分出口货物份额的特权。另外中国行商有时候会坚持对进口货有优先权，由此可知每年的情形以及每一艘船的情况都各有不同。

外国大班和中国行商都会在商业谈判中把船上货物的特权作为筹码，以获得最佳贸易条款。迟至18世纪30年代末，粤海关监督已经把这种做法当成了政策，明确每一艘船都必须要有一位保商。这项要求直到1842年广州体制取消之前一直被强制执行。

这项政策与贸易管理中的其他做法相一致。官府要求行商、通事、买办和引水人在外国人逗留期间对他们进行控制和管理，并报告出现的任何麻烦。这些人群的特别任务将在后续章节里详细论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管理机制的个人负责制从一开始就是控制贸易的基础。

18世纪30年代海关网络有很多重建工作。1731年香山县丞被移到前山军民府。这个新地点使粤海关能更好地监控澳门的贸易和外国人，一旦有事发生，他们就能够迅速派人进入澳门采取行动。同一年，粤海关规定通事和买办必须获得官方执照，他们各自承担的管理工作也更加明确。
 
[25]



18世纪40年代，粤海关加强了对各项交易费的征收，与贸易相关的所有费用都已经规范化了。1741年2月粤海关要求所有外国人在贸易季节结束后前往澳门，以便进一步减少冲突（图1-1）。
 
[26]

 由于18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献保存得并不完整，我们还无法明确地知道每年外国人具体在何时必须离开广州。有关葡萄牙商人前往广州和广州行商前往澳门这种有规律的行动记录，仍有待进一步在历史文献中挖掘。

[image: ]


图1-1 1741年2月5日丹麦亚洲公司日志档案（摘录）

说明：丹麦文撰写，提到所有外国人必须遵照皇帝命令离开广州去澳门。

资料来源：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20。

目前存留的这几十年的澳门文献没有记录外国居留者的情况，其原因可能是1757年之前澳葡当局规定澳门市民不能把房屋出租给外来人口。
 
[27]

 澳门议事会也没有收到任何请求批准的申请，因此也就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了。很多澳门早期的文献都已散失，即使有这方面的记录也可能没有保存下来。
 
[28]

 由于这些不确定性和混乱，我们将在下面提到一些有助于澄清这些及另外一些问题的参考资料。

1726年，法国官员居留在澳门；1737年几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全年待在广州；翌年5～7月的非贸易季节，法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在澳门居住；同年两艘马尼拉船抵达澳门，船长和大班去了广州，2～5月一直待在广州（表明这段时间船员都停留在澳门）；
 
[29]

 1741年2月官府要求丹麦、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国大班离开广州，他们在澳门度过了非贸易季节；
 
[30]

 1744年贸易季节后，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大班前往澳门，等他们的船只抵达时才能再回到广州；
 
[31]

 1748年，澳门居民米盖尔·佩德罗·海托（Miguel Pedro Heytor）把自己的一间房子出租给了亚美尼亚人格力高里奥（Gregorio），后者当时应该在中国做生意。
 
[32]



1755年4～7月，法国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都待在澳门，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则全年都住在广州；来自果阿的葡萄牙船只大班当年7月12日抵达澳门，7月22日到11月9日则前往广州采购所需货物。
 
[33]

 同一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重申贸易季节过后外国人必须离开广州的规定，体现了当时有不少外国人（比如瑞典人）并没有遵守此项规定。
 
[34]

 1757年亚美尼亚人安东尼奥·巴布提斯塔（Antonio Baptista）在澳门租赁了一间房，有资料显示直到18世纪末每年都有亚美尼亚人待在澳门。
 
[35]

 尽管很多年的文献散失了，但保留下来的文献仍然显示外国人可能相当有规律地在澳门居住，他们可能每年都在澳门居住。1757年之前，只要时间不长，即便租赁房屋仍是非法的，外国人一般都会得到在澳门居留的非官方的许可。但是澳门葡商也会考虑这些外来者给贸易带来的损害，这些人大多不是天主教徒，他们居住在澳门当然会招致很多反对的声音。
 
[36]

 洪任辉事件之后，1759年年初乾隆帝再次重申外国商人必须严格遵守贸易季节过后离开广州的规定，但仍有一些外国商人企图拖延。
 
[37]

 直到1765年贸易季节之后，迁往澳门才常态化。
 
[38]



澳门葡萄牙商人每年都会到广州购买货物。从马尼拉来的西班牙商人（其中有一些是西班牙华人的委托商）获得许可可以把船只开到澳门，他们也会到广州做生意。这些葡萄牙大班居住在与其做生意的行商提供的房屋里，他们不像其他外国商人那样去租赁单独的商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商人似乎也有类似协议，但1788年他们开始在广州租赁商馆。
 
[39]



行商到澳门检查外国商船运来的进口货时，他们可能会住在葡萄牙商人或西班牙商人提供的房子里，也可能住在他们自己在澳门代理商或者亲戚家里，一般会在澳门住上一两个星期商谈贸易事宜。这些都是私人安排，在澳门的文献中无法找到相关记录。
 
[40]



众所周知，除了外国船只和亚洲帆船外，每年在珠江上来回航行的船只还有官船、商船，以及大量运送货物的舢舨。粤海关监督必须控制广州和澳门两个城市之间所有外国人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掌握每位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即使按照规定葡萄牙商人和西班牙商人是在澳门缴纳港口费和关税，广州仍然会留下其船只抵达澳门的记录，因为粤海关会同意澳门葡萄牙商人来到广州，同意行商在广州和澳门间运送商品。其他外国商人则都是在广州缴纳港口费和关税。

由于进出口关税与货物价值没有关系，调整关税以适应价格上涨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税率。然而粤海关监督并不愿意引进新的价格机制，如果关税变动导致贸易商品减少，他们会遭到朝廷责怪。朝廷也出于同样的理由不愿意干涉价格机制。结果外国商人必须缴纳的各项费用的数额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变化，即使有时某些费用提高了，但这种事情并不经常发生。这种规范化有助于创造一致性，从而培育出信任。

通事、买办和引水人的通行税和收费在广州体制初期的数十年里都相当一致。广州和黄埔之间的通行税是根据船只经过关卡的多少来征收的；通事的收费是船只商品价值的1%，再加上每一项其他服务的额外费用；买办提供的补给品价格通常是根据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决定的，按重量计算，但也会按照件数或者度量单位制成价目表格；澳门引水人的收费则根据船只大小以及他们要将船只引上珠江的距离来计算（通常是2～3天）。

如果引水人租用了额外的小艇或帮手来协助他们，或者如果外国商人需要雇佣引水人来把乘客从船只运送到岸上或者帮忙传递信息，这些费用都会单独列出来。在广州贸易之初，欧洲商人的这些费用就已经很明确了，因为亚洲帆船早已接受这些服务了。
 
[41]

 关卡守卫、通事和买办长期以来在广州、澳门和马尼拉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贸易服务，因此存在这些一致的收费标准不足为奇。

外国人每年都得重新谈判在广州逗留期间能够享有的特定自由，但基本范围早在1704年就已经确定了。外国商人坚持他们有权选择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贸易季节租用商馆等。他们要求根据供求关系浮动价格，要求所携带的白银运上岸后免税。尽管诸如此类的要求从来没有全部得到官府的批准，但是当局确实也部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一样，在广州的其他外国商人从来没有时间能与他们希望交往的人打交道，但是他们可以在一群特定的人中进行选择。通常有几位通事、买办和引水人可供选择。广州也通常有几间商馆可供他们租赁，这些商馆全部坐落在广州城墙外的特别区域。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通常局限在一些被官府选定的商人身上，但是大部分能够得到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的保证，他们选定的商人是通过互相竞争而获得贸易特权的。

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和屋主之间的竞争有助于降低其商品、服务和租金的价格。这样，即使广州不是完全“开放”或者“自由”的市场，在整个运作架构中仍然会有一些措施能够满足外国人的需要。整体来说价格随着供求关系浮动。行商曾多次企图独占某个公司的贸易，或者形成某种联盟来垄断价格，但这些做法往往没有成功。

如果广州的负责官员允许形成商业垄断或者价格固定，外国人就不会愿意再来广州贸易了。如果外国人不回头，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就必须向朝廷奏报，因此官员并不愿意出现某种价格联盟来控制市场准入或者价格固定。这里的费用机制是各级清朝官吏都有鼓励贸易发展的意愿，因为多种原因使他们不愿意使价格固定下来。

外国人能够感受到广州的贸易优势。1700～1842年，很少有外国人因为无法协商好“可接受”的贸易条款而拒绝再回广州贸易。很多商人认为有些条款仅仅是“能忍受”，但是他们很少对什么条款“无法忍受”达成共识。这种与人方便的精神是广州贸易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远远超过其他中国港口。有时贸易谈判持续好几个星期，甚至数月之久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是广州地方官员都非常具有灵活性，他们十分清楚如何才能达成一些使外国商人和朝廷都能够接受的贸易条款。

直到1757年，英国人企图在浙江舟山建立贸易关系，出现了其他沿海港口对广州贸易统治地位造成潜在威胁的局面。然而乾隆帝察觉到这苗头后，就立刻宣布所有外国贸易限于广州一口（俄罗斯和日本除外），从而终止了事态发展。由于朝廷的命令制止了舟山的发展，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平衡朝廷的关注，同时又满足和促进贸易发展上，舟山到底是否能与广州媲美。乾隆帝对英国人这次闯入浙江严厉而迅速的反应，表明舟山永远也不能像广州一样满足朝廷的需要。

从1757年到1842年，广州是官方认定的中国外贸中心。
 
[42]

 事实上，官方法令只是把既成事实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广州商人和官员在谈判和管理贸易方面的专业程度，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优势，使广州成为中国沿海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方，这标志着18世纪初广州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

对于控制和管理外国人而言，朝廷倾向于把贸易集中到广州一口还有其他原因。珠江漫长而低浅的河道对船只出入是很大的限制，吃水深的外国船只能随着潮水涨落来控制航行，这确保了贸易管理者能有效控制这些外来客商。粤海关监督决定着何人可以得到许可沿江而上，他们何时可以离开。即使是一艘吃水很浅的小型外国船只，如果想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非法进出广州口岸，自由地在珠江上航行的话，它也只有随潮汐涨落而航行这一种方式。这使得粤海关监督完全有时间掌握这些非法航行的情况，并派遣巡逻水师前去阻止。

黄埔锚地是个优质又安全的停泊处，这里能够提供抵御南中国海猛烈台风的侵袭。黄埔锚地附近没有任何重要设施可以让外国人破坏或者制造威胁，而且此地远在广州视野和射程之外。只要外国船只被限定在黄埔，它们就离地方行政中心和中央政治中心有着非常安全的距离。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广州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外贸的中心。

1717～1732年，奥斯坦德公司派遣船只到广州来；172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了一艘小型单桅帆船来尝试开展贸易；
 
[43]

 1729年第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抵达广州；1731年第一艘丹麦亚洲公司船只抵达黄埔；1732年第一艘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停靠在黄埔。到此时，英国、法国、印度、亚美尼亚、穆斯林散商和其他商人就常年季节性地来广州进行贸易。
 
[44]

 葡萄牙和西班牙船只仍旧通过澳门与广州贸易。这样，在广州体制的最初30年，整体贸易额极大地增长了。

到18世纪30年代中期，广州贸易程序已经相当规范化，外国大班和船长不用再在澳门等待着与中国行商谈判贸易条款，只需获得清朝官府批准，他们就派遣船只直接沿江而上到广州。他们对整个广州体制充满信心，觉得没有必要每次都事先就贸易细节进行谈判。当然，他们仍然不停地抱怨一些严格的限制措施，也抱怨清朝官府征收的高额费用，但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的贸易活动中都能见到类似的抱怨与偏见。

当我们根据外国大班留下的记载研究广州贸易时，我们需要通览所有关于贸易费用昂贵和贸易受限制的抱怨，再来考察更广泛的历史事实。商人和妇女通常在与那些控制贸易的人进行斗争，希图消除限制使贸易扩张。他们的抱怨是否公正或者贸易是否以公平的方式进行，以及是否双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或者改变已有限制的不断压力已经转移到了管理者的身上。

保持服务费用和商品价格不上涨也需要持续向下的压力。同样的，费用或价格是否已在合理的水平也并不重要。所有参加广州贸易的外国大班的首要责任是必须通过谈判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更广泛的历史证据。

通过广州体制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当局是在不断变化各种政策和措施，直至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到18世纪30年代中期，外国人已经充分相信这个贸易体制，且信任不断增强。实际上外国商人年复一年地回到广州，抵达广州的船只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是他们对中国贸易方式表示满意的体现，尽管抱怨从来没有停过。
 
[45]



第二章将更具体地讨论贸易日常运作的特性，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外国人为什么会信任广州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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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粤海关管理程序

设立在广州的粤海关管理着所有珠江三角洲的船舶。只有外国商船才能获得粤海关的许可沿江而上到广州，这些商船必须遵循一系列程序才能通过沿途各关口。当它们第一次停泊在澳门航道时，每一艘船都必须申请一位引水人，引导船只前往位于珠江口一处被外国人称为虎门（Bocca Tigris）的税馆。一小群被称为“澳门引水人”的人获得粤海关颁发的执照，他们从这里引导外国船只溯江而上。

澳门引水人必须向位于澳门南湾的引水馆报告，向负责澳门事务的香山县丞申请许可。军民府位于澳门北边前山的一所白色炮台里。这栋建筑是白色的，因此被葡萄牙人称为“白屋”（Casa Branca）。

粤海关系统中对外贸易最重要的管理分支机构是澳门葡萄牙总督。他是澳门官方代表，在外国人抵达澳门的时候由他进行接待。澳门还有执行澳门议事会各项法律的理事官（委黎多，ouvidor），负责整个城市的行政管理。此外还有负责与中国官方联系的检察官，由他来处理中外人士间发生的任何事务。澳门也设有粤海关的分支机构，即澳门大关。1744年，澳门大关在澳门城墙外的望厦村设立了一个副关。
 
[1]



在前山营军民府、香山县丞和虎门税馆协助下，清朝官员和澳葡官员负责监控珠江三角洲下游一带的外国人及其贸易。澳门与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水系是由炮台、关口、关卡（分口）组成的巨大网络。所有这些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受粤海关控制。它们或多或少组成了一个单一整体，控制着来往于珠江三角洲的商船并监视外国人的行动。
 
[2]



18世纪上半叶，外国商人请求粤海关监督在广州城内的官衙里亲自接见他们。他们在粤海关监督衙门会晤并正式确立贸易规则，其实这些规则在会见之前就已经制定了。大多数情况下，在船只溯珠江而上之前，他们就会得到粤海关监督的接见，因为外国人希望确保“自由而开明的贸易”。会见之前，粤海关监督一般会要求通事把外国商人的各种要求呈报上来，以便有时间斟酌。外商会反复提出一个请求，即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手。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之间的竞争会使价格根据供求关系而波动。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总是希望中国商人之间存在竞争，他们只给若干商人颁发了行商执照，外国商人可以从这些获得执照的行商中挑选贸易伙伴。甚至到中国行商成功地于18世纪60年代组织了“公行”时，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仍旧控制着局势，价格也并没吓退外国人。
 
[3]



1763年，公行想要迫使诸行商同意拟订进出口货物价格，导致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斥责公行“绝对垄断与违法”。为确保贸易竞争继续存在，1764年贸易季节开始时粤海关就采取了新的政策。广州行商被迫把30%的贸易转让给内地茶商，这些茶商得到直接跟外国人接触的许可，公开与公行竞争。
 
[4]



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都很清楚，只要价格具有竞争性，那么每年送到朝廷的收入就会持续增长，这样对他们的声誉和仕途至关重要。当然，某个贸易季节增长幅度太大也不是好事，这样一来朝廷会要求粤海关监督来年继续保持这个增长势头，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朝廷看到长时间里贸易都保持稳定并有较大增长。于是，粤海关监督接见外国人时会许诺不出现价格垄断。
 
[5]



18世纪30年代，外国商人对广州体制已经越来越信任，粤海关监督便越来越少接见他们了。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在选择要不要接见这些外国人时也犹豫多了，因为对商人来说这种接见往往成为各种诉苦、发牢骚的的机会。到18世纪50年代，只有在商讨如何解决行商“商欠”等问题时粤海关监督才会接见外国商人。
 
[6]



外国商人得到粤海关监督接见的机会越来越少之后，他们的投诉或牢骚就只能在粤海关监督或其属下到黄埔丈量船只时提出来，也可以通过保商或者通事向粤海关监督递交请愿书。
 
[7]

 如果事态紧急，外国人甚至可以自己把请愿信送到油栏城门。这个城门靠近商馆区，位于新城墙西南角。守卫的士兵会将请愿书送到粤海关监督驻地。不过这种方式也令人难以忍受，请愿者不得不在城门处苦等数小时，粤海关监督接受请愿信并阅览和询问之后，他才会答复是否考虑他们的请求。
 
[8]



一旦所有贸易条款确定下来，外国商人就会把消息发给商船，让它们溯珠江而上。外国船只必须找一位澳门引水人引导才能在珠江上航行，引水人必须报告雇佣他的外国船长姓名及其所代表的国家（不需要报告船长国籍）、船只装备、水手人数以及船上所载货物，这些信息被送至广州的粤海关税馆。外国人船上不能只装载白银，必须装载一些货物，哪怕只有几盆咸肉或者几桶洋酒。船舶若只是为了躲避风暴或者修船而来，是不能被接受的。没有携带货物的外国人，不管他们是什么状况，通常会被认为是走私者或者是麻烦制造者。
 
[9]



澳门引水人登上外国船只后，就指引着这艘船沿江航行到位于虎门的税馆，由税馆胥吏检查船上的各种文件。虎门胥吏通过核对船长姓名等信息，确定引水的文件是否与他所引导船只的实际情况相符，相关信息是否与在澳门上报的相符。他们会通过清点船只每边炮门的数目来确定船上大炮数量，并在船只登记簿上记录船上人员数目及其他装备的具体情况。澳门引水人已经事先收集了船只的一部分信息，但是虎门税馆胥吏必须确认每一项信息，保证一一对应。之后再把这些信息报告给粤海关监督。

两位海关胥吏或者被称为“官府”（tidewater）的人在虎门登船随行，确保船只在珠江航行过程中不装载或者卸载任何货物。
 
[10]

 其中一位来自虎门军事炮台，另一位来自税馆。
 
[11]

 如果所有文件齐备，引水人拿着所有被检查过的文件回到船上后，外国船只就可以溯江而上了。有文献记载引水人经常上岸去完成这些事务，这表明他手中的这些文件可能与来自澳门和广州的文件一同被核查。

18世纪其他很多商业河道的收费是根据每次航行的里程来确定的。与这些河道不同的是，外国商船从澳门航行到黄埔锚地一共65英里（大约100公里）的航程是不用交过路费的。
 
[12]

 船只到达并停靠黄埔锚地后，黄埔税官就会把两艘守卫船系在外国船只的船尾。
 
[13]

 至此，从虎门来的两位“官府”就可以将其监察任务移交给这里的“官府”了。

这些被称为“官府”或者“护卫”的人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有时很难确定其身份。他们或者他们的舢舨在西文文献中被称为“Jack Hoppo”、“Hoppomen”、“guards（vagters）”、“guard boats（vagt baaden）”、“Mandarins”和“Longside Mandarins”。由于他们在外国船只上称量商品，也会被称为船只称重者（skibs vejers或schips）。他们生活工作的舢舨被称为“押船艇”，但是有时也会被冠以更具体的名称，如“左舱口”或“右舱口”。
 
[14]

 “官府”随身跟有一名书记随时记录重量，还有几位仆役做一些诸如煮饭、洗衣之类的杂事。当然“官府”的工作是日夜监察船只，确保外国船只没有走私任何商品进出广州。

外国人用被称为“官印船”（chop boats）的快船运输所有进出口货物。根据规定这种特别建造的舢舨必须在广州到黄埔之间的所有关卡停留。由于所有外国船只最终只能停泊在黄埔锚地不能再向上游航行，于是其他的河流通行税就是向这些官印船征收的。这些船为中国商人所有，如果外国人拒绝缴纳河流通行税的话，中国行商就必须承担。黄埔锚地与广州商馆之间一共设有三个税馆。黄埔属番禺县管辖，贸易进行地广州则为南海县管辖。常规的信息传递网络、巡逻和检查网点使三角洲所有站点能一直保持畅通的信息联络。
 
[15]



前往广州的第一个关卡是黄埔税馆，位于黄埔锚地和黄埔塔（琶洲塔）之间。黄埔锚地位于黄埔岛的下游方向水域，所有前往广州的外国船只都必须经过这个关卡。第二个关卡设在广州城南靠近被称为“东炮台”的军事基地附近。这个关卡有时就是指东炮台，不过收费站则是炮台旁边另外兴建的有“税馆”旗帜标示的建筑物。第三个关卡在广州城外商馆区码头，被称为“海关税馆”。这个税馆主要负责征收进出口税和其他海关税，比如个人行李税、特别快速舢舨费用或者卸载公司补给品和家具等费用。
 
[16]



还有一些海关站点设立在监视员驻扎的码头，但是这些站点并不是关卡。商馆区所有舢舨停泊码头上的站点被称为行后馆口，不过外国人称之为“牡驴尖”。
 
[17]

 在码头西端靠近丹麦商馆的地方，是被荷兰人称为“丹麦收费”的另一个站点。码头东端靠近荷兰馆和一条河涌的地方设有一个站点，被称为“小溪关卡”。外国人在贸易季节过后准备经由西江水道前往澳门时，才在这两个站点停留。

舢舨会在三个主要的海关税馆前申请通过并接受检查。每个站点都会在通行证上盖印，通行证在最后一站被收回（这一站可能在广州，也可能在黄埔，这取决于舢舨的航行方向）。黄埔税馆收回的通行证最后会被送回位于广州的粤海关衙门。
 
[18]



海关会对经过每一个关卡的舢舨数量记录在案，记录内容包括拥有这些船只的中国商人姓名，它们服务的外国船长的姓名等。这些信息使粤海关监督能够清楚每一艘船应上缴费用的总数，以及担保上缴费用的中国商人的情况。只有所有关税和费用都缴清之后，粤海关才会给船只颁发被称为“船牌”的离开许可证（图2-1）。

[image: ]


图2-1 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放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哥德堡号”（Götheborg）准许其离开中国的船牌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藏，档案号：Kine，Ms 14。

外国人坚持拥有的一项权利，是他们可以自由乘坐悬挂国旗的押船艇前往广州，粤海关监督也同意了这项要求，而且这些船不用在关卡停下来接受检查。这个要求并非没有道理，船长和大班必须有规律地在锚地和贸易地之间来回奔波，监察货物装卸，如果他们乘坐的船总是必须在关卡停留检查，则极为不便。船只每次接受检查都要缴费，代价也十分昂贵。粤海关监督非常清楚赋予外国人这项权力背后的逻辑，但是他只是赋予外国公司官员这种权力，并且规定这些船只不准装载货物。

当一艘船到达黄埔锚地时，船上的商人必须雇佣一位通事处理他们所有必须的正式手续。广州体制最初几十年里，通事的首要任务是与外国人商谈贸易细节，与广东当权者确立贸易内容，安排外国商人与粤海关监督见面等事宜。通事的第二个任务是安排船只接受丈量，以确定其需上缴的港口费数额。这些丈量是在中国商人获准前去察看进口货以及船只卸货之前进行。

贸易初期，粤海关监督前往黄埔泊地举行丈量船只仪式，所动用的帆船和舢舨达40～50艘。
 
[19]

 在这个仪式上，粤海关官员和行商必将受到礼遇，仪式也非常热闹。
 
[20]

 仪式进行时，附近那些即便不是粤海关监督要丈量的外国船只也会鸣放礼炮。对尊贵的人鸣礼炮，对在河流上航行的大型船只鸣炮致礼都是外交礼节。粤海关监督的官船则会鸣锣回礼，该船的甲板上安放着一架巨型锣鼓，有时也会鸣放礼炮。

18世纪80年代中期，粤海关禁止了外国船鸣炮敬礼的举动，因为这会威胁到附近水上居民的安全。外国水手会爬到船只捆绑风帆的索具上，在粤海关监督上船和离开时向他欢呼致意。
 
[21]

 丈量过程中粤海关监督和外商也会让人奏乐助兴。广州体制初期，这些乐队的助兴表演已经成了仪式的组成部分。比如，1724年粤海关监督的乐队在丈量奥斯坦德公司的船只“圣伊丽莎白号”（St.Elisabeth）时进行了表演；1737年丹麦乐队在丈量他们的船只“斯韦格号”（Sleswig）时也演奏了音乐，粤海关监督本人还饶有兴致地亲自敲了丹麦大鼓。
 
[22]



有时，水手还会表演滑稽短剧或者合唱（当然是在公司官员指挥下）。这些仪式还有赠送传统干果、蜜饯等环节，粤海关监督或其下属会以红酒举杯祝贺致辞。
 
[23]

 致辞之后，外国商人也会致辞并回赠小礼物。所有这些活动逐渐发展成了正式的外交礼节。程序安排很有讲究，仪式上所有官员和中外商人都着正式服装，使贸易增添了许多严肃的气氛。

在所有这些排场结束时，随从必须完成船只丈量。丈量船只的工具要么是上面标有广州木匠尺（covids）刻度的绳子，要么是刻着准确量度的竹棍。
 
[24]

 丈量的仆役在甲板上把绳子或竹棍拿到跟自己一样高，并向负责记录的书记大声喊出测量的度数，书记把数据登记在粤海关登记册上。
 
[25]

 通事则将这些数据翻译给外国船长和大班。

举行完丈量仪式几天后，通事就会将写有丈量结果以及相应港口费的正式文书送给外国商人，文书上的数据用阿拉伯数字写成以便外国商人看得懂（图2-2、图2-3）。
 
[26]

 丈量之后，保商必须立刻与粤海关监督签订具结，承诺为该船负责，包括外国人行为、港口费以及进出口商品关税的缴纳。
 
[27]

 行商和粤海关之间签署正式具结，大概是在18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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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记录1816年美国双桅帆船“广州号”（Canton）丈量数据和港口费计算结果的中文档案

资料来源：美国迪美博物馆菲利普斯图书馆藏，档案号：Shreve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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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1761年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威森号”（Velsen）和“奥德拉姆斯特号”（Ouderamstel）港口费计算结果的档案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Canton 378。

具结之后，粤海关监督会要求检视他们带来的“八音盒”（sing-songs），以及镜子之类的其他奢侈品。这些物品往往会成为粤海关监督为保官衔而每年按例呈贡的礼物。选择最佳物品后，粤海关监督会要求行商购买这些东西。行商不得不以超低折扣再把这些物品转卖给粤海关监督以获得承保船只的特权。
 
[28]



由于礼节烦琐，船只丈量仪式通常把人弄得精疲力竭。如果在经历了互赠蜜饯、互敬红酒、正式行礼，乏味的套话、锣鼓的喧嚣，再加上仪式上演奏者的刺耳尖叫、船舱里水手的欢呼、丈量仆役大声唱读的喧哗，以及随之而来连续不断的鸣炮和致敬的枪声之后，粤海关监督还没有筋疲力尽的话，那么接下来漫天的烟雾和火药的难闻气味一定会让他忍无可忍，催促着赶紧结束整个活动。贸易早期，粤海关监督（有时是两广总督）会亲临大部分丈量仪式现场。但随着来华外国船只越来越多，丈量成了贸易管理事务中让人不胜其烦的事情，粤海关监督就把它交由手下去办理了。
 
[29]



粤海关监督会在同一天安排好几艘船的丈量，这样很多工作会一次完成，以便可以尽早回到常规工作中，这就使丈量工作十分辛苦（可能喝完红酒醉醒，第二天都无法工作）。即使在广州体制早期，粤海关监督通常都会等多几艘船到达之后才去一起丈量。18世纪60年代，粤海关监督一天丈量六七艘船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有时他也会出于某种原因，仍然会不得不前往黄埔丈量少数几艘船。
 
[30]



随着到达广州的外国船只日益增多，粤海关监督就越来越倾向于挑选某些船只亲自去丈量（当然是挑那些载有最稀少而有价值货物的）。
 
[31]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散商是携带新奇之物来广州的最重要商人。当他们的船只抵达时，粤海关高级官员就会迫不及待地冲到黄埔锚地，看船只携带了哪些珍宝。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尽量避免从事奢侈品贸易，因为出售这些商品会带来麻烦。
 
[32]

 英国散商和法国商人、亚美尼亚人商人、穆斯林商人、巴斯商人却热衷于奢侈品买卖，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也会私下携带这类物品来广州出售。
 
[33]

 只要有人携带了奢侈品，粤海关监督并不需要催促他们上缴。荷兰人、丹麦人、比利时人、美国人和瑞典人看起来并不经常参与这项贸易，即使有数量也有限。

丈量仪式后，粤海关监督就代表皇帝给每一艘船赠送一份礼物，祝福外国客人身体健康。初期，官府赠送的礼物各有不同，到了18世纪40年代固定下来，大致包括两头牛、八袋面粉、八坛中国酒等。
 
[34]

 广州体制最初几十年里，西方船只抵达广州时状况大多不好，海上航行中经历的风暴、事故都给船只造成了各种损害，船只也可能因此而收到清朝皇帝额外的赏赐，对其遭遇深表同情。
 
[35]



到18世纪末，这些赠礼仪式大多草草走个过场，并且不再有双方表示尊敬和谢意的物品。比如19世纪初期，多贝尔（Peter Dobell）提到粤海关监督送给每一艘船的只不过是几坛劣质酒，根本不能喝，另外还有两头可怜的小阉牛，也不能食用，船长通常用这些东西跟买办换取几磅好牛肉。
 
[36]



早些时候，西方人会在几天之内屠宰掉获赠的两头小阉牛，也有的船只会一直喂养它们直到启程返航。获赠的几袋面粉则成为船上的物资储备，水手也会定量分配到一些中国酒。不过18世纪末19世纪初，很多船只会把这些“礼物”卖给买办或者海关水上稽查员，如果能够卖得出去的话。
 
[37]



粤海关监督的馈赠送达之后几天，通事会把官方丈量文书的翻译交给外国商人。如果外国商人对此有异议可向通事提出来，再由通事报告给粤海关监督。
 
[38]

 船只丈量方式和程序常常决定了大船享受特别的优待。

长度是丈量船只前桅和后桅（也可能是最后端的桅杆）之间的距离。然而，外国船只的船舱通常是从桅杆前面一直延伸到船只尾部，因此用这种丈量方式来确定距离并不能准确体现出船上货物储存的范围。宽度则是丈量船只主桅（中央桅杆）两端的距离，在主甲板上进行丈量（即最高的甲板），丈量从码头到右舷船尾栏杆之间的距离。船只吃水深度不用丈量。把丈量所得的长度和宽度相乘再除以10，就得出了船只的测量结果，即船只港口费税额。从1700年到1842年广州体制开始瓦解之时，这样丈量所得到的数据就是计算港口费的依据。
 
[39]



图2-2显示了美国双桅帆船“广州号”丈量数据的中文记录。这些记录是通事从粤海关监督处获得的原始数据。通事会将这些中文数字写成阿拉伯数字，并交给外国人。图2-4是从丹麦亚洲公司一份航海日记中摘录的材料，提供的是通事秋官（Chauqua）关于丹麦亚洲公司船只“鲁威思公主号”（Princesse Lowise）的丈量值和港口费计算报告。图2-3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威森号”（Velzen）和“奥德拉姆斯特号”（Ouderamstel）的丈量值和港口费计算，以及荷兰大班的手写计算。港口费是粤海关胥吏用算盘算出，因此中文档案（图2-2）并没有记载港口费的计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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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丹麦人日志摘录

说明：记载了1759年通事秋官为丹麦亚洲公司船只“鲁威思公主号”（Princesse Lowise）出具的丈量和港口费计算结果的报告。

资料来源：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44。

表2-1数据显示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二艘来华的船只“敦野号”（Duifje）港口费计算的细目。船只丈量数值分成三个部分，有三个不同的税率。数值乘上税率，所得就是具体收费数额。然后再经过几个计算步骤，才能得出最后的费用。

第一个条目是皇帝特赐的20%的折扣。如同粤海关监督赠予礼物一样，皇帝特赐20%减免作为补偿，是贸易体制中另一种形式的怀柔措施，向外国人宣示皇帝本人对贸易真诚地表示兴趣。余下的收费是在减免之后的数据上计算的，而不是根据总数（1102.431两）计算的。每艘船都能够得到这20%的减免，这比减免下面一些必须支付的费用还要多。这样，船只最后的总费用是1055.686两。

表2-1 173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敦野号”缴纳的港口费计算

[image: ]


最后丈量费再加上规礼，得出港口费的总数。法国人为了获得登上深井岛（French Island）的专属权必须额外缴纳100两。从印度来的港脚船，诸如亚美尼亚商人、穆斯林商人和巴斯商人就可以少缴纳100两。
 
[41]

 18世纪20年代和18世纪30年代初，一些奥斯坦德公司船只的规礼费是1800两，而其他船只则缴纳1950两或者2050两。不过整体说来港口费征收方式相当稳定。
 
[42]



计算最终港口费有两种方法。所有个人的减免和收费都要详细列明，与“敦野号”的情况类似，或者在这些减免调整计算完之后，再使用一种简化税率。比如，在“敦野号”的税费计算中没有用7.142两作为乘数，这更容易调整税率，以弥补表2-1中列出的所有减免和征收的费用。如果用6.84做乘数，而不是以7.142做乘数，那么最后可能只需一个步骤就可以算出港口费，而不需要四个步骤。154.3373广州木匠尺乘以6.84两，最后得出的丈量数额是1055.667132（约为1055.667）。这个数字与上面的数字（1055.686）的差别非常小（只有0.019两），因此，经常采用的方法是调整乘数，而不是采用哪个普遍的算法。实际上很多像美国商人一样的散商并不知道这些计算步骤是如何完成的，他们认为经过简化的税率是用于计算丈量费的唯一数值。

整个18世纪，粤海关监督使用两种税率。然而到了19世纪，简化版的税率看起来已经成为标准了。尽管“敦野号”应该按照第一等的税率交税，但它是作为二等船只进入港口的。广州体制早期，粤海关监督经常减免部分关税，或者按较低税率收税以鼓励贸易，但是到18世纪40年代就很难在记录中找到这种例子了。
 
[43]



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过商谈成功地把规礼降到了1600.683两（合2223西元）。大约就在此时，也许是为了弥补那些减免的损失，粤海关监督提高了计算港口费的三种税率。
 
[44]

 然而丈量船只的方式从1699年到1842年一直没变。
 
[45]

 外洋船只的三层税率系统早在1699年就已经存在，直到1842年仍然有效。所征收的三种税率早年看起来略有不同，但到18世纪20年代就被稳定下来，一直到1830年都保持不变。
 
[46]



粤海关监督收取丈量费的10%和纹银折价7%，这些在1699年就已经存在了。由于缺乏18世纪最初20年以来的详细记录，很难弄清楚这种不变的港口费是如何征收的。我们确实知道在18世纪20年代，一些奥斯坦德公司的船只是按8%的税率征收，而不是7%，但1729年当第一艘荷兰船抵达时标准税率是7%。18世纪20年代，粤海关监督10%的部分以及纹银的折价也执行得很严格，表明这些收费从1699年以来就很少变化，或者基本没变。
 
[47]

 我们目前能够推断的就是这些数据被用来计算从18世纪20年代到1842年每一艘船的港口费。

实际上，整个港口费架构可能从1722年就确立起来了，或者可能还要更早一些。这个架构是由朝廷确立后颁布给粤海关监督的，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粤海关无法征收港口费。
 
[48]

 即使在1830年税收减少之后，港口费的分配仍是按照相同方式计算，一直到1843年初被废除为止。这种持续性有助于建立信用，也使外国商人在计算收益的时候简易得多。
 
[49]



不过，一些小船会想方设法缴纳更低的港口费。其中之一就是把固定桅杆的船沿敲掉，松掉一些撑杆螺栓，再把桅杆上端全部捆在一起。这样做能够缩短整个主甲板上突出的两个桅杆之间的距离，不过这个数据减少的仅仅是用来把桅杆固定的边沿的厚度。对那些有着厚边沿的船只来说也许值得一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显然常常做这样的改装，以期把港口费减至最低，美国商人后来也这样做。
 
[50]



可以通过把原来位于船中央的格子舷樯的猪圈（pigsties），移到靠近主桅杆的舷梯来调整宽度。把它们放置到绞盘杆（capstan’s bars）上，就可以使其看起来像主甲板的组成部分。根据清朝海关规定，宽度的丈量必须从主桅杆开始，海关官员倾向于丈量格子舷樯之间较窄的地方，而不是丈量船尾栏杆之间的宽度。这样丈量使宽度减少较多，可以节省相当数额的港口费。
 
[51]

 这种做法也许就是导致1736年粤海关官员开始采取从船的上面丈量，而不是在甲板层丈量的原因。
 
[52]



在两个桅杆之间进行长度丈量，适合那些至少有两个桅杆的船只。一些美国商人和其他跨太平洋而来的商人，他们的船只是单桅帆船。
 
[53]

 对于这些单桅帆船，丈量长度就是丈量桅杆和船舵之间的距离。
 
[54]



在主甲板上丈量船尾栏杆之间的距离作为宽度的做法，对丈量外国船只来说并不精确。与中国帆船不同，很多欧洲和美国船只的下层甲板要更宽一些，这里才是储存货物的地方，货物并不是储存在主甲板上。这种船只构造上的特点被称为“摇晃的家”，是一种船身的形式，下甲板内能够为更大型的火炮提供更多空间。这种设计构造还有助于降低船只重心。

负责丈量事宜的粤海关官员大多是丈量最上层的完整甲板（这里接近于最宽），以替代丈量船只那些不规则的地方，并不是去丈量狭窄一些的中层甲板。
 
[55]

 他们有时会把丈量杆伸出船尾栏杆（如格子舷樯不在这里的时候）。外国公司官员必须时刻提防这种举动，以防止船只的港口费被人为抬高。
 
[56]



港口费计算出来之后，粤海关就要开始征收。贸易早期，这些费用的征收和缴纳都并不是十分规范，有的外国船只装满货物准备离开时才去缴纳。通常情况下粤海关监督发现自己需要资金时才向他们征收。
 
[57]

 18世纪30年代荷兰、丹麦、瑞典等公司的船只到达广州后，粤海关监督就开始催促他们早点以更规范的方式缴纳这些费用。由通事或者保商向外国商船征缴这笔资金，再上缴到粤海关监督衙门。

18世纪40年代中期，外国船只通常在粤海关监督颁发船票装载出口货物之前就必须全额缴清港口费。我们能够找到一些1800年之后的文献，显示船只在缴清港口费之前已经把回程货物都装载好了，不过都是一些特例。也许粤海关监督也没有完全掌握所有进入广州的外国船只数量的信息，但这并不是与政策相矛盾的体现。从18世纪40年代到1842年，惯常做法是在外国船只缴纳港口费之后才能装载回程货。另外，船只丈量之后就可以从船上把进口货物卸下来了。
 
[58]



卸下船上所有的货物通常需要数周到数月不等的时间。这些货物往往在卸载之前就已经卖掉或者已经签署了买卖协议，卸载之后被直接运到中国行商设在码头的货舱。这样就避免了重复处理货物。图2-5展示的是一份典型的176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行商之间为处理进口货物的合同。合同签署之后，货物就可以从船上卸载，并送到外国商馆称重和检查，接着迅速地搬运到商人的货仓。
 
[59]

 唯一储存在外国商馆的进口货物是那些不用出售的产品。有时，如果货物没有市场无法销售的话，会被闲置货仓长达几年时间，但是外国商人通常会绞尽脑汁在中国卖掉这些货物，否则如果把这些货物装载回国的话，会被当作出口货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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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行商蔡煌官、陈捷官、颜瑞舍签署的进口肉豆蔻和丁香的合同，签署时间：1760年11月17日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VOC 4384。

有时，那些难以出售的货物会在黄埔卖给其他外国人，再由他们把货物运到印度或其他地方。这种情况下，外国人得向粤海关监督申请许可，才能把货物从这艘船搬运到另一艘船。粤海关监督也许会根据货物的情况征收一些象征性的税收，但是这种特殊税收只针对储存在黄埔的货物。已经在广州卸下来的进口货要再运出去话，就必须再次经过珠江上的三个税馆，并按照出口货物缴纳出口税。
 
[60]



外国船只卸载完所有进口货物之后，外商开始购买并装载回程货物。每一艘船首先得赶紧把船上的货物都处理掉，才有空间装下像诸如白铅（锌）和几艘舢舨装来的石头或者沙砾等压舱货。这些沙砾是从澳门水道河床上挖来的，那里的沙砾比其他地方的好。这些细小的石头被河水冲刷得很光滑，表面坚固而平整，很适合在上面摆放装瓷器的箱子，瓷器箱子是最先装货的货物。如果运到黄埔的时候沙砾还是湿的，就会被铺在岸边晾干之后再搬上船。

外国人使用多种物品作压舱物，但大量使用的还是澳门沙砾。比如，一艘典型的载重800～900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需要大约40万荷兰磅的压舱物。就我们所知，来华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大约一半的压舱物是锌、锡、明矾之类的东西，而另一半就是澳门沙砾。每一艘从澳门来的舢舨都会装运4万荷兰磅的沙砾，因此每一艘荷兰船需要5、6艘舢舨的沙砾。通常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把船上的货物卸运，并把压舱物摆放好。
 
[61]



外国船上的货物被卸完后，舢舨就开始将瓷器运到黄埔。内地的茶叶于11月底或12月陆续运抵，南京来的丝绸于12月中旬也陆续到达。珠江各关卡的海关胥吏在检查通行船票上十分有经验，他们能够准确辨认出驳船上的货物与文书上所写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一张船票写明允许装运20满箱武夷茶（Bohea），船上装运的不能是40个半箱武夷茶或20满箱其他茶叶。一些外国商人想方设法携带一些代替品通关，却很少能够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每种商品进出口税都不一样，为了计算这些关税，确定船上所载货物与船票所写一致非常重要，反之亦然。

粤海关监督希望通过严格将外国人限制在黄埔的几个离锚地附近的小岛上，最大限度消除走私及其他非法行为。外国人在广州也被限制在城外的商馆区。广东地方官府严格执行对外国人的控制、报告和管理，希望把纷争与争吵出现的几率降至最小。中外人士之间的争端或吵闹通常一触即发，也会很严格地得到解决。有时使用严厉制裁，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整体而言，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力图行事公平、公正，但是对什么是“公平”和“公正”，大家的概念并不一致。

粤海关监督曾多次停止某船、某贸易方或者某公司，甚至广州所有外国人的贸易，力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迅速处理争端。不过，外国人通常认为这种做法是粤海关监督只对限制贸易感兴趣的表现，并不是鼓励贸易的做法。如果说粤海关监督的政策越来越严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仍然是维持和谐。中止贸易往往被当成是最有效和最迅速地达到目的的方式，而且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或许果真如此，其中时间压力是个重要因素。随着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官员面对的问题和责任也就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广州贸易管理系统自然变得越来越严格。官员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维持秩序，而不是任何适时或者自由贸易的观念。

外国人必须与通事、买办和商人处理所有账目，中国行商在获得船牌之前必须缴纳所有应交的费用和关税。船牌（图2-1）是一个大的长方形的文书，尺寸大约26英寸×18英寸（66厘米×46厘米），由大型木刻印刷制作。18世纪初被称为“洋船牌”，几十年后也被称为“外洋船牌”，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大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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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牌顶端留空白的地方是盖核实印章的地方。文书印刷部分的正上方覆盖着一张小小纸片，粤海关官员在上面盖粤海关印章，这样一半印章在船牌上，一半印章在小纸片上。然后他按照同样的方式在上面填写一些文字和数字。这张小纸片随后被送到下游的虎门，船牌则留给外国船长。船只到达虎门时，这张小小的证明书（被称为“考证”）被用来检验船牌的真实性。这种做法能够有效地防止伪造，在中国也用此方法来验证文件的真实性，包括许可证、文书、证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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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船只在船牌被验证之后，才会获得出海准许。

粤海关胥吏能够一眼就看出哪个商人和哪艘船只还拖欠着应缴的款项。偶尔由于一些行商商欠严重，外国商人不得不紧急给这些挣扎中的中国行商延期贷款；有时中国行商被迫在广州或者澳门资本市场寻求救助，急需用钱时，希望暂时贷到一笔款子解决财政危机。缴清所有账目之前，粤海关一直扣押着船牌，这样能很大程度上确保贸易进行，每个人都必须确保在船只离开之前缴清所有费用，这使贸易系统能够在整个贸易季节内都完全在信用基础上运作。

上述种种因素构成了17世纪90年代到1842年广州体制的基本架构。我们只需观察广州体制瓦解之后港口费发生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当时广州贸易和税收对大清王朝有多么重要。1843年港口费确立下来，载重150吨及以上的船只每吨港口费0.5两，载重少于150吨的船只每吨0.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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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之后征收的港口费总额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估算150艘船（其中120艘普通船和30艘米粮船）在旧广州体制下应交纳港口费270000两，在新体制下只需交纳375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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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广州体制时期，每艘货船应缴纳的规礼是1600两（1830年之后），这样150艘船总共的港口费收入大约可达462000两。马儒翰估算的37500两，只有此数值的8%，这样清朝国库损失了92%的收入。

即使到1845年，当年共有327艘外国船来到广州，总载重量是148273吨（其中322艘的载重量大于或等于150吨），港口费大约只有73000两（145000吨是按每吨0.5两标准征收，其余按每吨0.1两标准征收）。因此，船只数量和载重量的增加也未能弥补新旧税率不同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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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正如上文提到的例子，粤海关控制网络组织得很好。信息和命令在澳门和广州之间的庞大站点网络传递。粤海关监督和皇帝会赠给每一艘来广州的商船礼物并给予折扣优待，贸易早期，官府还提供其他优待以鼓励外国人前来贸易。获准贸易、检查和丈量船只、装货和卸货、复杂的通关结构和控制手段，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使整个贸易标准化，同时促使贸易顺利进行。外国公司官员被允许乘坐悬挂其公司旗帜的船只自由前往广州，节省了很多时间。虎门和黄埔锚地之间没有关卡征收费用，而且贸易早期粤海关监督会慷慨地给予那些遭难的人特权和好处。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鼓励海外贸易的。

下一章，我们将考察船只如何克服吃水深度在狭窄的珠江水道上航行的问题，以及粤海关监督如何控制这些船只在珠江水道来回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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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珠江上引水

18世纪初，从澳门沿珠江而上前往黄埔锚地的航行是十分危险的。珠江主干道上最浅的滩只有18英尺深，大型船只的吃水深度只要超过这个值就会搁浅。
 
[1]

 这样，船只唯一能够到达黄埔锚地的航行方式就是随着潮汐涨落航行。

强有力的潮流、经常性的风暴以及许多暗藏在珠江中的危险，对所有吃水很深的船只来说都是一次危险的航行。潮流和强有力的潮汐会使船只在瞬间被卷进旋涡。
 
[2]

 鉴于种种险恶，由平底船来完成前往广州的航行似乎才合理，但是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

从18世纪最初几十年到1842年广州体制瓦解，很多西方公司船只的载重量从约400吨增长到超过了1400吨，船只的吃水也从17～18英尺上升到23～24英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珠江水道变得狭窄，外国船只还是发生了这种变化。新的浅滩和沙洲在伶仃岛北部和环澳门的三角洲西边水域里陆续形成。1790年伶仃洋通道水域只有24英尺深，并以每十年为单位逐渐变浅。
 
[3]



即使珠江水深有如此的变化，也没有对来华外国船只逐年增多的情况造成负面影响。从贸易初期每年数艘船只，发展到18世纪60年代每年超过20艘，18世纪90年代每年超过50艘，19世纪前十年每年超过70艘，19世纪30年代每年超过180艘，再到19世纪40年代每年超过300艘。
 
[4]

 广州贸易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两种出口货最受欢迎，即茶叶和瓷器。它们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我们也许会推想，由于越来越多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有限的商品供给勉强能满足强大的需求，致使贸易利润减少，这样会减缓甚至减少贸易总量。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贸易总量以每十年为单位持续稳定地增长。

一小群被称为“澳门引水人”的专业人士是促成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引水人通过确定航线、有组织和细致化的领航方式，引导外国船只溯江而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工作使航行越来越安全。仔细研究他们的工作就会看到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大型船只才能够安全航行到广州。他们也通过辛勤工作，在粤海关监督的控制机制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西方人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汽船，不再需要引水人帮助就可以在珠江上航行了。这种自由航行使粤海关监督失去了决定谁应该来中国、谁必须离开中国的权力。随着这种权力的丧失，支撑贸易的信用架构也就遭到了破坏。债权人不再能确保债务人离开之前会结清所有欠款。1843年粤海关重新确立澳门引水费时，鼓励大型船只来广州做生意的传统做法就取消了。我们只有仔细研究引水人的运作，才能够观察清楚那些与贸易发展、控制和瓦解相关的重要联系。

外国船只到达珠江三角洲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请一位引水人把船只引进澳门水道。外国船只出现在中国水域，一看到中国船就会鸣炮一两声，发出希望寻找引水人的信号。
 
[5]

 不过在天气恶劣时，三角洲一带水面上停留的中国船很少，外国船上的这些信号也能够把附近渔村里的引水人吸引来。天气好的时候，三角洲水面会停泊数以百计的船只，寻找引水人就相对容易得多。
 
[6]

 外国船只隔一段时间会发出一次这样的信号，直到有引水人前来。规模小的船只有时也会鸣枪发出信号，但它们灵活性大，往往只需简单地在水道上拦截一艘中国船，要求他们领航就好了。到达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帆船如果需要引水，就只需在船上点燃三个火把。
 
[7]



外国人把那些引导他们的船只进入澳门的人称为“外部引水人”，但是中国人常常称这些人为“渔引人”。这些人并不是中国当局所控制的引水人，他们被当成渔民来管理，他们的引水活动受到前山营的军民府管制。其舢舨由澳门海关税馆颁发登记号，号码用中文写在船的两边，还有一个写有号码的地方是后桅顶的第三面飘旗上。不过，大部分外国人并不懂得如何通过这些编号辨别出他们只是外部引水人。
 
[8]



外国人不认识中国数字，他们通常不清楚谁是外部引水人。一些记载显示这些人物的信息相当模糊，甚少出现他们的姓名。如果外国商人要投诉其雇请的外部引水人，他必须知道其姓名及船只编号，或两者之一亦可。然而，由于身份不明确，这些外部引水人很容易欺骗那些外国顾客，然后隐匿在三角洲无数的小船之中。因此外部引水人的收费差别很大，常常要看雇请他们的外国船长的讲价水平。
 
[9]



18世纪，如果外部引水人中有人通晓任何外语的话，只可能是葡萄牙语，但文献显示他们中大部分人仅限于用手势交流。
 
[10]

 最开始对引水费讨价还价的时候，引水人可能摆出“200块铜”代表200西元的意思。
 
[11]

 引水人和船长讲定价钱后，他就指出路线带领船只开向澳门，由船上的外国人员决定船帆的升降及其他操作。

对外部引水人来说钱很容易赚，但对那些吃水很深的船只来说，船上有一位清楚该水域情况的人却是必要和严肃的事情。引水人如此重要，以至于1726年发生了奥斯坦德公司“亚仁特号”（Arent）船长拼命要从附近中国帆船上抓一个中国人来，强迫他带领船只进入澳门的事情。这个举动不幸造成了惨剧，引水人在船还没有来得及靠拢过来就跳过船舷，不幸失足落水身亡。

“亚仁特号”游记中留下的信息，没有透露这个引水人决定跳过船舷的其他理由，只说他误会了这些外国绑架者的意图。这个事故最可能的结果是外国人在船只抵达澳门水道之后就释放了这位中国人。外国船只在通过虎门时不能搭载中国人，外国人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中国当局，这会让这位引水人为难。如果他身上发生任何不幸会危及整个航程，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比利时官员害怕中国当局发现他们雇请的这位外部引水人落水身亡的事故（他们严守此秘密）。同样原因，任何虐待船上水手的行为也会使船上负责人遭到清朝官员指责，因此水手也不必害怕这些人。1762年，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上的官员也试图绑架一位中国人做引水人，引导船只进入澳门。不管这种野蛮行为的负面影响如何，外国人绑架引水人的极端行为表明，对于外国船只来说，船上有位熟悉水路的人是多么重要。
 
[12]



外部引水人仅仅可以把外国船只引导到珠江三角洲入海口的澳门。之后清朝官员就要求外国船长雇佣一位领取执照的澳门引水人，引导船只航行到黄埔锚地。如同第二章探讨过的，澳门引水人从前山营军民府获取引水船只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是针对每一艘船只发出的。每一份许可针对一次航行，不管是溯江而上还是顺流而下。这样，粤海关监督就能够掌控所有获准前往广州的船只以及它们何时得到允许离开的情况。

跟外部引水人不同，澳门引水人能够说一些葡萄牙语或者英语，这是向船只发出指令的必要条件。外国档案中保留了很多澳门引水人的收据，收据显示他们有的能够写中文。图3-1是澳门引水人亚苟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船上获得酬劳的收据。
 
[13]

 澳门引水人并不一定要精通任何外语，但他们必须清楚一些诸如航行、绳索和索具的名称，指挥航行的一些指令以及船只升起、降下锚等术语的说法。我们不能确定引水人是否掌握了一些葡萄牙语或者英语，或者是否能书写中文是成为澳门引水人的先决条件，但留存下来的很多文献显示很多引水人是拥有这些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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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澳门引水人亚苟提供给荷兰人的收据

说明：澳门引水人亚苟提供的是为荷兰“海百合号”（Zee Lily）提供引水服务的酬劳收据。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Canton 60。

对外部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来说，他们常常希望服务过的船长能够给他们写推荐信，以便向新顾客展示。这些推荐信往往以船长的语言书写，上面有签名和日期。推荐信上还注明了船只名字、引水人名字，以及他曾经成功地把船只领航到了目的地等内容。这种推荐信能够成功地打消新船长的顾虑。积年累月，一些引水人能够积累到好多封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推荐信。
 
[14]



除了提供领航服务，外部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都会在他们的舢舨上储存些补给品以出售给外国人。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之后，船长都急需新鲜的鱼、肉、水果和蔬菜满足航行途中患病的水手的需要。有时，澳门引水人会带着外国人到一些渔村购买牛肉及其他新鲜食物。即使引水人没能成功说服船长雇请他，他仍然会通过出售一些补给品来赚钱。
 
[15]

 然而，补给品贸易在中国受到严格控制，因此这种交易的规模通常很小，第四章将会具体探讨。

大、小船只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澳门引水人进行交易。小船通常必须在澳门等待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16]

 由于很多散商并没有在中国派驻居留者或者代理人，他们无法预先派人去找引水人。因此，散商的通常做法是由船长或船上的某位官员亲自登岸去寻找引水人。

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位于南湾的澳门客栈是散商喜欢混迹的地方。客栈经营者约翰·布德威尔（John Budwell）被认为是一位“亲切有礼，厚道待客，价格适中”的老板。
 
[17]

 当外国船长抵岸时，他会派人去找澳门引水人。等待引水人期间，约翰·布德威尔提供食物、饮料让船长享用，再陪着他们闲聊最新的新闻，尤其是与贸易有关的消息。一两天后船长就可以回到船上，引水人要么跟他一道到达，要么就驾着另一只舢舨随后即到。
 
[18]



对吃水很浅的小船来说，如果没有引水人或者拖艇协助的话，溯江而上唯一真正的障碍是虎门炮台的大炮。比如，很多在华美国船只吃水只有16英尺，不用引水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在珠江上航行。
 
[19]

 但是，如果这些船只想办法穿过了炮台，等它们停泊到黄埔锚地后就很容易被扣留。事实上，外国船只不雇佣澳门引水人的企图是徒劳的。一些船长企图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不雇请引水人，在获得船牌之前快速通过虎门，但很少有船能够有惊无险地顺利实现。
 
[20]



大型船只需要很多舢舨拖着航行才能安全通过一些沙洲。另外，小型船只即使并不需要帮助也得被迫雇佣4、5只舢舨。小船船长很自然地就把这种强制性要求看成是敲诈勒索；反之，大船船长则将之当成了贸易运作的智慧所在。
 
[21]



澳门引水人从军民府获得了许可后，就引领着外国船只起锚航向虎门。外部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都只能给停泊在澳门的商船引航。如果是战船、客船和仅装载金银锭或受限货物诸如硝石等物资的船只，它们进入珠江三角洲水域必须获得特别许可。即使那些遭遇风暴灾难、水手死伤过半或者所有桅杆被毁的船只，在获得许可继续溯江而上或者停靠下来修理时，也必须得让中国当局相信他们真的是来广州做生意的。

这个要求并不意味着广州地方官员不愿意帮助遭难的外国人，尽管他们常常遭到外国人如此这般的指责。应该说这是朝廷颁布的命令，如果广州地方当局允许一艘船来广州修理，或者其他船只以贸易之外的理由停留在广州，官府就无法从这艘船上得到什么收入以上缴国库，朝廷大臣就会起疑心。许多外国人认为贸易完成之前，如果中国人拒绝帮助他们就是不可理喻和冷酷无情，但如果广州官员给予外国人这种方便，他们自己就会遭致惩罚甚至被免职，广州官员在此项规定上并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
 
[22]



引水人执照和航行许可在虎门被检查，两名稽查员上船后，外国船长还得雇佣几只舢舨协助航行。这些渔艇或者“拖艇”会把船只控制在珠江最深的水面上，使船在水中不会扭动或在潮汐、旋涡中打转。大型船只随潮汐而上，并不依靠风和帆来牵引，船只本身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持在航道上，因此拖艇和渔艇的协助非常必要。
 
[23]



停泊在黄埔锚地的外国船只会派遣自己的押船艇去下游帮助刚刚抵达的船只。
 
[24]

 除了拖艇之外，他们还会雇佣几只舢舨停泊在黄埔和虎门之间的沙洲充当航标。这些舢舨被称为“信号艇”或者“沙洲艇”，为船只标明航线。所有舢舨夜晚都会挂着灯笼，白天悬挂旗帜表明它们是引水行进中的组成部分。

广州体制早期，外国船长仍然自己掌控着与当地渔民讨价还价及是否请他们引水的权力，但到了18世纪50年代，局面就由引水人掌控了。随着外国船只规模越来越大，所需拖艇和做航标的舢舨更多了。早年超过450吨的船只通常需要5～10只舢舨。
 
[25]

 18世纪60年代，很多大型船只通常雇佣三四十甚至多至50只舢舨。19世纪初，一些船只在整个珠江航行途中雇佣七八十只舢舨。
 
[26]



广州体制的大部分时期，大型西方船只在黄埔锚地装货上船，直到它们下行经过第二个沙洲（蚝墩浅口），到达只有18英尺水深的地方。这个锚地有几个不同的名称，诸如“蚝墩浅口锚地”、“虎门水道”、“the bogue”和“狮子洋”（Zout Zout Ham）。
 
[27]

 有记载显示船只在向下游航行的过程中卸下一些货物的做法是18世纪20年代的贸易特征之一。
 
[28]

 但更早些时候，这种做法或许更加平常，因为载重量超过400吨的船只从一开始就停靠在黄埔锚地。
 
[29]



18世纪60年代，引水人开始在从虎门水道前往澳门的途中雇请两只舢舨，把做航标的舢舨放在伶仃岛北部的沙洲处。他们开始根据外国船只的吃水情况来收费。1763年，澳门引水人向一位荷兰人索要50西元，而不是平常荷兰人支付的30西元，作为把3艘荷兰船从黄埔锚地领航到外洋的报酬。引水人争辩说荷兰船只现在吃水更深，得支付更多费用。
 
[30]



然而至少从1738年到18世纪80年代，来华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规模并没有增大，这种借口也许并不可信。
 
[31]

 引水人告诉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班，由于丹麦船只比荷兰船吃水更深，它们在航向外洋的时候支付了50西元报酬。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询问了丹麦人，证实在荷兰人之前只支付40西元的时候，每艘丹麦船果真支付了50西元。
 
[32]



瑞典人也证实其船只在进入珠江的航行中支付的引水费多一些，因为船只吃水要深一些。
 
[33]

 经过讨价还价后，荷兰人最后跟引水人达成协议，每艘船每次航行支付35西元。从1763年到18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每艘支付引水费35西元，而丹麦人支付50西元。18世纪90年代，一些丹麦船每次航行支付60西元，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公司的引水费用增加了。
 
[34]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一些大型船只在黄埔装载货物后直接航向外洋，不用在虎门停靠。澳门引水人通过雇佣更多的拖艇和航标舢舨来协助其完成航行，他们雇请数名中国人，让其把六七十只舢舨保持在直线上来协助航行。这样需要额外的劳力来控制航行中的大型船只，这些额外人员的报酬经常超过引水人的费用。
 
[35]



引水人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来探知河水的深度。如果他们觉得船只航行得太靠近沙洲了，他们就会向拖艇发出信号以便其采取必要的措施。
 
[36]

 船只往返时，江水深度因时间不同而不同，雇请大量的帮手看起来越来越重要。
 
[37]



整个广州体制期间，拖艇和航标船每天或者每次航行（不超过一天）的报酬是1西元，它们因此而得名“笃水船”（dollar boat）。拖艇和信号船从黄埔锚地到虎门的航行（一天的报酬）每次支付1西元，如果还要请它们从虎门航行到伶仃岛，得另外支付1西元（再增加一天的报酬）。溯江而上和顺流而下的报酬是一样的，舢舨并不会随着潮流航行，而是随着潮汐航行。引水人手下的舢舨和额外协助的舢舨都是单独支付报酬，因此它们的报酬并不包括在澳门引水人所收取的标准费用当中。
 
[38]



引水人在为一艘外国船只引航时负有重大责任。无论他自己还是手下任何人所犯的哪怕是最小的错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即使在最不严重的事件当中，一艘搁浅的船只都要费好几天工夫才能脱身，这会让船主为此破费不少。更加复杂的救助会耗时数星期，船上所有货物、压舱货、航行器具、大炮，甚至船只重要部件都有可能会被要求卸下来，以使船只能重新起航。
 
[39]



发生船只搁浅的事故可能会给引水人带来无法挽回的名誉损失，他很可能再也不会被同一个外国人雇请。他可能得不到酬劳，此外他还必须协助船只，直至船只脱离困境并航行到黄埔锚地，这意味着他可能会损失掉给其他船只引水的机会。
 
[40]

 他也许还必须向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或两者之一当面解释整个事故，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考虑到种种危险，澳门引水人和大型船只的船长最关心的事情是确保有足够多的舢舨来协助航行。如果引水人需要50只拖艇和20只浮标船，12只甚至更多船只保持航线，最好不要与这些船只发生争执。与发生搁浅事故的开销相比，这些船只的报酬只是九牛一毛。

在珠江三角洲水域给船只引航的真实过程，要比外国档案中所举的一些例子复杂得多。引水人必须与所有拖艇和浮标船沟通，对其他在夜晚或者大雾中靠近的船只发出正确的警示信号。随着潮汐的涨落，白天和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引水航行，天气条件有时相当恶劣。三角洲地区随时聚集着数以百计的舢舨，为了避免冲突，引水人必须采取谨慎措施，以提防那些船只靠近。

有鉴于此，广东水师制定了非常复杂的航行方案，其中一些方案应该被澳门引水人采纳了。各种不同的资料告诉我们，那些鼓、锣、灯笼、火把、海螺和不同颜色、形状的旗帜和标记都是中国工匠经常使用的工具。中国船只通过敲锣来发出指令，两声代表起锚，三声代表扬帆。
 
[41]

 中国船只在江面上用锣，而不是用大炮来向其他中国船只打招呼。
 
[42]



所有水上航行的船只使用的都是同一套相当完善的信号系统。一支中国渔船队可能由四五十只舢舨组成，每艘载重量大约为25吨。
 
[43]

 它们集中起来把鱼群驱赶到网中时，船只就在一阵锣鼓喧天和叫嚷声中迅速地一致行动，并用火把传递消息。
 
[44]

 渔船队准确地在三角洲地区航行，获得了“极具规范”的名声。它们也知道要与其他船只“协调一致”地航行，“只有在司令用锣发出‘咚’‘咚’声的指令之后，船只才可以停泊或起锚”。
 
[45]

 这些渔民就是引导外国船只在珠江上航行的那些人，因此澳门引水人必须知道这些航行信号。

白天，渔民按照不同方式使用旗帜与横幅标识，比如把它们系在桅杆顶端或者桅杆中部来表示船只属于哪种类型、来自何处，或者显示船只是停靠还是移开。他们也用旗帜发出指令。能见度不高的时候，比如大雾或暴雨时，渔民在船上会非常有规律地敲响锣鼓以提醒其他船只，也会用海螺吹出响声在黑暗中发出警报：三声长音意味着船只正在出海，三声短音意味着它们正在靠岸。
 
[46]



夜晚出现紧急情况时，比如发生船只搁浅或遭到海盗袭击等事故，船上的渔民会向天空射出几支特定数目的火箭。引水人的船队抵达港口或者右舷，往往用几声特定数目的炮声来表示。甲板上不同地方以及桅杆上都悬挂着灯笼，表示向其他引水人的船队示意。澳门引水人在引航过程中必须与50或更多艘航行中的船只联络，以提醒其他船只他们在靠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得使用上述方法。
 
[47]



并不是所有澳门引水人在外国船长当中都有好名声。实际上有些引水人的执照是花钱买来的，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多少船舶知识。这些“冒牌”引水人一般都雇请一些有经验的渔民为他们工作，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
 
[48]

 他们也雇请许多助手来协助其掌握拖艇的所有航行线路。这些额外人员并不是只有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才需要，即便是有经验的引水人也需要这些人来提防船只搁浅。在向外洋航行时，中国助手在黄埔锚地就登上外国船；在向黄埔锚地航行时，他们在船只通过虎门海关检查之后才上船。
 
[49]



当然，澳门引水人必须一直待在外国船只上。他们作为获得朝廷执照的人，名字记录在前山营的海关税馆里，他们得把执照别在腰间。这种在身上佩戴自己持照的方式，能够让粤海关官员和沿海巡逻水师更容易远远地就把他们辨认出来。
 
[50]



在把船只从澳门引航到虎门的行程中，澳门引水人一般不需要其他引水人的帮助，他们只需具备一些技能或者经验。
 
[51]

 引水人自己引航还是雇请他人来做，看起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船上有人负责并给出航行建议就好。更重要的也许是澳门引水人必须懂得如何发出一些外国语言的指令。对引水人来说，他们有能力在航行过程中领导、组织和指挥众多的助手和舢舨才是至关重要的。经过一段时间，即使是“冒牌”引水人也会成为珠江上航行的专家。然而在雇请到“冒牌”引水人的时候，外国船长就会提醒自己打起精神，随时监视，以防出现使船只航向危险航程的指令。
 
[52]



载重量小于450吨的船只在航行过程中不需要那么多额外的预防措施，经常出入广州的中国帆船也不需要这些措施。许多广州的中国帆船只有250吨左右载重量，平底、龙骨短，吃水只有17英尺。
 
[53]

 它们能够比大型外国船只更容易通过大蚝头（First Bar）和蚝墩浅口（Second Bar），但它们仍需要几艘大的有桨舢舨把它们拖过珠江上的一些河涌，这些特殊的舢舨上至少有16位船夫（每边8位），每人的报酬是1西元。
 
[54]



有时，中国帆船必须雇佣更多舢舨以帮助它们绕过停泊在黄埔锚地的外国船。出海航行的中国帆船在黄埔岛北边的一条河涌里下锚，这里被外国人称为“帆船锚地”。许多帆船也停泊在更上游靠近广州外国商馆区的地方，那里装卸货物更方便。建造和修理帆船的船坞位于城市对面珠江南岸的河南岛上，经常会有一些帆船停泊在那里的船坞。

这些中国帆船必须绕过停泊在黄埔岛东南边水道最深处的外国船只。当风向和潮汐与航行方向正相反时，这些平底、龙骨短的中国帆船特别容易被风、潮流和潮汐弄得陷入危险境地，要么与其他船只相撞，要么搁浅。它们需要六七艘有桨舢舨的协助才能回到航道上。
 
[55]

 但是，即使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它们也不会像外国船只那样需要那么多的舢舨协助。
 
[56]



一份1878年的航海指南上说，吃水17英尺甚至更浅的船只在珠江上航行有很大活动空间；那些吃水在17～20英尺的船只需要紧靠主航道航行（即被外国人称为“Fan-si-ak”或者“穿鼻”的水道）；那些吃水超过20英尺的船只必须在涨潮的时候航行，而且必须在水道最深处航行以防搁浅。到这一年，只有吃水小于17英尺的船只才能够退潮时在珠江上航行，但它们也得一直航行在穿鼻航道上。
 
[57]



澳门引水人的收费随着危险程度的增加而增长，至少到1809年都是如此。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150艘进出广州的大小各异的船只情况来看，下列以西元为单位的费用就是支付给澳门引水人的报酬记录：18世纪30年代和18世纪40年代，每次航行25～32西元；18世纪50年代和18世纪60年代，30～55西元；18世纪7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32～64西元（有时候更高一些）；1801～1809年，40～68西元。1810年初，费用固定在每次航行60西元（原因不明）。
 
[58]

 他们通常在航行之前收取1/3到一半的数额，服务完成后再收取余额。
 
[59]



有些东印度公司的惯常做法是，再多给澳门引水人10%的报酬充当小费。另一些情况，许多美国的小商人却不给引水人任何现金小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引水人完成工作时得不到“赏钱”。

如果没有现金小费，引水人可能迫使船只负责人支付其他形式的报酬，比如“一两块咸牛肉和一瓶朗姆酒”“一根绳子或者一张席子”，也可能是一些“酒杯”。
 
[60]

 这些礼物通常不会出现在船只支出账单中，但它们的确是作为酬劳的礼物。即使到广州体制瓦解之后1842年重新确定引水费用时，小费仍然是习惯的做法。
 
[61]



随着更多船只来华，军民府就颁发更多引水人执照。18世纪60年代，8位澳门引水人就能够满足所有外国船只引航的需求；到19世纪20年代，有14位领有执照的引水人；到19世纪40年代初，一共有22位澳门引水人领有执照。
 
[62]

 澳门引水人必须预先缴纳执照费，1823年文献记录称执照费是600西元。
 
[63]

 执照费确实相当昂贵，是官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一个引水人得花很长时间才能赚回这么多钱。
 
[64]

 不管怎样，一些文献也显示引水人还是相当富有的。
 
[65]



尽管澳门引水人有执照，在他们从黄埔锚地把外国船只引向虎门水道之前，他们仍需从粤海关监督那里获得许可。抵达虎门之后，引水人必须随时待命，直到所有任务都安排妥当，通常得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待命的时候，每个月缴纳6西元。
 
[66]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地区海盗非常猖獗，致使引水人的工作危险程度增加。他们不得不预先采取措施防范海盗偷袭劫掠，而且他们自己的船接近外国船只时还得十分谨慎，以免被外国船只误认为海盗。海盗的威胁催生了一个更加复杂、组织更严密的引水系统：中国水师巡逻船开始为引水船队护航，整个引水船队采取军事化管理。
 
[67]



中国引水人本身并不希望自己成为那种很尽心尽责的看门人。随着走私据点在三角洲边远地区兴起，很多外洋引水人绕过澳门把这些船只直接引到这些港湾。随着广州贸易费用的增加，比如买办费的增长和港口费的提高，促使一些更大型的船只（后文详论）鼓励很多小的走私商人寻找其他途径，在三角洲地区进行非法贸易以逃避高昂的收费。各种各样的进出口货物就通过这些走私据点进出中国。
 
[68]



《澳门记略》和《香山县志》都提到过一些这样的停泊所，三角洲地区这些地方的走私活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
 
[69]

 通过把船只引向这些走私据点，外洋引水人直接推动了非法贸易。澳门的海关税馆力图掌握这些外洋引水人的行动轨迹，但并不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来阻止他们把船只引向三角洲地区的任意一个地点。

一些资料显示，这些外洋引水人也被迫向当地官员上缴一些他们的收入。比如1762年，荷兰西弗顿船长（Captain Hilverduin）与他所雇请的把船只拖到澳门的中国渔民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最后他拒绝支付中国渔民索要的报酬。后来，这些渔民设法向在广州的荷兰大班班头要求赔偿。渔民辩称如果他们不把一部分收入上缴给家乡的地方官，他们会遭到这些地方官的刁难。珠江三角洲地区地方行政架构中的这些贪官污吏，使得非法贸易有可能扎根下来。
 
[70]



澳门引水人同样被卷进了非法贸易。1799年一次官方调查发现，这些引水人正在利用其涉外联系走私鸦片进入中国。为了禁止这种行动，朝廷专门下了一道法令，但收效甚微。
 
[71]

 粤海关监督也无法阻止这些非法贸易。此外，那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被海盗折腾得沸反盈天，引起各方注目。
 
[72]



尽管存在诸如此类的纰漏，粤海关监督仍然把给外国船引水的任务严格限制在一些领取执照的中国引水人身上，这是他们控制外国人和贸易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这种手段只对一些吃水很深的船有效，这些船没有引水人协助就无法在珠江上安全航行。随着1830年第一艘汽船“福士号”（Forbes）沿江而上，新的时代开始了。汽船的发明对依赖引水人及协助船只的传统做法带来了迅速的冲击。汽船有它自身的能源，能够根据自身指令航行，比那些依赖风帆动力的船只有了更多的机动性。它们还能够牵引船只，比如“福士号”到达中国时牵引了鸦片船“詹姆西娜号”（Jamesina）。
 
[73]



汽船也不一定要依靠拖艇和航标船，但是澳门引水人因其对水文、潮汐和沙洲的熟悉仍然很有市场。当然，汽船仍然必须雇请澳门引水人才能够通过虎门海关税馆。有一些例子表明一些船只离开黄埔锚地时船上并没有引水人，或者船牌和引水人都在别的船上，它们能够这样做仅仅因为潮汐的缘故，这让中国水师巡逻队得费力中途拦截它们。
 
[74]

 然而，汽船能够使外国人克服潮汐、河流和风向的阻碍，吃水浅也能让它们绕过虎门炮台，从其他水道进入珠江。

1840年，蒸汽三帆快速战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在没有引水人，也没有舢舨协助的情况下从西江沿江而上。这就是它之所以能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率先发动对广州进攻的原因。原来认为大型船只由于吃水太深（水深只有12英尺）无法通过这条珠江后面的水道。
 
[75]

 对大多数船只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但对汽船来说，就没有这个问题。位于螺洲门西江两岸的磨刀炮台和螺洲炮台保护着西江，但是“复仇女神号”毫不费力地穿过了这两座炮台。
 
[76]

 1841年3月12日和13日，“复仇女神号”回到西江，摧毁了105门大炮，毁坏了7座炮台，炮轰了9艘战船，并摧毁了紫泥关卡。之后它继续进攻中国沿海的其他炮台。

“复仇女神号”是一艘宽底三帆快速战舰，载重达700吨，吃水只有6英尺，这种载重量的贸易船只一般吃水是20英尺。“复仇女神号”不需要平衡中桅双帆上受到的强风，它通过水下一个相同的船身来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它有两条龙骨的原因。在经过水深少于5英尺的地方，这两条龙骨都能够提升起来。
 
[77]



因此浅底汽船单枪匹马就终结了澳门引水人的贸易守门人角色。粤海关监督不能够控制汽船航行的路线，这种权力的丧失逐渐使外国人控制了整个广州口岸。19世纪30年代其他汽船陆续抵达广州，但是直到“复仇女神号”到来，清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这种激烈的变革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贸易。汽船完全改变了过去的游戏规则。
 
[78]



通过观察鸦片战争之后引水费的变化（这是基于不同港口确定费用的方式来观察的），我们能够看到广州体制的引水系统使大型船只受益。1843年8月，广州贴出了一个通告：“允许任何渔民如同旧时正规领有执照的引水人一样，充当外国船只的引水人，只要他拥有通行证。”引水馆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建立起来，专门办理通行证。
 
[79]



旧式的每船收费60西元的方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根据每吨5分钱标准的新系统。
 
[80]

 在新系统下，一艘载重330吨的船只每次航行只需要支付引水费16.5西元。如果觉得没必要的话，它可以不用再雇佣特别的拖艇和航标船。然而一艘载重1400吨的船在新体制下要支付70西元的引水费，此外它还需要所有必需的特别舢舨来为它引航。小散商从这种变化中获益，大型船只却得支付更多。这样尽管不是很明显，即便是对这种引水费系统而言，也使我们看到19世纪30年代末为什么外国人如此急切地要结束广州体制，这种愿望比大型英国东印度公司时代（1834年之前）还要强烈。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更具体地解释这个观点。

小结

与前往广州的船只规模变大有关的因素中，没有比建立有效的引水程序更明确的了。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流变得更加危险，但船只吃水仍像以前一样，大型船只持续抵达广州，贸易总量迅速增长。这种贸易量的增长大部分直接归因于澳门引水人。18世纪50年代，引水人开始控制引水过程，整个广州体制时期他们不断地改进引水程序。贸易总量急剧增长使国库收入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吃水深的外国船只如果没有粤海关监督允许，不能在珠江上航行。这种控制日益严格，掩盖了广州体制内部管理架构的逐渐虚弱，以及与此同时外部所受到的汽船的威胁。

在18世纪末引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地方。对外洋引水人缺乏控制，使他们能够把外国船只引向珠江三角洲（也许是在当地官员的默许下）任何地方，再加上广州当局对小型船只所征收的高额费用，催生了复杂的走私系统。外洋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都卷入了非法贸易，他们所起的作用就不是作为非常有效的贸易守卫者所应承担的角色了。鸦片走私和非法贸易既破坏了社会组织，也破坏了业已存在的有效管理架构。这样海关网络的漏洞需要额外的措施才能填补，但广东当局没有出台任何补救措施。结果导致了广州体制持续从内部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外部的新挑战也给体制造成威胁。

对传统中国贸易的最后一击随着19世纪30年代汽船的到来而降临。这些外来的机器改写了游戏规则，并把匕首直接插进广州体制的心脏。事实上，汽船转眼间瓦解了澳门引水人的职责、虎门炮台的功能以及粤海关监督对贸易的控制权。1830年“福士号”的到来可以看成是广州体制开始崩溃的标志。澳门引水人力图在广州体制瓦解之后通过自身的变化继续求生存，但粤海关监督不用再依靠他们来控制对外贸易。随着平底汽船逐渐控制了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贸易，澳门引水人成了多余的人，他们作为珠江上航行总管的光辉岁月已经悄悄地成了历史陈迹。

我们接下来转向补给品贸易的研究。这是另一种控制机制，这项贸易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粤海关监督权力的丧失而衰弱。第4章和第5章将讨论引导船只出海是如何依靠澳门引水人，使得补给品贸易和通事完全在信用的基础上运作，这极大地保证了贸易的顺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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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买办和补给品贸易

广州补给品贸易主要指给日益增多的船只提供大量的补给物和日常饮食供应品。这种贸易成了保证广州贸易顺利进行的最重要部分，也是控制在华外国人的手段之一。正如下文将要分析的，补给品贸易中逐渐出现的弊端使整个广州贸易的有效性发挥不出来。

补给品的供应商被称为“买办”。
 
[1]

 1731年开始，他们由前山军民府颁发官方牌照。像澳门引水人的牌照一样，这些买办把木制的牌照别在腰间，使人远远地就可以辨认出他们的身份。
 
[2]

 买办的牌照费用以一次性付款的方式转嫁到外国商人身上。
 
[3]

 18世纪80年代这项费用开始上涨，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许多外国商人，尤其是那些使用小船的散商支付了与他们的船只规模和需要并不相称的买办费。这种做法只能迫使他们不去购买中国买办手里的补给品，而偷偷地从广州其他外国人手里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8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商人开始绕开买办进行补给品黑市买卖。19世纪初，驻守在外国商船周围的中国通事和“官府”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获利巨大的黑市生意。避开买办的做法使上缴给粤海关监督的费用减少，也削弱了其对贸易的控制。对买办活动的仔细研究能够展现贸易管理其他领域的情况，这些管理措施促使整个贸易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也导致了整个贸易中心管理整体上的削弱，使外国人对这种贸易方式越来越不满。

在广州贸易初期，补给品贸易由买办控制。1704年查尔斯·罗克耶（Charles Lockyer）曾经提到“每一个商馆都有一位正规的买办为他们服务”，但由于粤海关监督想要从这些买办身上榨取“特许权”费用，“他们后来就被抛弃了”。一年之前，汉密尔顿船长（Captain Hamilton）说他被要求从一位“澳门通事”处购买需要的所有补给品，这位通事协助粤海关监督，还说葡萄牙语。汉密尔顿船长声称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从此人手中购买补给品。
 
[4]



1716年，英国人都是在广州和黄埔锚地从买办手里购买补给品，这种做法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
 
[5]

 18世纪20年代，奥斯坦德公司的船长和大班也是从买办手里购买补给品。
 
[6]

 1729年初，荷兰人也跟一些买办签订了每年供应补给品的合同（图4-1）。
 
[7]



1730年，荷兰人向粤海关监督上了一份呈文。该呈文包括13条意见，其中第2条要求自由选择通事、买办和仆人；第9条要求自由地获取修补和维持船只所需的物品。
 
[8]

 荷兰大班从粤海关监督处得到以下答复：

船只经过海上长时间航行，的确非常需要索具、木头和其他补给品。你们必须开列所需物品的清单。我会为你们购买这些物品颁发执照。未经本监督许可不得购买任何物品，也不允许任何非粤海关衙门的人运送任何物品。
 
[9]



把水手、船长和大班日常饮食供应和海运装备供应等控制在手中，是粤海关控制外国人群体的一种手段。确保补给品稳定供应是明智的，吃不饱的水手是会制造麻烦的。
 
[10]

 船长、大班等着足够的商品包装箱袋、容器和中国苦力，以便在时间性非常强的贸易季节中打包商品、装船、准备起航。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满足的话，船长、大班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因为缺乏某些物资或者缺乏足够人手装载货物，货物无法按时到达，他们的船只就会面临在广州继续逗留一个贸易季节的风险。这种延误会使公司利润大大受损。

如果一个喂饱了的胃需要安静的话，那么一个饥肠辘辘的胃则需要安抚，这个道理显而易见。对粤海关监督而言，控制广州的外国人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外国人时常跟中国人产生冲突，外国人之间也时常产生矛盾。中国的水上居民时常想着出售点掺水的酒或者劣质品给外国人，谋点蝇头小利，这也时常引起纷争。外国人常常想方设法在费用或报酬上瞒骗粤海关官员或其他中国人。尽管官方严格控制，只有获得有关牌照的人，诸如通事、买办、引水人等才能与外国人打交道，但很多普通中国人也会通过浆洗、缝补衣服，甚至乞讨等方式与外国人发生接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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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760年8月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买办亚德、亚美和亚保签署的为荷兰商馆和船只供应补给品和劳力的合同（荷兰文撰写）

说明：合同上列明了各项物品和劳力的价格，上面有三位买办的签名。

资料来源：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VOC 4384。

如果外国人群内部或者贸易期间发生的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粤海关监督就会撤走通事，禁止中国行商与其继续做生意直至问题解决。他们也会禁止引水人给那些桀骜不驯的外国人引航。如果停止贸易都无法使事件得到解决，粤海关监督就会撤走买办和仆役，中断日常生活饮水和补给品供应，这种做法通常会奏效。
 
[12]



随着来华外国人数量的增多，控制他们的补给品贸易变得越来越困难。18世纪60年代每年大约有20艘西方船只到达中国，但到18世纪90年代增长至 50艘，到19世纪头十年达到70艘，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到达中国的船只已经超过180艘了。
 
[13]

 一般每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上有100～150人，而一艘散商船只上有十几个到100个甚至更多的人，买办所负责供应的人数从以千计猛增到以万计了。获得牌照的买办人数也增加了，反过来，粤海关为了要管理更多的买办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随着外国人数量的增加，那些控制和安抚他们的传统办法越来越失去效果。

广州有两种类型的买办，为商馆服务的“商馆买办”和为船只服务的“商船买办”。商馆买办为广州外国商馆提供所有补给品和服务人员，他们的角色与印度的“迪巴什”（dubash）相似。
 
[14]

 商馆买办经常与外国人居住在一起，全年为他们服务。有些公司雇请好几个商馆买办，不过通常由其中一位负总责（总买办）。

外国公司通常为商馆买办及其随从提供餐食和舢舨，以运输补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商馆里中国仆役的薪水也按月支付给总买办。总买办负责去粤海关衙门申请居留在澳门的大班下一贸易季节回广州的牌照（通常在7、8、9三个月份）。外国船只一到，船上的外国人就会派总买办去申请一位澳门引水人把他们带到黄埔。澳门引水人通常乘坐买办的小船前往公司船只。之后，总买办就要开始筹划大班返回广州的事务了。他还得负责获得从广州返回的牌照或者许可，通常在船只抵达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能够拿到。

从澳门开始，西洋船只在西江上每经过一个关卡，就要统计船上所有人员的数量。比如，如果船只离开澳门时有15名外国人、13名中国人、6名奴隶、一头奶牛，那么几天之后抵达广州时，人和物品的数量必须是相同的。如果在途中有人或者牲畜死亡（这经常发生），尸体也要带到终点，这样到达目的地接受检查时才能相符。西方人有时还需要额外的舢舨来装运家畜或者诸如公司台球桌、其他家具以及个人生活用品等。广州与澳门之间的西江航道全程大约195公里，需要两到四天时间完成航行，具体航行时间取决于天气、潮汐、各处关卡的等候时间，以及外国人在途中停下来挤牛奶以备下午茶的次数等。
 
[15]



贸易季节过后，各种留下的家具什物堆满了广州的外国商馆，全部留给商馆业主去打理。
 
[16]

 每个商馆都会留下几个管房仆人照看，偶尔也会委派一名买办与这些仆人居住在一起。每个商馆的业主必须承担商馆维修的费用，如果维修费不在租约合同之内，那么就由大班支付。通常租约和维修是分开列明的。所有在澳门和广州的中国仆役和买办都是外国公司用长约雇请的人。他们通常较长时间固定为某家外国公司服务，有些人甚至还学习雇主的语言，跟通事使用的商业语言——“广州英语”一样。

经过长年合作，外国人和买办之间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这当然要归功于贸易的稳定性。在这些终身为某公司服务的买办中，有一位最令人称奇的，名叫吕亚德（Atack）。1737年，年仅15岁的吕亚德开始在荷兰商馆当买办。
 
[17]

 他和他的一些伙计与其他买办一起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提供补给品，并照顾荷兰商馆的日常。
 
[18]



18世纪60年代，吕亚德与亚美（Amie）和亚宝（Apo）两位买办搭档工作。他们仨每年都与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为荷兰商馆和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提供所有补给品（图4-1）。合同上列出了所有事务的具体价格，买办必须按照市场价格提供货物。通常情况下，合同上会列明买办必须按照广州市场上最低的价格提供货物。买办不能收取合同上没有列出的任何费用，如果另一个外国人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东西，买办就必须按照那个价格提供货物，这种做法使贸易呈现持续地稳定地增长。

买办也为其他相关人员负责。如图4-1合同所示，商馆厨师以及仆役的工钱都有列明，可见也是买办负责。18世纪60年代，荷兰商馆有三位买办负责补给品供应，荷兰东印度公司还雇请了四名船只买办，亚伍（Adjouw）、亚黎（Allay）、亚日（Ajet）、亚帝（Attay）为公司船只提供补给品。从这个例子看，商馆买办也对船只买办负责，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情形都一样。
 
[19]



1774年吕亚德已经年过半百，他全年都待在广州，并在贸易季节过后照看商馆，8、9月份等荷兰人从澳门回到广州后再为他们服务。荷兰大班也常常从澳门写信给吕亚德，向他询问有关信息，或请他代为拜访某位行商。即使在他晚年，他们仍然雇请他照看商馆。1797年8月，大雨和风暴袭击了商馆区，吕亚德努力营救，使荷兰商馆避免了被水浸泡。
 
[20]



1798年1月15日，荷兰大班报告说老吕亚德一病不起，病得很厉害。
 
[21]

 第二天吕亚德就去世了，享年75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非常尊重吕亚德，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吕亚德为荷兰商管服务年限太久了，大班都忘记了他的具体服务年数。
 
[22]

 还有其他一些买办也终身服务于某一外国公司，不过吕亚德是最典型的。
 
[23]



有些买办会学一点雇主的语言，但是就他们职业需要而言，更重要的是学习广州英语。买办时常得干点给外国人跑腿、传递书信纸条的活，这就使他们有必要学习一点所有外国人都能通用的语言。下面是一份1815年美国航海志上的一段话，从这段话可以看到买办在黄埔锚地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

买办……说着一种夹杂着葡萄牙语、荷兰语、法语的英语，与来到船上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一开始要明白他们说什么的确非常困难，但是习惯之后，就会很快明白他们的意思。
 
[24]



商船买办的义务和责任与商馆买办有些不一样。商船买办为外国船只上的水手提供必需补给品和劳务服务，但他们并不是一天24小时都待在船上，外国船只停泊中国期间才会雇请商船买办。某位商船买办也许会年复一年地被同一批外国人雇请，但并不是全年性的工作，除非贸易季节过后外国商馆也雇请他们去商馆服务。因此，商船买办所雇请的在黄埔锚地为外国人服务的仆役和手工工匠情况也一样。这样，商馆买办和商船买办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工作的连续性。

每艘船只通常至少有一名获得牌照的买办，但是有些公司仅雇请若干名买办为所有公司船只服务。船只买办拥有自己的舢舨，往往由其家庭成员和仆人协助。据说为1838年美国船“洛根号”（Logan）服务的那位买办有6个儿子、4个女儿和两位太太。
 
[25]

 能够供养这么大一家子人可以看出这个买办家底殷实。

商船买办不分昼夜地奔波，很有必要居住在自己的舢舨上。不管船只停泊在哪里，他们都得把在广州市场上买来的货物运送到船只上。他们常常不得不同时为停泊在黄埔航道、虎门航道、澳门航道或者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的外国船只服务。商船买办的舢舨上一直有人掌着舵，指挥舢舨不停地驶向下一个目的地。

商船买办的责任就是使外国船员、水手满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些时候公司船只上一般有100～150名船员、水手，他们每天需要供应好几顿饭食。比如1730年奥斯坦德公司 “阿波罗号”（Apollo）上有107名船员，这艘船在黄埔锚地共停留了五个月等待货物和装运。在此期间，船员、水手一共吃掉了成千上万担的水果和蔬菜，数以百的鸡、鹌鹑和鸽子，数以百担的猪肉、羊肉和鱼，每两三天需要一头牛，五个月一共吃掉了46头牛。
 
[26]



这些补给品只是外国人在华的基本消费。每一艘在黄埔锚地的船只都会为回程购买大量补给品。比如，177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阿道夫·弗里德里克号”（Adolph Friedrick）船只的买办就运送了300只阉鸡、300只母鸡、100个柚子、60只鸭子、50只鹅、10头牛犊、6只羊、3头奶牛以及大量其他返程物资上船。如果用这些数字乘以在黄埔锚地停泊的船只数量（18世纪30年代大约10艘，18世纪70年代超过30艘），我们就大致可以了解商船买办每天要处理数额巨大的补给品贸易。
 
[27]



商船买办的妻子在舢舨上照看孩子和处理家务。这些女人是珠江上大多数小船负责划桨的人，她们还得负责全家人的浆洗、缝补。把孩子绑在背上在舢舨上干活的女人是江面上常见的一道风景。
 
[28]

 许多中国男人也擅长厨艺，舢舨上的男孩和男性成年人也会分担女人的家务。买办最有兴致的事情是教儿子做饭，这可以让外国人常常雇请他们。中国女人不准登上外国船只，也不准进外国商馆，于是外国人的家居服务需要就得买办的男性亲属和伙计来提供。

外国船只到达的时候，船只买办会带上水果、蔬菜和肉类前去问候。
 
[29]

 像引水人一样，买办也会向新到的船只出示他们曾经服务过的船长为其写的推荐信。买办通常手头会有好几封这样的推荐信，对那些犹豫不决的船长或者大班而言是有效的推销手段。商船买办比商馆买办更多使用推荐信，因为前者能同时为好些外国人服务，而后者通常被限定为一家商馆服务。
 
[30]



商船买办也必须按照合同上标明的价格出售货物，这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是贸易的规矩了。
 
[31]

 价格和报酬一般都包含了广州、黄埔和澳门三地的情况。合同上有时会清楚列明一些商品在不同地方的价格，但不论船只停泊在珠江三角洲哪个地方，报酬和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是一样的。就劳力和补给品而言，整个珠江三角洲像个单一市场那样运作。
 
[32]



合同上也会明确价格在整个贸易季节都有效，商品质量必须由双方认可。如果外国人对其收到的东西不满意，可以要求买办退换或者直接在下一个账单中扣除相应金额。买办非常清楚商品的零售价格，也知道批发价格，从中可以获取利润。事先掌握这些信息使他们可以迫使商品供应商接受一些买卖条件，从而确保自己赚取差额利润。合同使双方都可以获利，补给品贸易就可以非常稳定和有保障地进行。
 
[33]



另一项极大促进贸易发展的创新之处是西方人可以有30天的赊账期限。当船只在贸易季节之初抵达时，在与任何商馆买办或者商船买办签订任何买卖合同之前，他们就可以得到所需的任何物品。外国人坚持拥有这项权利，理由是他们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需要考察一下当地市场。价格和酬金确定下来之后，买卖双方就会达成协议。合同里列明的商品价格所指的时间，通常会追溯到最初供应商品的时间，即包括那些最初赊账的商品。正如第三章曾提到的，没有澳门引水人，外国人无法离开广州，外国人只有在所有账单结清之后才能够雇佣到一位澳门引水人，因此买办没什么可担心的。对外国人而言，月结账单的方式非常方便，他们用不着每天都携带零钱支付一些琐碎的开销。
 
[34]

 新来者初抵广州时，也可以即时通过赊账的方式得到所需的物品。
 
[35]



争夺外国人生意的竞争十分激烈，使买办之间从来不会达成任何形式的谅解。他们可以借此来操纵广州或者澳门的价格或者酬金。整个广州体制时期，很多补给品的价格一路上涨，但这往往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是人为操纵的。外国人尽力想要抑制那些促使通货膨胀的原因，他们尽可能要求买办按照前一年的价格签订合同。不过这种做法只有在价格低廉而又货物充足的时候才行得通。
 
[36]



随着买办在外国商人处获得的好感和尊敬逐渐增加，对他们服务的需求和依赖也与日俱增。不过，一个买办或者一个买办行所服务的外国人和船只数量也是有限制的。买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给每一艘船只指派由他们管理的一名代理。这些代理有时被外国人称为“舢舨山姆”（Sampan-Sam）。外国船只停泊在黄埔水路的时候，这些代理必须一直待在船上。
 
[37]

 代理十分清楚外国船只所需物品的清单，他们每天从外国公司官员那里拿来订单并转交给买办。货物抵达时，舢舨山姆就会核对货物是否与订单一致，并负责处理买卖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他也会接受船员、水手订购一双鞋子或者一套衣服之类的私人订单。
 
[38]



商船买办在黄埔水道的某个小岛上会盖一些简陋窝棚，给外国人提供储藏货物、维修索具等服务。船只所需的生活必需品都会事先送到这些窝棚里，生病的船员、水手也会被送到这里养病。船只在烟熏驱赶老鼠，或侧船检修的时候，船员、水手也会来这里居住。
 
[39]

 每个窝棚外面总会有几个外国哨兵站岗，因为通常会有一些中国人到这些地方来兜售酒精饮料，容易引起争端，甚至还会有谋杀事件发生。
 
[40]



买办还要负责丧葬事务。外国船只在装货、卸货时，水手、船员生病、去世以及意外被杀的事情时有发生。图4-2显示水手死亡在中国是常见的事情。这是奥斯坦德公司的一份商船航行日志的摘录，记载了1724年9月这艘船停泊在黄埔锚地的情况。航海日志边缘空白处标出的头骨和交叉腿骨，表明每天都有一名水手死亡。其他外国船员水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此可知每天都有外国人在中国死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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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1742年9月奥斯坦德公司日志摘录（法文撰写）

说明：日志显示了船只在黄埔锚地停泊期间，每当有人去世就会画一个头骨和交叉骨标注出来。

资料来源：安特卫普城市档案馆藏，档案号：IC 5688。

本职工作之外，买办和通事还必须处理这些意外的不幸事故。他们在长洲岛和深井岛分别购买了一块墓地，来埋葬这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水手（这是通常埋葬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墓地）。买办订购棺材和墓碑，并确保每一件事情都按照正常的程序行事。如果外国人是在广州去世的，就得由通事去官府申请一份许可，以便把尸体从广州运到黄埔墓地。
 
[42]



买办获得货物供应的渠道有多种。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供货商以及一些依靠做点外国人小生意维持生活的小商小贩清楚地看到，如果贸易中止，数量众多的人会受到影响。目前所知，与此类似的事情可能像英国海军军舰每年抵达香港的情形，水手、士兵会得到上岸许可。对很多小生意人而言，短时间内从外国人手里赚到的钱是他们全年收入的重要部分。如果这些船只不开进港口，这些小生意人就炸开了锅。同样在18世纪，当粤海关监督中止了补给品和货物供应时，与买办和外国人一起经受痛苦的，还包括数以百计的失去买卖和收入的小生意人家庭。

买办都喜欢野鸭，他们有一种捕捉野鸭的独特方法。捕者把葫芦挖空，在上面穿一些洞，再把葫芦套在头上，通过葫芦上的洞来观察和呼吸。当捕者走进水中，水深至颈或葫芦底部时停下来，等待野鸭游过他们身旁。当野鸭经过时，捕者迅速抓住野鸭的腿并将之拖入水中。为免野鸭挣扎惊动鸭群，果断扭断野鸭的脖子，把它绑在腰间的带子上，再等待第二只野鸭的出现。
 
[43]

 如果找不到大的葫芦，他们就会使用土罐。这种方法捕捉来的野鸭也可能还活着。
 
[44]

 野鸭的售价与家鸭基本一样（1760年的价格是一斤0.075两白银），捕捉野鸭只需要葫芦，再加上很大的决心与相当的耐心。
 
[45]



河面上数以千计的舢舨饲养着各种家禽和四足动物，如猪、羊等。买办无须进城采购其需要的东西。舢舨在河面上停泊着，形成了很多成排漂浮着的货舱和街市。这里可以买到水果、肉类、蔬菜和几乎你想要购买的任何东西。诸如沥青、木材等航海必需品都会从中国内陆顺江而来，也不需要进城去购买。常用的五金制品，比如铁钉、铁带、铰链等是河面上所有船只都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在这个漂浮的城市买到。
 
[46]



活牛和牛肉是买办要采购的常规商品。珠江上的很多岛屿以及沿江两岸都有养牛，它们可以在稻田间的草地上自由觅食。它们都是驮畜，当其长到足够大时就会被屠宰，再卖给外国人。这种牛肉通常比较硬，大多被制作成咸牛肉。买办也会出售小公牛，外国人在船只上宰杀这些牛犊，这样就可享用新鲜牛肉了。他们还会采办一些幼畜上船以备回程，因此出现了专门为回程而饲养的大量小公牛，这些牛犊就不是作为驮畜来饲养的。从上面提到的“阿波罗号”的文献显示，外国人每年吃掉数以百计的小公牛。珠江三角洲一带有很多丘陵地形的岛屿，比如伶仃岛上也饲养了很多山羊。
 
[47]



在珠江流域和三角洲地区，很多渔民为买办供应鱼类，由买办卖给外国人。不少渔民饲养大型鸬鹚作为捕鱼工具，用绳子拴住它们的腿，在其脖子最底端套着圆环，使之不能吞咽捕捉到的鱼。渔民从鸬鹚的嘴里把鱼挤出来，一日将尽时，渔民才会把鸬鹚脖子上的圆环取掉，让它们享受最后一次捕捉到的鱼，以此作为奖赏。
 
[48]

 渔民还会使用渔网、鱼钩、陷阱等来捕捉鱼、螃蟹、小龙虾和鳗鱼，再将它们卖给买办。捕捉野鸭、野鹅和其他水禽时会使用网和绳子，这些水禽在这一地区的沼泽地和排水沟大量栖息。

很多船都安装了饲养鸭子的特殊装置，以供广州市场。一只舢舨再加上几名饲养员，就可以饲养千余只鸭子。养鸭的人往往会跟某块稻田的主人联营。每天可以在这些稻田中放养鸭子，鸭子可以吃掉稻田中的青蛙和昆虫。傍晚时分，随着主人的一声口哨或叫唤，鸭子就会回到船上。鸭子还能够产蛋，鸭蛋也会卖给买办，以供应外国人之需。外国人消费了大量蛋类，外国商船和商馆经常购买数以百计乃至更多数量的鸭蛋，养鸭船主人在广州有着非常红火稳定的市场。
 
[49]



商船上的火炉需要大量燃料，也由买办提供。开采、加工和搬运煤、木炭、柴火等工作养活了很多人，所有这些物资都可以在珠江上的浮城中买到。买办也会给商船送新鲜的水，每担价格（大约133磅）0.01两白银。
 
[50]



船上的每一层货物之间，商人都会用藤席或者竹席隔开以保护货物，同时也就搭成了一个平台，以放置另一层货物。舱壁必须拉得很牢固，这样货物才能够一层层累起来，买办为此就出售大量成捆的竹子和藤条。每艘商船都需要大量的沥青、亮漆、油漆、铁钉和捻缝以备回程，还需要绳子、线、麻绳、细绳和竹圈以便检修、补帆、修补黄麻带、包装货物和箱子，以及修理木桶和木盆。这些商品大部分是由中国帆船和散商从东南亚或印度的一些港口运到广州的。

与其他中国的男性民众一样，买办不得不按照清朝式样剃头发。这种需求使广州水上浮城中有支相当庞大的剃头匠队伍，这些剃头匠也为买办及其伙计剃头。剃头匠跨过几块船板，就能顺利地在舢舨和帆船之间来回服务。
 
[51]

 他们用行业特有的吆喝声招揽生意。

买办能够从剃头匠那里获得广州城最新的消息和传闻。来自农村的中国人初抵城市，第一件事情就是剃头，剃头匠能够提供一些招工、住宿、生意等方面的信息。
 
[52]

 在黄埔的外国船只上的水手也认为中国剃头匠是“移动报纸”，能提供广州的最新消息，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任何想要得到的消息”。
 
[53]

 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剃头匠也在很小范围内卖给普通水手一些物品，抢了买办的一些生意。每当官府中止贸易，不准剃头匠前往船只或者商馆时，他们就会损失掉日常收入。

并不是所有水上居民都靠出售货物给买办为生。那些赤贫的人被称为珠江拾荒者，他们从买办贸易的副产品中求生。外国船只停泊在黄埔锚地时，常常会扔掉动物内脏、腐烂变质的生活补给品、动物尸体和其他生活废品，水手时常抱怨说一些拾荒者欣喜若狂地扑向这些垃圾。江面也时常可以见到运送大粪的舢舨穿行，把这些废料运送到稻田。广州还时常可以见到盲丐，他们一个牵着一个在街头向外国水手和大班乞讨。广州城内和近郊有麻风病院，珠江沿岸的一些地方也偶尔能够看到他们在洗澡，人们认为珠江沿岸某些水域的水拥有能够治愈麻风病的神力。他们也依赖他人的仁慈而维持生命。

上面提到的一些人可以直接从与买办或者外国人打交道中获利，其他一些人则可以间接获利。任何破坏买办补给品贸易的行为都会导致这些人无法顺利与外国人发生联系，对三角洲地区很多人的生活会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使那些赖以维生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受其影响的当然还包括珠江上沿江而泊为外国人服务的“花艇”。行商有时会给商馆的外国人提供妓女以获得生意上的好处，买办也会这样做。根据规定，妇女不准进入外国商馆，于是只能偷偷地把她们带进商馆。
 
[54]

 向外国人卖淫与补给品贸易本身没有联系，但由于两种生意都依靠外国人才能获得全部或部分收入，因此二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黄埔和广州有数以百计的烟花女子，其处境比奴隶好不了多少，大多被迫沦落花艇。我们无法知道她们从外国人身上赚取了多少好处（除此之外，也许这只能算存活的手段）。如果生意尚可，花艇老板也许会善待这些娼妓，但生意好也意味着怀孕和疾病风险增大。这样一来，贸易出现停顿便会影响到那些花艇主人和操纵者的收入，如果皮肉生意减少，不够维持生活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出售这些在花艇上营生的女子。
 
[55]



贸易出现停顿也会使外国人的回程受阻。除了每天运送食物外，船只买办还得向停泊在黄埔锚地的外国船只提供重新修理和装饰船只所需的劳力以及物资，外国人常常会把整个船都彻底翻新一遍，里里外外重新油漆一次。工程量非常巨大，需要大量中国木匠、填塞船缝的工人、造船工、细工木匠、油漆匠和运送员等。有时外国船只也会雇请中国泥水匠去船上翻修炉灶，外国船只上的炉灶在翻修期间无法使用，此时就需要一只炊事舢舨停泊在旁备用。

买办还要找一些伙夫并提供补给。外国船只的厨师通常都被送到商馆去服务了，买办就得找中国厨子代替他们在船上做饭。
 
[56]

 1747年查尔斯·诺贝尔（Charles Noble）提到黄埔锚地的英国船只雇请的中国厨子已经“聘请了很长时间”，而且“英文讲得相当好”。他说这些中国厨子学习“英国烹饪方式”，像烹制中国食物一样动作迅速敏捷。诺贝尔的材料表明，买办可能很多年里都是雇佣同一批中国厨子为同一批外国人服务。
 
[57]



如果外国船只地方不够，无法给所有在船上服务的苦力提供住处，买办就会安排一只舢舨停泊在旁边供苦力睡觉休息。苦力一直得待在外国船上工作，远比每天朝夕往返于广州、黄埔之间经济省事。一些买办和苦力生活在黄埔岛上，对他们而言每天工作之后回家很方便。
 
[58]



船只修理期间，6～12个填塞船缝的苦力从早到晚在船上把捻缝打成碎片，填放进甲板厚板之间的缝隙里。前来修理和拆修船舱、甲板和货舱的木匠数量一般超过3名，这些木匠还造舱壁、下层地板和装载货物的木架。

船只索具、铆紧钉、帆等通常由船上的外国木匠、船工和帆匠处理，他们在泊地会花上三四个星期去检修这些东西。不过，遭到损坏的船只通常需要立刻修补，这种修补常常需要50～100名苦力，他们帮助外国船工一道把船桅竖起来、把索具弄好，再给新的圆木涂上沥青。如果船只的工作需要很多苦力帮工，买办会雇请一位工头或者监工，以确保苦力和工匠能与外国水手一同工作。买办会提供一些诸如每日津贴或者额外的朗姆酒之类的东西，让这些参与维修的工匠安心卖力地工作更长时间。

中国木匠会制作或修补装动物的箱子和围栏。中国油漆匠随身带着新油漆，哪里需要就漆哪里。岸上的窝棚也会请中国商人来维修或者扩建，为牲口、家禽盖围栏，在检修索具的时候提供必要帮助。中国工匠带着一群学徒帮忙，这群学徒当他们的传话筒，除了给他们递送饮料、食物外，学徒（可能是商人的子侄或亲属）也会从买办的舢舨里把木板、竹子、草席、捻缝、沥青、油漆、清漆、成桶的钉子、砖头、工具等搬运到外国船上或岸边的工地上交给工匠。

外国船只通常都建有一个大而漏空的船体（与小而密闭的中国帆船以及现今大部分船只不同），需要日夜不停地抽水。通常船上的值班人员负责控制这些水泵，并记录划桨的次数（以记录漏洞的严重程度），但有可能会雇请更多的中国船只缝隙修补匠去尽快填补漏洞。
 
[59]

 很多船只在黄埔锚地停泊的三四个月里会雇请大约30位中国工匠和苦力，有时有的船只根据自身需要可能要雇请100名甚至更多的中国工匠。每月底买办提交开销清单时就会支付他们的报酬。

图4-3显示的是一位名叫亚细（Asek）的买办1759年的每月开销。他把开销清单交给丹麦大班，是丹麦亚洲公司船只“丹麦王子号”（Cron Princen af Danmarck）该年11月21日～12月25日的开销。这段时间他提供服务的所有条目都列在买办账本上，可以跟亚细与丹麦亚洲公司签订的协议进行核对。

[image: ]


图4-3 丹麦人日志摘录

说明：记录了一位通事及其书班1759年为一艘丹麦亚洲公司船只服务的工资和买办亚细每月开销。

资料来源：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42。

由于有这么多人的工作都与外国人事务相关，直接或间接从中获利，对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而言，不随意停止买办贸易是明智的做法。受到停止贸易影响的中国人大多终日劳作赚取生活所需，如果官员随意停止贸易的话，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导致更多社会不稳定、犯罪和腐败的出现。很多中国人都依靠每日劳作而得食，任何有损其工作的举措都意味着让他们挨饿。
 
[60]



贸易停顿时，黄埔锚地数以百计的外国水手得不到每天所需的新鲜食物，会陷入极度无聊和焦虑。外国船长和公司官员会非常担心回程货物的安全，因为余下的时间已经来不及去准备。贸易停顿时间越长，形势就越发严峻，当中国官府使用这种方式逼迫外国人屈服时，必须考虑很多因素。

很多材料显示，大量外国人和中国人通常都是在狭小的空间里工作和生活。买办必须对这些人的行为负责，不过每年发生的严重争端并不多。外国公司官员和广州的官员都只惩罚那些恶意的煽动者和欺凌行为。外国船长和买办会教导手下如何互相尊重和友善待人，否则后果非常严重。船只上和岸边工棚里的外国公司官员随时掌控着各种人际交往，与此同时，通事和“官府”也时刻关注，买办只需协助保持人群和谐相处。

在黄埔锚地，常见的惩罚是鞭打背部50下。停泊在中国的外国船只有时可以看到有人被绑在船底或吊起来的情景。实施这些惩罚的时候，外国船长往往把水手集合在甲板上，列队立正，观看行刑，杀一儆百。买办和通事则需把这些事情报告给广州的官员，让他们知晓外国人群体里发生的事情。有时，他们会派遣官员到黄埔锚地，以便观察和控制事态的发展。清朝官员也会当众执行杖刑和斩首之类的刑罚，这些公开展示的血淋林的刑罚起到了非常有效的警示作用，因此广州和黄埔锚地整体而言还是秩序井然的。
 
[61]



买办除了在出售商品上获利，他们也向每艘船收取一定的佣金，这也是导致18世纪末19世纪初外国人不满增多的原因之一。1724年，英国商人报告中称买办费是120～150两。
 
[62]

 1731年，荷兰商人支付的买办费每艘船80两。
 
[63]

 1732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报告称每艘瑞典船的买办费是100～150两。
 
[64]

 1759年，丹麦商人也指出每个国家支付的买办费数额都不同。提到英国商人支付100两，而他们自己支付72两，瑞典和法国商人分别支付150西元（分别为111两和108两）。
 
[65]



我们不太清楚这些买办费不同的原因。文献显示，买办是根据其所控制的补给品数量来收取佣金的。然而，我们可以找到贸易初期前往中国的西方船只规模和水手人数很详细的数据资料，这些资料与所得出的结论，诸如规模较大的船只支付买办费比规模小的船只要少这种结论并不一致。比如18世纪30年代，丹麦亚洲公司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规模都比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大，水手人数也更多。
 
[66]

 我们还是弄不清楚为什么英国人缴纳的费用要低于瑞典人的费用，而荷兰人缴纳的费用跟丹麦人的几乎一样。

尽管有这些差异，18世纪80年代之前买办费用对于大型船只而言是长期保持不变的。一些私人贸易公司缴纳的数额则不同，但相同外国人的费用是不变的。然而到18世纪80年代，买办费急剧上涨，与鸦片贸易的增长相一致，也许与这种现象有关联。

另外，粤海关人员、通事和兵站官员1830年收取的费用与1730年收取的费用相同。事实上，这些费用大部分是由关税规定的，没得到朝廷的批准地方官不能擅自提高标准。
 
[67]

 不过，生活成本在这一段时间内上涨了很多，这使广州的官员在固定收入和上涨的开销之间纠结不已。这种现象也许与买办费用的上涨有关联。

如果这些在广州工作居住的人的正式收入并不会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他们就不得不想办法赚一些外快来贴补。地方官常常会找到借口在正常收费之外再增加额外收费，或干脆捏造出一些名目来收取新的费用，其中最好的借口是怀疑鸦片走私。商船买办和“官府”都是众所周知的鸦片掮客。正如这一句话指出的那样：“巨大数量的鸦片是由买办和海关胥役走私的。”
 
[68]

 各级官员则通过贿赂和收取更高额买办费等形式对这些违法走私“收税”，中饱私囊。

表4-1 1704～1833年的食物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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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英国人抱怨说他们无法以低于300西元（216两）的价钱请到买办。
 
[69]

 1802年，法国人皮埃尔·布兰卡德（Pierre Blancard）报告说买办费是500～600西元。
 
[70]

 1812年，美国船和港脚船缴纳的买办费是250西元，但同年有文献显示英国人的买办费增加到500西元。
 
[71]

 然后，1815年驻守黄埔锚地的清朝官员尝试以确保买办安全航行为由，每艘船增加100西元的费用。
 
[72]

 182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买办费涨到了848西元，而港脚船的买办费涨到672西元，但同年又分别降到了496西元和392西元。
 
[73]



1836年，《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
 ）刊登了一份文件的译稿，列出了买办负责的所有事务的费用。这份材料来自一份买办和通事使用的手册。这一年，买办必须缴纳给澳门与广州之间官员的费用共达67项，总计970西元。许多下层官员与珠江沿线的官方船只和所有关卡（包括那些在黄埔和虎门之间的关卡）一样都收取一份费用。买办每星期必须汇报一次，并获得有关指示。他们还得在外国船只抵达或离开的时候向官府报告，每一次他们都得缴纳一定费用。关卡有一种收费被称为“未检查的船只底舱费”，另一种费用为“捕蟹船费”，还有一种“星期天担保费”，每周都必须上缴给番禺知县，用以维持外国人的秩序，还有一些收费是维持官府巡查船只的。

当然，这份清单并没有特别指出这些收费哪一项与走私贸易有关。但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买办执照一直保持不变，随着鸦片贸易兴起，这些收费出现在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各个领域。鸦片贸易持续扩展，一直没有中断，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它们是有联系的。
 
[74]



提高买办费用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导致补给品黑市交易的出现。通常散商船只比公司船只要小很多，它们可以在短短数周时间里把货物装上船，因此散商都不愿意支付高额费用。他们发现偷偷摸摸地从其他外国人那里购买补给品更划得来（即使价格上涨），可以省掉买办费用。

一些散商利用这个机会投资补给品黑市交易。19世纪初期，美国人彼得·多贝尔（Peter Dobell）就开始做补给品掮客。他从美国人手上购买很多货物，然后再把这些货物卖给需要补给品的人。
 
[75]

 英国斯坦福·马科斯商行（Stanford and Marks）也从事多种补给品贸易和其他杂货交易，他们把这些货物出售给在华外国人。
 
[76]

 这样供应商网络逐渐形成，可以满足小型船只的需要，这种黑市交易网络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如果外国供应商手头没有顾客需要的商品，他们就从自己的中国买办手里购买，再出售以谋取利润。这种做法在有限范围内贯穿整个广州体制时期，不过随着来华小型船只越来越多，这种做法就越来越普遍了。
 
[77]



18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花旗参和毛皮成为广州贸易的重要商品，对中国市场和那些穿越太平洋而来想要获得补给品的美国船只而言，夏威夷成了相关商品的主要供应地。
 
[78]

 广州的补给品价格容易让人接受，主要是因为补给品贸易成了某些外国人专职从事的工作。
 
[79]

 1780年1月，约翰·里奇曼（John Richman）这样评论到，与他到访过的其他港口相比，“这里（广州）各种各样的补给品都非常好”。
 
[80]

 实际情况是很多公司购买了大量来自欧洲、开普敦、马尼拉和其他港口的葡萄酒、啤酒、黄油、干果、蔬菜干和腌制肉类，这些地方都有来广州开展业务的特别打算。粤海关监督希望获得某些难得的奢侈品，他们因此默许了这种行为，不过他们尽量把这种行为限制在中国找不到的商品上。
 
[81]



在澳门获取补给品通常不是问题（只要是商船就可以），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外国船只在通过虎门之后都由两艘中国引水船跟随。
 
[82]

 对外国人而言，他们在跟附近船只打交道的时候，交换礼物很平常，这种交换就可能包含补给品，有可能把货物伪装或者藏在锁具或者其他装置中，就有可能带少量食物上船。船只也可以获得在岸上和船上之间来回运输装备、动物和补给品的许可，这样船只就有可能在岸上从其他外国人手里购买物品，并把这些物品放上船而不被引水人察觉。

通事和海关官员并没有采取行动制止这种黑市交易，相反他们自己也投资黑市。两位驻扎在外国船只旁的海关官员常常向外国水手出售蔬菜和三苏（酒），尽管量并不大。
 
[83]

 到18世纪末，他们与通事达成了共识，可以推测他们实际上控制了这种黑市交易。

如果一艘小船拒绝与买办交易，通事就会介入，要求他们与海关某官员交易。他们的费用比买办费用通常要低那么一点点，通事与官员利益均沾。这个新措施意味着小商人被迫选择要么与买办做生意，要么向通事支付一些费用以便获得“与海关官员做生意的特权”。

表4-2列出的是美国船“密涅瓦号”（Minerva）1809年与海关官员塞缪尔·布尔（Samuel Bull）做生意的价目。可以看到其价格与“汤姆·布尔（Tom Bull）和其他买办”的价格一样。

在这个例子中，“密涅瓦号”船长没有支付买办费用，而是通过支付给通事200西元与塞缪尔·布尔签订了供货协议。我们无法知道这200西元到底会有多少最终落入通事的腰包，但这是19世纪初期外国人与海关官员进行黑市交易的价格。可能这些金额还要跟黄埔海关胥役和当地官差一起瓜分。
 
[84]



表4-2 1809年塞缪尔·布尔和其他买办收取的补给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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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例买办要向“密涅瓦号”收取280西元，该船在停留黄埔锚地期间支付了200西元给通事，此外每个星期再支付了20西元额外费用，总体而言的确便宜很多。
 
[85]

 19世纪前20年，很多美国小型船只缴纳的买办费用涨到了300西元甚至更多。1826年，美国船“普罗维登斯号”（Providence）支付了300西元给通事，“以免船只要与买办签订买卖协议”。
 
[86]

 不管船只是否购买补给品都得支付这笔协议费用。

由于粤海关官员与买办之间出现了这样的竞争，两者都不可能控制其提供的商品价格。外国船长在黄埔锚地有很多买办可以选择，但他们也可以只雇佣那些指派给他们的海关胥吏。对这些海关胥吏而言，他们必须参照买办的商品价格和交易形式，否则就没生意可做。

广州码头的通事和关卡的海关胥吏一样，有各种不同的把持商馆补给品供应的手段。19世纪初，不管是否需要，每一艘船只都必须支付雇佣商馆买办的费用。许多做小生意的外国私商只在广州待几个星期，他们只租一间房，并不会租下整个公寓或者整个商馆。他们也不需要全职买办或者仆役来服务，可以从其他外国商馆买到食物，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支付通事费用。

通事和海关胥吏在收取了一笔96西元的“费用”后，就会允许外国商人居住在广州。如果外国商人拒绝支付这笔费用，他们就会被举报，并被迫与买办签订买卖协议。这笔钱通事得80西元，剩余16西元则进了海关胥吏的腰包。有时，海关胥吏收到的不止16西元，而是20西元（整笔费用会涨至100西元），这反映出当值的海关胥吏人数不同。通常有两到三个海关胥吏驻扎在广州外国商馆附近的牡驴尖。
 
[87]

 小船大班必须缴纳96西元（有时是100西元）费用，不管他们是否从所居住的商馆获得补给品。

下面是一封1796年散商“努比号”（Ruby）船长查尔斯·毕肖（Charles Bishop）写给粤海关监督的信，建议粤海关监督不要去禁绝这些事情而应该参与其中。

毕肖1796年7月2日写给海关监督的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监督阁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打搅您，投诉两位通事，因为他们拒绝按照我的要求完成有关“努比号”的业务，除非我支付300西元给那些我从来没有雇佣过的商馆买办和商船买办，我也不会跟他们做买卖，我的船只很小，水手、船员都认为不值得跟他们交易。

我坚信您不会因为得知了此事而感到麻烦，我诚恳地请求您介入此事。
 
[88]



毕肖提到这个请求呈交给了粤海关监督，但他并没有说是怎样呈交上去的。也许毕肖是请他的保商倪秉发（Punqua）转呈的。毕肖称行商回复他说“所有船只必须向通事支付这些费用”是惯例做法，粤海关监督目前不打算改变。
 
[89]

 由于还没有找到这份行商回复的中文原件，我们还不知道粤海关监督收到的是否是毕肖呈交的那封信原件，或者是否真的是粤海关监督的答复。通事常常在翻译这些请求时会做一些篡改，也有可能当时的情况就是毕肖报告所诉说的那样。粤海关监督不会为了像他那样的小商人来损害当地的上下级关系，这个小商人的船只载重量只有101吨，船上只有区区27名水手。
 
[90]



通事和海关胥吏继续在补给品黑市互相勾结，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42年广州体制结束。
 
[91]

 只要补给品交易继续存在，只要外国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贸易也没有被中断，对外国人而言从买办手里还是从海关胥吏手里购买补给品都无所谓。他们提供的商品都差不多，签订的合同上有最低价保证，有即时信用担保，还有大宗商品折扣的优惠。

外国船只还有另一条不从买办手里购买补给品的渠道，即在伶仃岛上购买。1831年，美国大班福士（R. B. Forbes）曾经在伶仃岛购买过朗姆酒、牛肉和威士忌。
 
[92]

 在伶仃岛做走私买卖的舢舨把进口货带进珠江，再把出口货带到珠江口外。有些货物是官方明令禁止的，比如鸦片和黄金，但其他一些诸如茶叶、瓷器、丝绸等货物则可以通过走私来逃税。

这些例子明确体现出，在取消广州体制之前很久，粤海关传统的贸易体制和管理架构就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某种程度上，补给品黑市买卖的增长，通过给那些小型船只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品及所需物资，起到了长期维持广州体制的作用，但这种黑市买卖通过分解粤海关的收入和权力，从内部瓦解了广州体制。

除了提供补给品和苦力，商馆买办还有另外的收入来源，即看银费。商馆买办有责任雇请一位看银师或者银钱兑换师，辨认外国人带到广州的银币质量。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商馆的买办。

他从看银的工作中抽取一定收益，这个工作是在白银入库前进行的；但是在白银包装好及确定了确切数量之后，再发现有任何破损的钱币，该买办就得负责了。买办支付看银师工作的报酬按千分之一来提取，而买办的固定收费标准是20%。
 
[93]



亨特进一步解释说买办“是按照每1西元收取5个铜板的现金来收费的”，买办还从借贷以及通过向行外商人跟买办的雇主之间签订丝绸或其他商品买卖合同中赚得利益。亨特指出，买办假装从属于外国商馆，以此逃避正常税收，从而在贸易中获利。
 
[94]

 商船买办也可能从借贷及其他类似服务中获得报酬，但是看银的额外报酬和免税运输货物的好处则为商馆买办独享。

商馆买办和商船买办都从他们为外国人提供所需苦力的报酬中获取一定佣金。就苦力而言，本来通事就可以安排得很好，但更多时候是由买办来安排。海关下层胥吏会追查另一个现象，即买办有时会雇佣中国水手到外国船上去工作。这是非法的，根据管理规定中国人不准登上外国船，也不能在自己的船上搭乘外国人。不过到了18世纪80年代，西文文献透露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水手的部分薪酬是提前支付的，一部分支付给了买办。水手在下一贸易季节返回中国时，买办还可以拿到之前拖欠的报酬。由于船长和买办有这些特别的安排，船只人员名单中常常见不到临时雇佣来的中国水手的名字。
 
[95]



买办甚至还有机会搭乘外国船出国，当然这也是非法的。最有名的例子是美国人雇请的买办“波士顿杰克”（Boston Jack）。他曾搭乘“哥萨克号”（Cossack）到访波士顿，由于他对在广州的美国人描述过自己在波士顿的经历，成了这些美国人眼中的传奇人物。
 
[96]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美国一些对华贸易的记录中，记录显示“波士顿杰克”把自己的经历和名誉看得很重。他没有用中文名字，采用的是美式昵称“Bohsan Jak”（波臣则，图4-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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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1830年买办（波臣则）给予爱德华·卡林顿公司的账单

资料来源：Carrington Papers（MSS 333），Sub-Group I，Series 7，Sub-series 14，Ship Panther，Voyages to South America & East Indies，1828-1830，美国罗德岛历史学会藏，档案号：X4 243。

至此，从上面提到的诸多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买办在服务和控制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很多人得到了雇主的尊敬。但他们的生活图景仍然不能完整呈现。广州体制结束之后，买办开始扮演新角色，承担新任务。通过观察这些变化，我们对他们之前所充当的角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加清晰地了解了在广州体制时期，他们的行动所受到的限制。

1842年之后商馆买办逐渐成为外国公司的雇员和代理人。他们向外国人提供产品，之前这是被禁止的，他们还开始联系内地市场。他们接手一些原来由通事承担的责任，比如在外国人和清朝官员之间协调。许多买办跟原来一样继续为外国人提供家政服务，不过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98]



新形势下船只补给方式也重新做了安排。对外贸易不再局限在广州，商船买办很快出现在所有新开放的通商口岸。1844年和1848年，马儒翰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提到为所有美国船只服务的买办组建了独立的公司，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建立起了子公司。几个买办仍然为英国船只服务，不过他们逐渐使用英国的称呼“承办商”（purveyor），而不再使用葡萄牙文的“买办”称呼。
 
[99]



1842年后商船买办不用再为外国人的行为是否良好负责，船只补给也不再与贸易管理联系在一起。补给品供应商只需要考虑如何满足顾客需要。当然外国人仍然坚持要求最低价格，这种情况并不需要原来那种价格确定的专卖权，但是这种结合能够使买办更好地组织贸易和协调商品与服务。在广州体制被取缔之后，承办商不得不在开放的市场里竞争。某类人垄断补给品买卖的限制取消后，补给品贸易更具竞争性。

买办职业的所有这些变化并不会一定使贸易变得更加顺畅、贸易行为更加有效。1848年马儒翰指出：“目前船只的供应业务并不像过去一样非常有规则地进行，外国人经常拖延到船只抵达黄埔锚地后才与买办签订买卖协议。”
 
[100]

 广州体制时期，买办是粤海关监督的代理人，意味着买办在官府的威严下，必须承担满足每一艘船只需求的责任。一旦他们被指定给某一艘船只，不管这艘船只停泊在珠江三角洲哪一个地方，他们都必须为它服务，为其提供良好而价格有竞争力的商品。

新贸易体制下，买办主要与停靠在某个特定地点，比如澳门、黄埔或者香港的船只签订补给品供应合同。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航行的船只的补给品，或多或少则由渔民和其他中国船提供，之前这些事情都是买办必须做的。这意味着外国船只每换一个地方停泊，船长和商人就得重新跟人就补给品供应讨价还价，过程烦琐。就保障运输的常规性和可靠性，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一带（包括黄埔）服务的有效性而言，旧体制也许比新体制更能使贸易顺利地进行。

1842年之后沿海通商口岸建立了不少船坞。广州体制时代，外国人只能从买办手里获得修理船只必需的工具和原料，在澳门或黄埔修理船只。新体制下，黄埔、香港和其他口岸城市建立起了永久性船坞，这些企业需要在常规机制下得到物资供应。它们需要所有型号和尺寸的木料和五金制品完成修补、更换船只的桅杆，甚至重建船身等工作。此外，船坞还需要很多军舰备用品，诸如帆、滑轮、绳索、沥青、松脂、填隙料等物资。香港和广州开设了一些中国船只用品杂货店，它们满足了船坞和船只两方面的需求。葡萄牙和中国的船只用品杂货店也出现在了澳门。

船坞需要造船工，于是中国工人就开始在船坞里学习修理外国船只。中国造船工已经拥有了数百年造船经验，但中国船只和西洋船只的结构完全不一样。帆、桅杆、滑轮、圆木、支索帆、填隙料，甚至一些基本器具比如索具、沥青、铁钉等的制作、成型和设计都与西洋船只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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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广州体制期间，在广州的外国人不得不自己修理船只的主要原因。1842年之前中国造船工和工匠会不时被雇佣去外国船上做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比如在甲板的厚木板之间打入填隙料、油漆和抛光船只，以及一些基本木工。其他诸如修理帆和船上索缆等更具技术性的工作就只能留给外国船工去完成。1842年之后中国工人开始为外国人提供所有服务。

外国船只上以及外国人在海外的种植园里同样需要诸如水手、苦力和各种工匠。1842年之后雇佣中国人的诸多限制被废止了，“苦力掮客”或者“人贩子”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开设了一些店铺。这种人口贩卖被称为“苦力贸易”，在很多人眼中这就是奴隶贸易的代名词。很多中国人被骗或者被迫签订了长期合约，代理机构每介绍一人就可收取一笔服务费。

在苦力问题上，旧的买办制度也许更具有责任心。广州买办必须直接对粤海关监督负责，他们得尽力安排以满足所有相关方面的要求才不会引起批评和指责。这样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买办欺骗或迫使任何人陷入类似苦力贸易的境地。广州体制时期，很多中国人曾通过买办安排其到国外去的行程。不过，这类安排大体上都是自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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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尽管旧体制有其不足之处，但其运作方式仍有很多地方值得赞赏。就牵涉到的管理事务和贸易进展而言，旧体制的结构是实用有效的，但大公司控制贸易时旧体制显得最有效。随着通事和海关胥吏从买办掌握的补给品贸易中分得一杯羹，随着散商逐渐控制了更多的贸易，贸易结构逐渐变得与贸易环境不相适应。小船只无法承担大公司船只所承担的高额行业费；同样为在整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小船只服务，也不会像为大公司船只服务那样效率高。正如我们从1842年后出现的体制来观察，与买办在珠江三角洲满世界跑为这些小船只服务相比，由当地小供应商来为小船只服务可能价钱更便宜，服务也更好。

小结

补给品买卖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口，使我们可以观察到广州体制的优势和弱点。补给品买卖是粤海关一边安抚外国人一边约束他们的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外国人填饱肚子是安抚他们的第一步，而使他们朝不保夕则是使他们服帖守法的终极措施之一。征得粤海关监督同意，补给品交易完全建立在信贷的基础上，确保了船上的水手和贸易过程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能够得到持续稳定的供应。提高买办费破坏了这一机制，于是商人找到了规避买办费的办法，也就是从其他外国人或者中国人手中购买补给品，导致了粤海关监督失去了控制贸易的这一工具。

19世纪初由通事和海关胥吏独揽补给品黑市买卖的现实，同样表明广州体制的结构遭到了破坏。海关低级胥吏不断从统一管理中分解权力、中饱私囊。不过与此同时，补给品交易的有效性（包括海关胥吏的黑市买卖）与以市场和数量为导向的价格结构促使贸易整体上增长。但是在大公司控制商业时，这种贸易最为有效。旧广州体制传统的供应方式有很多方面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

买办的工作在研究中应该得到比其他人员更多的关注。在把船只引进珠江的任务完成后，引水人就返回了他们位于澳门的家。工作之余，通事、行商、补给品供应商，甚至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都可以呼朋唤友，稍事休息。太阳下山后“官府”和关卡工作人员也会下班享受一下轻松的夜晚，天气不好时，甚至白天他们都可以静静地待在家中不工作。

但是，买办却必须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潮水涨落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不论黑夜白天，人们都能够看到背着孩子的买办妻子站在舢舨舷上，驾着船赶往另一个目的地，船舱里高高地堆着一篮篮水果、蔬菜、谷物及其他杂货；甲板上绑着牛、猪、羊，还有成篓的鹅、鸭、鸡和鹌鹑伴随着波浪声在他们头顶歌唱。就维持和谐与保证整个贸易行为顺畅而言，买办其实是第一道防线。

下一章将讨论另一种重要职业——通事，他们也必须事先获得执照才能为贸易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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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通事

通事被指定为清朝官府与外国商人的中间人，他们必须面临双重限制的困境。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在谈判贸易条件时，尽管必须在朝廷限定的范围内行事，但大体上相当宽松。外国商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只有超越了这些限制才会被禁止。朝廷发往广州的谕令清楚列明了允许和禁止的事务，但这些谕令并不是常年都被严格地执行。其他未成文的限制也已被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理解”和接受为政治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通事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工作，考察他们的活动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观察贸易的实际状况。

如同前文提到的，早期通事来自澳门，用葡萄牙语同外国人沟通。除了掌握葡萄牙语和母语粤语之外，他们也必须能流利地听、说、读、写官话。我们从很多西方收藏的通事收据中可以看出他们大多都能读、写汉字，这应该是获取通事一职的必要条件（图5-1）。18世纪30年代初，广州英语取代了广东葡萄牙语成为通事与外国人沟通的语言，之后通事应掌握的三种语言就变成了广州英语、粤语和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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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1784年美国船只“中国皇后号”的收据

说明：收据上有通事喜官的笔迹。

资料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珍本图书和手稿图书馆藏，档案号：John Green，Receits，18v。

通事必须能够处理与外国人贸易相关的所有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所有夷务的“专家”。相反，任何对外语、外国风俗习惯或者行为方式显得过分热情、感兴趣，甚至热衷的通事都可能引起当权者的怀疑。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调解。与能正确解释外国人行为或准确阐释外国人意图相比，通事更加重要的职业技能是能够促使商谈、劝解和安抚行动顺利进行。
 
[1]



通事的工作重点在调解和妥协，并不是翻译准确和清晰。明白这点后，当我们在西文文献中发现很多对通事不肯满足外国人的要求而招致抱怨和指责的史料就不会吃惊了。这些抱怨和指责造成了很多外国人与通事之间的争执，外国人有时甚至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达到其目的。比如174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班就威胁说，要在商馆里扣押老通事亚官（Ja-qua），直到他肯替他们写一封投诉某位中国商人的信为止。
 
[2]

 我们在文献还发现这样的例子，外国人不相信通事会把他们写的抗议信转呈上去，于是他们直接闯到广州城门要求面见两广总督或者粤海关监督。

1823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记载广州获得牌照的五个通事中没有一个能够“读、写任何外语”，他们对自己的语言也不精通。
 
[3]

 外国人很难理解和接受这样的事情。通事并不需要去翻译任何可能引起违规或纠纷的东西，因此抗辩或者假装语言理解障碍是避免产生争端的办法。

跟引水人、买办和商人一样，没有粤海关的同意，通事不能擅自终止或者转换工作。通事工作的规矩和职责都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如果他们没有完成预期的工作，就会受到刑罚，包括公开示众、体罚、流放和监禁。

外国公司偶尔会请某位耶稣会士或其他学过中文的外国人，翻译或传递一些信息给清朝官员。但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通常不乐意出现这种“特使”。实际上按照清朝律例，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是要被处死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事情很少被关注。只有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挑起事端，他们的中文老师才会遭到惩罚。
 
[4]

 如果粤海关监督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就会召集外国“翻译”协助处理事端，但不论这些外国“翻译”如何熟练地掌握了中文，他们都不可能取代广州通事。
 
[5]



船只抵达黄埔锚地的时候，每个船长都可以选择一位指派给他的通事。每一年广州只有三到五名通事能够取得执照，外国船长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船长和大班可以投诉他们的通事，但不能随意更换他们。粤海关监督会对通事加以斥责或轻微处罚，再把他们打发回去继续工作。小小的警告和双方稍微商谈一下通常足以解决问题。通事和外国人之间出现问题时，行商通常会充当调解人。

由于通事同时为几个不同公司的外国商人服务，他们的主顾经常会要求他们提供其他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的信息。外国人无法阻止通事传递信息。通事能够看到粤海关所有进出口的记录，这对扩展贸易非常重要。

粤海关借此让想得到贸易数据的人获取有关数据的开放政策，有助于保持贸易的激烈竞争。在与行商谈判的时候，外国商人如果能够获得其他公司签订合同的价格和数量，那是非常有利的。如果这种信息被封锁起来，外国人和行商谈判时就会失去很多获得最佳签约条款的筹码。得不到重要数据竞争就会停止，交易被记录进粤海关监督关册后，通事才被派去为之收集这些信息。

有鉴于此，外国商行和中国行商通常都坚持拖到最后才签订贸易协议。季风改变方向之前，外国商人就必须把货物装船并启程返航，不过也正是这种需要不断迫使外国商人尽快完成交易，这意味着他们最后被迫放弃坚持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有关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信息传出来，其他人就会迅速谈判得到更好的交易条款，贸易很快就会完成。18世纪每当有好几个欧洲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贸易时，每个贸易季度都是这种情况。1806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了唯一留在广州贸易的大公司，当散商成为公司唯一的竞争对象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6]



信息共享也向每一个商人透露了哪种商品利润最大，这使得那些想秘密形成对某种商品垄断的想法不可能实现。如果通事没有得到查看粤海关贸易记录的许可，对外国公司和中国行商而言，秘密控制市场以推高价格就会容易一些。在外国人之间保持透明度是维持贸易竞争的另一种方法。

在船只到达黄埔锚地后，通事就为粤海关确定丈量船只时间表。他们得把具体时间报告给所有高级官员和中国行商，让这些人做好准备。他们早就提前预订好了舢舨，以便丈量完成之后船只能够马上卸载进口货物。货物清单上盖有清楚的官印，这张单子必须一直跟随着在黄埔锚地和广州之间进行运输的货物和货币，通事的职责就是掌管好这个文件。

通事与行商通力合作，计划所有船只货物的运输事宜。只有所有货物都经过粤海关官员检查，并被粤海关记录在册后，粤海关才会下发船牌。通事要记录下他们负责的船只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和港口费。如果出现差错，通事就得自己弥补，因此他们常常想尽办法确保记录的准确性。
 
[7]



船只丈量之后几天，通事要提交算出的港口费额度。原始数据用中文记录，大多数外国人是不认识的，因此通事必须掌握的最基本技能是懂得使用阿拉伯数字。在翻译成阿拉伯数字之前，大型船只的港口费是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数（图2-2、图2-3、图2-4）。通事要负责消除所有外国人对港口费计算的不满或者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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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章曾论及广州体制的早期阶段，粤海关监督按照惯例会隆重接见外国商人。通事得负责教会这些外国商人恰当的礼仪，并确保他们准时到达接见大厅。进入大厅就座之前，他们就会跟粤海关监督互致敬贺。借助通事的翻译，外国人向粤海关监督自我介绍，并说明他们来华的原因，当然大多都说是为了贸易而来。一旦他们表明了贸易的愿望，粤海关监督就会代表皇帝向他们表示欢迎，并对“远夷”不远万里而来从事贸易表示赞赏。

外国商人随后大声读出列有他们所有要求的单子，通事事先已经把这个清单翻译好并呈交给了粤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随后挑重点回应外国商人所关心的事情，并确立贸易规矩。这些事务大多早在接见之前就已经由通事与外国人商谈过了。粤海关监督通常不会轻易安排接见外国商人，除非他们认为这些外国商人会接受相关贸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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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不清楚广州通事何时不再使用广东葡萄牙语，开始使用广州英语。1703年，汉密尔顿船长通过跟通事“说葡萄牙语”来与粤海关监督交流。
 
[10]

 1729年，在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说四位从澳门来的通事都说葡萄牙语。
 
[11]

 然而，马士提到广州的商人在1715年前后已经开始使用广州英语。
 
[12]

 奥斯坦德公司的记录也表明诸如陈寿官和吉荐等中国商人在18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使用广州英语与外国商人沟通。由此可知，广州英语的出现更多是出于商人的需要，而不是通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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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年荷兰人提到在拜见粤海关监督时，通事把所有话都翻译成“英语”（更准确说是“广州英语”）；
 
[14]

 1733年，据说陈寿官的帐房陈官（Chinqua）会讲“英语”；
 
[15]

 1738年，丹麦人也提到通事说的是英语；1743年，安森勋爵（Lord Anson）通过通事与清朝官员交涉，通事说的是英语。
 
[16]

 由此可见，到18世纪30年代，广州英语在商人和通事中已经取得了稳固的地位，也许已经成为买办和商馆仆役与外国人交流的常用语言。

通事用广州英语与外商沟通，对开展贸易业务更有好处。中国人学习广州英语跟学习广东葡萄牙语一样困难，澳门的中国人更习惯于葡萄牙语的发音。然而对于大部分外国人而言，广州英语更容易理解，因为这种语言混杂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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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葡萄牙人继续充当贸易中介，所有其他外国商人也许必须在其船上雇佣一位会讲葡萄牙语的人。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其他地方的商人而言，这显然非常不方便，他们不喜欢在水手中混进会讲葡萄牙语的人。这些公司，包括18世纪20年代的奥斯坦德公司和18世纪30年代的瑞典东印度公司（SOIC），他们雇佣的是会讲英语或者法语的大班，更多奥斯坦德公司和丹麦亚洲公司的官员是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8]

 除了公司官员和水手外，还有很多散商，诸如从印度各港口来华贸易的亚美尼亚商人、穆斯林商人、巴斯商人等。他们所在港口的商业语言要么是英语，要么是法语，而不是葡萄牙语。
 
[19]

 这样，广州英语的出现就是由商业需要创造、推动和规范的。它迅速被中国社会各阶层接受，这也是广州对外贸易适应能力强的重要标志。

不同时期通事的数量很少发生变化，但船只数量和载重量却有很大变化。通事向外国人征收的费用也不一样，他们的收入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确定每十年通事及其帮手的人数，然后把这些数字与同时段的船只数量及其载重量进行比较，再把他们收取的通事费以及收入信息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很好地了解通事职位的多样化、稳定性、灵活性及其限制。

1704年，罗克耶提及说当年有5、6名通事可供选择，通常可“选择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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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8世纪初，每年只有数艘船只抵达广州，是否需要这么多通事值得怀疑。后来即使到达中国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不少，而为其服务的通事也只有3、4位。通事的秘书通常被称为“通事副手”，可能罗克耶把他们也当成了通事。

18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80年代，广州至少有两位通事在服务，但在记录中通常能够发现有3、4名通事出现。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至少有4位获得官方执照的通事在为所有外国船只服务；到19世纪30年代末，这样的通事有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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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来华船只逐年增加，需要更多通事为他们服务，但这两者数量的增长并不成比例。

通事会雇请更多助手和跟班秘书来处理数量巨大的外国船只。贸易早期通事一般有两三名助手，但到18世纪90年代，文献记载他们有两个助手和五六个跟班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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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事会把他们名下的某些船只转包给他们的首席秘书（也称为Pursers），这些人在外国人的记录里被称为通事副手（underlingu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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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向他们服务的船只收取通事费，金额各有不同，收取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50两，而向一些小型美国船只却收取155.5两。美国船只的通事费贵一些的原因可能有数种。绝大部分美国船只载重量都小于500吨，小型船只需要更少的舢舨和更少的船牌，这意味着载重量小的船只带给通事的收益也少很多。

美国私人贸易商行通常只有少数的几艘船只，而且无法预测每个贸易季节他们会派多少艘船及什么时候抵达。由于美国船通常是小型船只，在黄埔锚地只短暂停留几个星期。美国船只通常为几个个体散商共有，不像欧洲船只属于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所有这些原因都使通事很难跟美国船只达成相同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对通事而言更简单的做法是为美国船只单独制定收费标准，而不是与每个到达广州的船长讨价还价。

不同外国公司支付的通事费有可能不一样，公司和散商支付的通事费也不一样，但每个群体各自的通事费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通常为每艘船支付通事50两，瑞典东印度公司支付74两；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丹麦亚洲公司为每一艘船只支付的通事费一直保持不变，即支付给通事100两，支付给通事秘书10两。18世纪20年代，奥斯坦德公司船只的通事费是130～150两；
 
[24]

 法国人为每一艘船支付113两；
 
[25]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则支付125两。
 
[26]

 从18世纪80年代中期到1842年，美国人支付的通事费保持不变，即155.5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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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的散商船只比大公司船只支付更多的通事费是合乎逻辑的，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个公司支付的通事费都不一样。正如前文曾提及，通常在广州出现的规模最大的船只是瑞典船只和丹麦船只，它们通常比规模小一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要多支付50%或100%（个别船只）的通事费。奥斯坦德公司的船只通常比荷兰船要小，但他们支付的通事费则3倍于荷兰船。美国船只的载重量从小于100吨到超过1000吨不等，但所有船只都支付相同的通事费（155.5两）。这些东印度公司有时会派遣小型船只到广州贸易，但他们支付同样数额的通事费。此外，一些公司的船只在贸易后期比贸易早期规模要大两到三倍，但通事费却保持不变。这样看来，与买办费（18世纪80年代之前）一样，通事费似乎是外国人首次抵达中国的时候确定的，之后一直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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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事费之外，通事还要从他们经手的每一担进出口货物中抽取佣金。1698年法国船“昂菲特里特号”（L’Amphitrite）的两名通事要求抽取所有进出口货物价值的2%作为佣金，即每名通事可以赚取1%。
 
[29]

 1704年罗克耶称通事“收取了货物1%做佣金，另外还从商人那里收取了他们提供的所有货物的1%”。
 
[30]

 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罗克耶称的1%是指什么，是重量、价值，还是进出口货物的关税？1738年，丹麦亚洲公司在给大班的指引中，公司高层也提到了通事“要从每担货物中收取一定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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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米尔本（William Milburn，1813）和马礼逊（1834）都曾经协助厘清过通事在进出口货上抽取佣金数目的不同。米尔本说通事每担收取0.0176两，但他们按9折收取费用，以折去商品包装的重量。马礼逊说他们收取的费用是关税的1.6%，这也许是米尔本数据的另一种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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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使用米尔本的每担0.0176两的数据，再加上10%的包装折扣，就能够估算出通事从每一艘船获得的收入。18世纪60年代，一艘典型的东印度公司船装载大约9000担货物。由于白银通常是最大宗的进口货物，而且免税，进口总额不好估算，因为通事无法从白银上收取佣金。不过，哪怕只有1/3的进口货是必须交税的，我们只要粗略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通事可以对大约12000担的货物（3000担进口货，9000担出口货）收取佣金。扣除10%的已装载数量，我们可以得出每艘船共10800担货物。

每一担货物抽取0.0176两，通事平均为一艘东印度公司船只服务的佣金就大约是190两。18世纪60年代，广州有3名通事。那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船只有13～28艘，这3位通事平均每人服务4～9艘的船只，最繁忙的年份他们获得的佣金可高达1710两。

19世纪20年代，广州有4位通事，每年抵达的外国船只有72～115艘，每位通事服务18～29艘船只。此时，船只的规模大致是18世纪60年代船只规模的两倍，因此通事从每一艘船获取的佣金大约可涨到380两。由此我们可以估算出通事在每一个贸易季节的佣金总额为6840～11020两。然而，如同我们看到的材料，通事把自己经手的船只转包给了别人，他们因此得与低一级的通事分享这些收入。通事每年获得的佣金可能不会超过总佣金的一半。

除了船上货物按比例支付通事佣金外，每艘船还得支付通事牌照的费用以及雇佣舢舨的费用。从黄埔锚地到广州运输白银的船牌费，价格从东印度公司支付0.66两到散商支付3西元（合2.16两）不等。大型船只运输货物需要支付10两白银以获得一张船牌，这是上缴给粤海关衙门的，并不是通事收入的一部分。外国船只为雇佣的每一艘舢舨支付的费用从3.5两（合5西元）到5.92两（合8西元）不等，具体金额根据舢舨的大小和每天雇佣的数量来决定。图5-2所示是1764年通事为了卸载荷兰船“路特韦德号”（Ruyteveld）的进口货物支付舢舨的费用。这个列表并没有包括关税和其他费用。荷兰人支付每艘舢舨3.5两，这应该是最便宜的价格。如果每天雇佣超过一艘舢舨，通事常常会给一些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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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764年通事官印船将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路特韦德号”（Ruyteveld）所有进口货物从黄埔运到广州的费用（荷兰文撰写）

资料来源：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VOC 4395。

每一艘舢舨上至少有两名中国劳工，有些船上的劳工很多。有时舢舨的费用里包含了广州与黄埔之间的过路费，有时却不包括。雇请舢舨的费用可能被包括在整个开销之中，也可能是单独支付的。大多数外国人直接通过通事或者中国行商雇佣大多数需要的舢舨及船上的苦力劳工。

18世纪20年代，比利时人通过通事雇佣舢舨，有时他们按月支付舢舨费用，而不是等到贸易季节结束时再一次性支付。荷兰人有时请买办，有时则通过通事安排所需的舢舨。他们也是按月支付舢舨费用和苦力工资，而不是等贸易季节结束时才一次性支付。这样，这些费用的数据就不会出现在通事年底的支出清单中。丹麦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需要舢舨的时候就请通事帮忙安排，等到贸易季节结束离开广州之前他们才一次性支付所有费用。

也可以根据每一项工作一口价的方式来雇佣舢舨，所有费用打包支付。大多数美国船和港脚船都采用打包支付的一口价方式，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美国船只记录出现过23西元费用的记载，包括所有舢舨上苦力的费用，雇佣舢舨的费用，以及外国人自己使用舢舨和通事服务费等。

图5-1所示通事喜官为美国船“中国皇后号”提供舢舨服务的费用收据。所列38美元包括所有舢舨费用（通常是23西元）以及货物的关税。喜官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安排与图5-2所示的丹麦人的做法不一样。

舢舨费用和苦力酬金在广州是非常明确的，但每年都来贸易并雇用大量舢舨的外国公司可以与通事商谈更有利的支付条款。最好的讨价还价方式是分开并单独协商每部分开支的支付。种种关于不同类型的通事费用和收入在文献中出现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在广州发生的对外贸易的方式是多么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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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的其他职责反映了广州贸易环境的稳定性。他们的其他职责包括雇佣苦力、收取薪水、小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广州所有商人和苦力的酬金，不论中外人士都按月或按日发放。如果这些人不是一整天或者一整个月都干活，那么就只能得到部分薪水（即按照1/4、1/2、3/4的比例，或者全部支付）。时薪或周薪的内容并未记载在商业记录中。外国人要为全职服务的苦力支付伙食费用。不过他们也有两种做法，要么根据一定价钱按天把伙食费补贴给苦力，要么向买办采购食物，雇请一位中国厨子做饭，解决苦力的吃饭问题。如果某项工作需要使用很多苦力，第二种做法就更加经济。

薪水之外，所有全职工作的苦力贸易季节结束的时候都会得到一笔小费。这种按年派发的“规银”通常是给过磅员、看守、海关官员、粤海关监督的秘书，以及所有舢舨上干活的中国苦力。通事决定每一个苦力应得的规银数额（包括他们自己），数额通常是月薪的一半或者全部，不过分配方案从来都不公开。

实际上这些费用中的一部分与其说是“小费”，不如说是“服务费”。比如，那些缴纳的广州与黄埔之间三个关卡的收费，是根据每一艘船所雇请的经过这些关卡的舢舨数量计算的。跟通事费用一样，这种费用多年都保持不变。

到18世纪中叶，所有费用和其他收费标准都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并常规化了，外国人开始把这些收费归并到一起来计算。比如1765年瑞典人计算出一揽子通事费用是每艘船265两；丹麦人从1772年每艘船212两的通事费用，到1789年调整到259两，1826年则是260两。1772～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计算出一揽子通事费用，每年来华的四艘船都支付这个数额。外国人能够事先计算出所有费用的现象，显示当时贸易费用的透明度，同时也反映出贸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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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通事费用的其他方面则让我们感到在某些方面贸易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正如第四章曾指出的，18世纪晚期通事与黄埔海关人员一起操纵了补给品的黑市贸易，通事也开始收取雇佣商馆买办的费用。外国人支付了这笔费用却得不到任何服务或者好处，这种行为只能说是勒索。广州绝大多数费用或者收费都有与之相关的服务或者好处，以证明这些费用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费用只提供一个买办，没有服务或好处。通事无论在商馆还是在船上都来插手，表明粤海关监督控制整个贸易体系里下层人员的能力下降了。
 
[36]



除每周要承担的“日常”事务之外，通事还要不时地承担一些其他任务。这让我们能够清楚其职责的多样性，以及粤海关监督在调节贸易方面的灵活性。有时船只在珠三角一带搁浅，这就需要通事处理。他们必须与保商密切合作以获取雇佣帆船和舢舨所需的船牌，这样外国船上的货物能够被卸载下来，船只才可以再次起航。海关官员负责监视这种特殊救援活动，他们要求定期得到常规的外国人行动报告。有时船只上的锚丢失了，通事也必须得给他们找回来。有外国船只在南中国海沉没了，外国人还会雇请一些中国潜水员去抢救那些能够打捞的东西。

就这些紧急事务而论，没有证据显示粤海关监督或者两广总督干涉了正常的商谈程序。只要获得了所必需的船牌，缴纳了关税，当局就会指派合适的官员去监督运作。只要外国人严格遵守法规，那么就留给通事去同清朝官员和苦力商谈这些特殊服务的事情。

解救一艘搁浅的船只，不同情况所需的时间从几小时到几个星期不等，所有人都必须各就各位，直到救援工作结束。除了常规报酬，所有参与救援的劳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救援结束时都会获得一种健康补贴。救援期间遇险船只要为所有参与救援工作的官员和劳工供应每日餐饮。加餐和朗姆酒能够让水手工作时间更长也更投入，但并不能抵消在救援结束之时应该获得的津贴。

通事和他们的跟班秘书会记下详细的开销。他们要使所有参与救援者（包括他们自己）获得应有报酬，这才不会招致清朝官员、士兵、潜水员或者舢舨夫的指责和抱怨。在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和外国大班则需要不断了解整个救援的最新进展，因此，通事和买办的船总是忙于往返广州传递“快件”、各种口信、常规信息等。这种场景与广州贸易史呈现出来的情况不同，政府官员对这些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例如1772年8月1日，荷兰大班得知从巴达维亚来的荷兰船“瑞恩斯堡号”（Rynsburgh）几星期前在南中国海沿岸失事。荷兰人在行商潘启官的帮助下组织了救援队打捞部分货物。这种救援行动必须得到中国当局同意，也需要通事去申请必要的许可。

不同于其他那些单独支付各次费用的例子，荷兰人与清朝官员就打捞救援失事船只达成一次特殊协定：清朝官员同意接受打捞货物的30%作为酬劳；30名潜水员的酬劳是20%；中国舢舨和帆船船主和船夫同意接受另外的20%作为酬劳，剩下的30%归荷兰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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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特殊协定，荷兰人避免了承受过去在类似行动中常要支付的高额费用。协议并没有保证能够打捞起足够的货物来支付费用，因此把打捞任务转包下去意味着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不会有损失，反而有可能获得30%货物价值的收益。1772年后荷兰人多次把中国打捞队送到“瑞恩斯堡号”失事地点，无论对潘启官还是通事而言事情仍需进行。一些年后船只才彻底瓦解，剩下的货物也被海水和蚝腐蚀破坏得非常严重，水中大量鲨鱼出没，好些个潜水员丧生，所有这些都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78年1月放弃了打捞行动。

整个打捞工作持续了5年之久，得到了粤海关监督的支持，他们可能也会拿到一部分打捞货物作为佣金。
 
[38]

 “瑞恩斯堡号”的例子显示，粤海关官员对此类事务的处理是相当灵活的。只要是不会牺牲或者威胁广州政治社会和谐的合理提议，或者不会引起朝廷最高统治者怀疑的提议，都是可以讨论、商谈和安排的。

通事还需要协调其他一些事务，这些事务也能够反映粤海关监督的职责。广州时常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警，外国人就必须求救于通事。
 
[39]

 大火威胁到每一个人，外国人常常会跑到火场主动提供协助。他们会在商馆里放置水泵（称为救火车），中国商人也会从外国人手里购买灭火的水泵放置在自己的商行里。一旦商馆邻近地区发生火警（外国人不准进入城内），商馆区的每个人都会拿着自己的灭火器冲到火场，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会提供协助。

1773年2月7日下午6点钟，商馆附近发生火灾。商馆区所有中外人士整夜都在努力救火，直到第二天早晨5点半大火才最后被扑灭。大火一共烧毁了300～450间房屋，很多外国商馆和中国商行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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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7年2月8日凌晨3点发生了另一起火灾，摧毁了300～340间房屋，再次对不少商馆和商行造成了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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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年12月18日下午4点发生的火灾将四五十间房屋烧成灰烬。
 
[42]

 三次火灾都可以见到中外人士同心协力扑灭大火，通事则在场协助巡捕维持秩序。

然而，有时中国官府要求通事去阻止外国人插手某些事务。1778年12月22日凌晨3点半，一场大火烧毁了80间房屋。此次没有见到外国人来帮忙，因为缘于几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粤海关监督关闭了贸易，把外国人圈禁在商馆内。
 
[43]

 在这种情况下，通事就必须确保外国人待在商馆内不得外出。

紧急情况时大家的压力都特别大，气氛十分紧张，疲惫的工作加上缺乏睡眠，使人的脾气和忍耐力都十分有限。清朝官员和外国人都急于快速控制局面。财产、利润、名誉和生命都受到威胁，通事的一个小小错误，比如误解了官方的一个指示就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当事态变得严重时，不同团体之间就会出现大喊大叫、谩骂和互相指责的事情。通事就不得不疲于奔命，在中外之间恰当转换消解这些愤怒的话语，同时还要给粤海关监督和西方大班送去正面的报告。在所有牵涉外国人的紧急事务中，通事都工作在一线，他们必须尽其所能阻止事态失控。

除了这些危机，还有一些诸如清朝官员和外国人都出席的聚会等日常事务也需要通事组织。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事情看到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所关注的诸多事务。朝廷官员有时会到广州巡视，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任职和离职时刻，邻省官员履新途经广州，诸如此类显赫人物出现的场合都必须给予高规格地、恰如其分地迎来送往，所有这些事务都是通事必须承担的。

1738年12月3日，通事通知所有大班，第二天北京的两位钦差大臣——巡抚和总督将要抵达广州，所有西洋船只必须做好迎接准备。外国船长也得到通知，当两广总督随行人员经过停在黄埔锚地的西洋船只时，所有西洋船只必须鸣礼炮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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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天后，通事再次四处奔忙通知所有外国大班和船长必须去参加一个为即将卸任的两广总督举行的特别告别晚宴。
 
[45]

 晚宴在广州“接见大厅前的大广场”举行（也许是粤海关监督或者巡抚驻地）。除重要清朝官员和商人外，共有29名欧洲人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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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骑着马，率领一众步行的随从和仆役进入广场。总督及其随从进入大厅之后，外国人才被邀请进入大厅。总督跟外国人互致问候后，所有人才可以落座。主人准备了一场悲喜剧的戏剧表演来娱乐客人，然后总督“用中文发表了很长的致辞”，通事把总督的致辞翻译成英文。
 
[47]

 在总督最后简单的告别讲话之前，大家互相敬酒。总督告别时表示“非常荣幸”能出席这个场合，他心里清楚所有外国人“都是好人”，并预祝所有人回程都能够“顺风顺水”。总督热情洋溢地表示感谢后就上马离开了，大班祝福他健康长寿、前程似锦。当然通事必须当场为他们翻译这些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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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对通事和地方官员而言肯定是非常紧张的。通事充其量只具备基本的语言技巧，他们不断地面临考验，要把这些即时的交谈正确翻译出来。出席这些场合的都是重要人物，不能出现丝毫差错。对于外国人而言，这些礼仪同样令人紧张，中式礼仪对他们而言看起来十分奇怪，他们不得不密切注意中国人的正确做法。当然外国大班也想让广州地方官员满意，都非常体面地表达敬意。良好的表现能够使他们与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也许会在需要的时候或者困难的时候对他们有帮助。

即使那些下层官员和普通水手都会觉得紧张，他们必须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否则必须承担后果。1738年曾举行过各种不同的仪式，这对一些外国音乐演奏者而言尤其困难。几个场合表演之后，丹麦人报告说他们的一个号手失踪了。第二天，他们得知早在一个星期前，这位号手已经与一位瑞典号手跑到澳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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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通常尽力利用这些场合来提特殊要求或者投诉某件事。他们有时要求通事转呈他们的请求，这些情况通常让通事处于危险处境。比如1739年2月2日，荷兰人通过通事向两广总督呈交一份请求，请求他过问荷兰人申请船牌的事情（由于他们还没有支付货物应交纳的关税，粤海关监督扣押了他们的船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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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人避开粤海关监督直接向总督请求的举动，使通事与粤海关监督的关系非常危险。

对通事而言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有责任处理与所有外国人的需求相关的事务，并转呈他们的请求；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与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通事拒绝转呈请求，外国人就有可能寻求其他方式呈交他们的请求，比如强行闯过把守城门的哨兵，直接去到两广总督驻地投诉。这样的话，通事、行商和广州地方官员都会陷入尴尬境地，他们会因没有在事情不可收拾之前解决好而遭到上级的指责。通事和行商有时会成功地在各种势力之间保持平衡，有时他们也做不到。这些会使地方官陷入危险境地的事情，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在中国官府和外国人之间充当中间人，通事有时还被中国官府当成替罪羊公开羞辱，以向外国人施压，迫使他们妥协。1763年5月7日，荷兰人提到“三个领头的通事之一星官（Sinqua）被抓了起来”，迫使欧洲人立刻迁往澳门。外国人继续拖延时日，结果另外两个通事也被抓进了监狱。

有时官府会把通事、买办等人戴上枷锁，列队穿过商馆区，让外国人看到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也会有同样的下场。然而这些看起来残酷的措施，实际上还是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用来晓谕外国人以遵守其命令的相当温和的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的是表面挟迫威吓，而不是使用武力。这些事情给通事和行商造成了极大困扰、不安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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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1842年广州体制解体之后通事的作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在广州体制时期所做出的贡献。正如前几章提到的，买办仍然承担他们的部分工作，诸如在外国人、清朝官员、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通事仍然对海关规定有很多了解，但是由于在条约体制下很多程序都发生了变化，买办和外国通事（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很快就学会了自己去处理这些事务。

广州体制解体之后，五位广州通事很快被粤海关请去协助谈判新条约。他们协助起草新的形式和文件并设计新的程序。需要的话，通事仍然能够获得船牌和当翻译，但由于他们并不能流利地说、写、读任何外国语言，在新贸易环境下能够做的事情就很有限了。他们传统上依靠广州英语，现在则变成为一种局限而不是资本。19世纪40年代，广州、澳门和香港有几个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他外国人已经学习了官话。既然他们现在不再被禁止担任翻译工作，他们很快就抢了通事的饭碗。

很多买办成了独立门户的商人，他们通常会讲一些外语，至少会讲一些广州英语，也能够读写汉字（图4-4、图5-3），并不需要通事。1863年卫三畏这样描述广州通事：“他们已经被近期的变局彻底打垮，大多数成员已经在普通贸易的部门找到工作，他们原来的熟人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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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784年美国船只“中国皇后号”的收据

说明：收据上有买办亚有的笔迹。

资料来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藏，档案号：John Green，Receits，19r。

绝大部分前广州体制时代的通事，要么被某商业机构（中国的或者外国的）雇佣，要么被官方机构雇佣，比如粤海关衙门需要他们协助处理某些内部事务。他们已经不用再充当中外贸易的主要中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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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对原来贸易方式的必要改进。广州体制时期通事在外国船只停泊黄埔锚地的3、4个月里是免费服务的。有一些薪酬按月支付给通事，但通事个人的酬劳一般都在所有货物都装载好，船只准备离开时才收取，这种做法极大地促进了贸易顺利稳定地进行。然而1842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国船只不得不在要求某项服务时一项一项付费，这给外国人造成了极大不便。1863年卫三畏提道：

在现有体制运作之前，广州的做法是所有种类的关税和费用都是在船只装载好了货物准备离开的时候支付，通事会处理这些事务，计算出数额。这样航行计划很少被一些细节阻碍，现在外国人必须自己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中国国库收入却遭到损失，谁也不应该抱怨这些保护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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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章讨论了广州体制期间通事的日常职责和工作，这有助于我们确定贸易范围。早期通事使用葡萄牙语跟外国人交流，到18世纪30年代他们采纳了商人的语言——广州英语。尽管广州英语混杂了几种不同的口音，但广州所有人都转而使用这种语言的事实显示，广州的环境以适应贸易为主，并体现出灵活性。但这也意味着通事没有能力把每样东西都准确地翻译出来，广州英语最多能译出个大概。虽然如此，这却使管理者很满意，他们只需要与外国人进行这样的沟通，双方理解的程度只要能进行贸易就可以了。

这种沟通除了满足商业需要外，从来都不会有其他商业之外的需要，这也是贸易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准确详尽地翻译外国人的投诉是很危险的。教外国人学习中文是死罪，反过来也是死罪。如果中国人熟练地掌握了外语，那是给官方制造了麻烦。这样，广州没有出现专门学习外语的正规学校，尽管有很多机会可以这样做。社会和政治的压力使中国人只能学习广州英语而不顾其他。对广州英语的依赖使通事在条约体制时代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新形势下需要更高的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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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解广州外国船只数量与通事数量，我们知道贸易管理并没有使两者数量成比例地增加。通事得到允许可以把船只转包给低级的通事处理，这样每一个通事就可以照顾更多船只，这使他们收入增加，但也使权力下移。然而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阻止上层通事数量成比例地增加。如果这样的话，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在朝廷眼中看起来会更称职。但结果却是粤海关监督不得不默许通事在履行职责时，采取一些相当灵活的做法。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使贸易费用增加透明度，也有助于我们拼凑出通事的形象。反过来，整个贸易季节通事用自己的资金运作，要等到船只准备离开时才能够获得报酬。但是依靠信用来运作是使贸易有效进行的好办法，这样做也得到了粤海关监督的认可。贸易稳定进行，但是在通事的支出中划出了一些诸如买办费的收入进了他们自己的钱包。这些例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贸易运作机制下层逐渐失效的情形日渐增多。

最后，广州体制瓦解后通事的角色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在体制瓦解初露端倪时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从这些变化我们看到，诸如商馆买办等一些人也能够承担广州体制期间通事的一部分功能，只是他们当时没有得到许可。通过不断调整和重新分配通事和其他贸易相关人员的职责，粤海关监督就有可能更有效地适应贸易的扩展而不丧失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做这些决定的权力，这也是贸易的另外一个限制。

既然我们已经勾勒出贸易的管理架构，下一章我们将转向一些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及其变化，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得贸易体制更加有效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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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政措施及其弊端

海关设立之初，粤海关监督就改变了许多通关手续以帮助他们控制、监管走私与腐败。1731年，军民府被转移至前山，并负责为引水人、买办、通事等发放执照，这些都是让管理更加严密的措施。1744年，首个澳门同知设立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
 
[1]

 这些措施把澳门和整个珠江三角洲置于更密切的行政控制下，相应来看也为调控商业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性。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继续尝试使用其他方法和策略，以更好地控制贸易。粤海关监督非常清楚有些海关官员一有机会就会接受贿赂，让商品无须申报和“逃税”。这是外国人能获得更多丝绸配额的方式之一。尤其是荷兰人、瑞典人和英国人，经常采用贿赂海关胥吏的方式以获得更多丝绸配额。
 
[2]

 那些售卖纺织品的中国行商则负责暗渡陈仓。
 
[3]



这种破坏丝绸贸易规定的做法成为一个难题，以致到了1759年税馆管理者采取了一项大胆的举措，即向所有外国船只收取“每船100（西）元以作为出口丝绸贸易的特权”，而不论其是否走私。
 
[4]

 英国和丹麦大班向新总督投诉这种新做法。丹麦人当年没有走私丝绸，他们对缴纳这笔莫须有的费用感到愤怒。他们的投诉导致黄埔与广州之间3个税馆所有的海关胥吏被逮捕。一些胥吏设法逃到下游，但最终还是在澳门附近被抓。
 
[5]

 这种打击仅取得表面的效果，几个月后在对英国船只进行了检查时，海关胥吏还是发现了船上装载有黄色和深红色的丝绸，这些颜色为皇帝独享，是严禁出口的。
 
[6]



1759年对腐败进行打击之后，重获的利益促使外国大班向两广总督呈递了一份长长的投诉清单。他们提出的要求除了不再缴纳这笔费用给税馆胥吏外，还包括撤掉买办的佣金，取消给皇帝的规礼（每船缴纳1950两），并结算所有中国行商未偿还的债务。除了逮捕所有税馆胥吏以及解决行商的债务问题，其他要求看起来最后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这些收费都是合法的。

从早年的贸易来看，粤海关监督一直对官印船运送货物到黄埔进行严格监管，并更加严格地控制这些船只的往来。18世纪50年代末18世纪60年代初，丹麦人和荷兰人都试图获得每日可以从每艘船只卸货4趟到舢舨上的许可，但粤海关监督只允许两趟。
 
[7]

 限制载货舢舨是防止走私的一种方式。

1766年7月，税馆胥吏抓到了一名丹麦船长和一名英国的船长，他试图用一只来自澳门的中国舢舨走私钟表等物品到广州。这招致更多外国人的投诉，他们呈送抗议信给两广总督，提醒总督东印度公司官员很久以来就获得了他们在通过税馆时不受干扰、畅行无阻的权利。换言之，官府不必太在意走私，牢记大家的权利就好。
 
[8]



18世纪60年代后期，粤海关监督强制要求每艘官印船上必须有一位自己的亲信跟船。正如所料，这一新政策极大地阻碍了贸易的平稳和适时进行。外国人往往不得不等待数日，以待他的亲信空闲之后，他们才可以将货物运送到黄埔港，这又引发了诸多怨言。目前无法确定这项政策维持了多长时间，在以后的记录中这种情况并没有作为一个常规问题再次出现。这项措施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它无法适应贸易要求时间效率。

18世纪70年代粤海关开始采用其他规定，以确保所有进出口货物都缴纳了适当的关税，以及破产商人拖欠政府的款项得到征收。1772年粤海关监督废除了过去的做法，即允许处境窘迫的商人在下季度开始前缴纳进出口关税（即到期后五六个月），改而要求所有关税必须在发放船牌之前缴清。这当然把巨大的财政压力施加到了势力单薄的行商身上。自公行解除了垄断以后，行商一直忍受着降价的痛苦。为了按时缴清关税，有些行商被迫向外国人借高利贷或垫款，使他们陷入负债的境地。
 
[9]



行商竭力劝说粤海关监督回到旧政策，但没有成功。这项新措施与粤海关监督在18世纪40年代加强港口费征收的做法是一致的，也使得按时征收税费显得很有道理。然而这也导致了在18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更多行商破产和积聚庞大债务的情况。
 
[10]



即使在最好的年份，生意对行商而言都是有风险的，粤海关监督从未设法提出有效减少行商生意失败的措施。行商可以在其日常交易时预先准备一些必需的费用，如付钱成为保商、代缴进出口关税，以及进贡无处不在的“稀罕物”等费用。

贡品的开销要求行商从外国人手里高价购买钟表及其他奢侈品，再将之以低价格或直接作为“赠品”提供给粤海关监督与清朝官员。这些物品的成本可能每一年都会有显著不同，这取决于当年可以获得什么东西，或者主事的粤海关监督是否打算来一次北京之行。行商知道他们不得不购买这些赠品，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预料价格，但最终的金额总是一个问题。

对行商而言，广州官员处理债务的方式是明显的不利贸易的因素之一。官方严禁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但由于贸易增长离不开资本，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对这些交易一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1]

 当中国行商破产了，其个人债务会一并转嫁给他的生意伙伴、家人或行商群体。一个商人的欠债不会被免除或一笔勾销，这样做可能对贸易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影响朝廷的收入，而且在中国遭受亏损的外国人不太可能会再来贸易。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解决债务的方法，行商群体就得为其承担责任。他们首先得缴纳政府的收费及关税，然后再还清外债。

在处理债务偿还的时候，粤海关监督对外国人比中国人要宽松且包容得多。处理债务的方式有多种，粤海关监督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忍耐力进行试验。一个古怪的例子很清楚地表明，在中国，外国人在强迫收债方面比中国人自己有更多的手段。

1779年，英国散商亚伯拉罕·莱斯利（Abraham Leslie）无法从破产行商陈科官那里全额收债。于是他手持装有子弹的手枪，在几个来自孟加拉的摩尔人（印度水手）的协助下，带着三四只大狗强占了陈科官的商行和商行里存放的所有茶叶和瓷器。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门上方，并在门上悬挂一面蓝色旗子，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莱斯利，一位英国商人，接管了该商行直至债务还清”。
 
[12]



莱斯利霸占了陈科官的商行达半年之久，直到如其所愿清偿所有债务，但他仍持有其他商人的债务。1780年，他纠集一伙人强占了泰和行，这是破产行商颜瑛舍的商行。颜瑛舍因负债累累被发配伊犁，官府查封了他的商行。
 
[13]

 莱斯利撕掉了禁止进入的官府封条，并再次贴出告示称打算占领该行直到债务还清。他取下门前有“泰和”字样的灯笼，并挂上了写有他自己中文名字的灯笼。一位中国木匠帮助他写了汉文，后来这位木匠被官府戴了镣铐。之后莱斯利挂出了一则英文广告招贴，上写“客房出租，价格合理”，称用租金作为赔偿金来抵颜瑛舍的债务，很快一位英国散商船长租了其中一间房。
 
[14]



莱斯利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资深外科医生，但在收债问题上他没有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充分支持。他早先一些过激的行为迫使粤海关监督安排偿还陈科官的债务，他现在又希望事情照旧解决。不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同意他坚持的所谓“宣称比其他难兄难弟要满意十倍”的偿还。这一次他的要求超过了清朝官员可以容忍的程度，他被捕并被移送到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看管的囚犯。几年后莱斯利被流放到加尔各答，很不体面。在加尔各答，他会向任何愿意听他经历的人诉说自己在中国的遭遇。
 
[15]



莱斯利可能认为他遭到了不公平和严酷的对待，但是如果中国行商以这种方式对待任何一位外国人，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会毫不留情地处理。他们不仅会把这种行动看作是企图扰乱广州的秩序，更有甚者，他们会将之看成海盗行径或谋反。这种行动肯定会让该行商沦为阶下囚，甚至可能判处死刑或流放伊犁。

粤海关监督还会在西方大贸易公司向中国人讨债时进行调解。18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荷兰东印度公司赊账给一些行商。虽然该公司在1794年破产后再没有派遣船只到中国，荷兰大班仍然每年到广州来收债。他们在淡季搬到澳门次年返回广州。从1795年到19世纪20年代，荷兰人仍然进行了一些贸易，但他们去广州的主要目的是收取行商未清债务的利息和本金，粤海关监督允许他们这样做。
 
[16]



英国人的公司也是相当成功地通过广州传统的法律途径讨回了债务。有些公司，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拒绝卷入追讨私债，但其他公司如瑞典、丹麦、法国公司等经常强占行商财产“来解决其国民的私人债权”。
 
[17]

 有时散商出售其债权给公司，因为后者有更多的手段来追讨债务。

该体制的另一个缺点是地方官员的定期“敲诈”。如果行政经费和预算不足以满足眼前的需求，行商商馆则是当局找钱的首要选择。通过行商缴纳的进出口关税的记录，粤海关监督就获得了解每位商人总收入的渠道。这些数值让他们可以大略推断每位行商能够“进贡”的数目。皇帝和广州的高官需要特殊上贡，如发生饥荒、洪水，或者建造、修缮沿江炮台，筹措军费等时，行商就会被如期传唤到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跟前。

这些进贡可以通过正常的政治策略和艰辛的讨价还价而有所降低，但是如果行商认为他们能够一毛不拔地脱身是不切实际的。粤海关监督有很多手段对付行商，每位行商都需要他们的审批才能做生意。如果粤海关监督不满商人的表现，他可能会收回交易特许权，或者只允许他们使用小型船只交易，降低其获利的可能性，从而迫使行商履行财政义务。大多数情况下行商在当地是无力对抗官府的。他们可以尝试上诉到中央朝廷，但这种举动若被当地官员发现，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麻烦。
 
[18]



因此当官员找上门来索要上贡费时，最好是与他们达成尽可能最佳的协议并和谐相处。如果商人设法达成的协议对他们来说比对官员更有利，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商人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上贡费。因此对商人的个人利益来说，应该服从当局要求，而不是让自己容易受到心存不满的粤海关监督或两广总督的恶意刁难。让商人破产对官员政治利益也没有好处，贸易受挫他们也会遭到谴责，这样商人也会有某些影响力。

公行垄断在1771年瓦解后，行商试图处理意料之外的规礼和抽税。他们建立了一个商人组织，所有行商捐款开立一个名为“行用”的帐户。公行时期就已经有类似的安排，但现在所有行商只需向账户捐资，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对他们贸易的某方面进行规范。行用账户上的资金用于官方抽税、贡品等支出。有时，破产行商拖欠的债务、港口费、关税等也都由行用账户缴纳。这一政策有助于为行商的贸易建立一些保障和提供一定的可预测性，因为行用由所有行商平摊且金额固定，是能够从商品价格和预算中计算和运作出来的。

然而，行用的问题在于粤海关监督越来越依赖它。他们把它看作是所需资金的来源，一有需要就从中榨取，这意味着不用多久需求就会压倒供应，资金很快就会出现短缺。于是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就会被迫回到“进贡”的老路。18世纪70年代后期行商再次承担破产行商的债务。承担债务的问题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
 
[19]



另一种降低风险的手段是捐纳，行商可以获得官衔。捐纳为行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尊严与安全感。当拥有某种官衔的行商由于债务问题等受到指控时，他能够以拥有的官衔恳求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或皇帝的仁慈。官衔本身可以抵消部分惩罚。如果行商设法从经济失败的处罚中恢复过来，挽回了自己的声誉，他还可以尝试再次捐纳。
 
[20]



尽管有这些保障和降低风险的措施，但相比外国人来说，行商资本仍然缺少保护。中国人被禁止出国，他们不可能在外国债务人所属法院有效追讨外债。例如19世纪初期，潘长耀（Conseequa，崑水官）通过美国法院试图追回美国人欠他的款项。尽管他聘请了美国律师，甚至设法（非法）派遣了一些中国人到美国作为代理，但他还是未能追回任何款项。
 
[21]



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行商很难在广州积累财富，遑论传之后世。行商未经允许不能私自退出贸易，倘若有幸获得官府批准退出，他们得向官府缴纳高昂的费用。
 
[22]

 亟待有明确的政策来规范债务废除和抽税（包括行商退出费），这样行商才能够保护其利益，预测其未来的收益，并预留足够的资本来进行贸易。他们必须得到保证，无论他们的谈判能力如何，他们累积起来的资本不会毫无防备地被剥夺，而是可以允许一代一代地增长。但是，这种政策不适用于广州体制，缺乏其他有效的措施给予安全感，意味着充当行商总会冒一些风险。

1774年开始了另一项协定，强制要求每一艘船的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保持平衡。这种做法早在18世纪初就已经是贸易的一部分，并且成为监控走私活动的有效方式。粤海关监督非常清楚，可以购买的出口商品数量受限于进口商品的数量（含白银）。如果进口超过出口，则表明有部分资金被用来购买未被记录在册的物品。如果出口大于进口，则表明一些进口商品（含白银）是通过走私进来的。出现这种情况，行商要为任何未能抵充的资金承担责任。
 
[23]



即使在广州体制早期，粤海关监督就已经密切关注运上岸的白银了。把白银从船上转运到广州的许可证上列明了箱子的数量及其重量。从船上卸下来之前箱子要称重一次，到码头再称一次，以确保白银在途中没有被偷。粤海关保存了一份白银装卸数量的记录。
 
[24]



在这项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年，保商花费了许多时日去与粤海关监督交涉那些据说被拖欠的税款。行商不得不陪同粤海关监督的手下登船，请他们巡视船上绝对没有存放哪怕一个额外箱子的空间，以此证明没有任何东西是未申报的。然而，无论船上是否留有空间，这都与他们的货物平衡无关。虽然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对付走私，同时也确保进口量不超过出口量，以帮助中国保持对外贸易总体平衡（白银被认为是进口商品）。
 
[25]



广州体制时期，可能没有其他政策比持平进出口量的政策在外国记录中被越来越误解、歪曲和误报。大多数外国人不知道粤海关监督为什么扣留他们的船牌，并索要更多的钱。他们抱怨不断，经常指责粤海关监督不公正地拖延他们。然而平衡进出口量，扣留船牌直到缴纳了差额，这是清理腐败的政策，而非增加腐败的措施。

1775年，粤海关新增了一个程序，即要求引水人当着粤海关胥吏的面丈量外国船只的吃水深度，之后船只才得到许可航向下游的虎门。显然，有些船只装载仅半满的时候便准备离开，粤海关监督对此现象持怀疑态度。
 
[26]

 如果船只通过了粤海关的察验，一两天之后就会获得离开的许可。这项要求后来改为只针对那些已经卸下了至少“六千担货物”的大型船只。
 
[27]

 这样便于粤海关监督找出哪些船只准备离开，因为这些船只有装载到船上的货物担数的流水账。

除了这些举措，粤海关在控制澳门和在华外国人方面也有了另外的改变。定期发布禁止基督教传教的法令；如何处理那些被指控对中国人实施了犯罪的外国人的方式也发生变化，反之亦然。许多问题都与贸易行为的日常运作有关，因此不在此进行讨论，读者可以自行参考已有相关研究。
 
[28]



随着来华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对粤海关监督来说要监察所有官印船变得困难。于是，粤海关逐渐发展出一种体制，即在某些特定的日期才发放牌照和发送舢舨。进出口关税也要在每年和每月的固定时间缴纳。到了19世纪20年代，所有进口品的关税应在农历9月25日缴纳，出口品关税必须每5天缴纳一次（即农历每月的3日、8日、13日、18日、23日、28日）。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政策何时开始，但它的确很利于管理，3或8结尾的那天都要缴纳关税。每月的朔望，粤海关监督都会到天后宫进香，这个时间表很好地解决了与其他活动的冲突。其他的工作，诸如发放牌照、称重、查验商品等，也安排在定期间隔的固定日子里。
 
[29]

 粤海关监督制定了所有这些政策，增强了自己对海关网络下层的控制。

另一项举措是规定所有外国人必须通过西江水路前往澳门。广州体制最初几十年里，那些去澳门疗养或避开广州炎热夏天的外国人都可以作为一名船员或水手，搭乘任何外国船只离开黄埔锚地沿珠江顺流而下。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外国人要去下游的唯一合法途径是申请租用舢舨的特别许可，他们不再允许搭乘舢舨通过虎门，而只能走西江航线。
 
[30]



西江上的行程需要花几天，舢舨配有卧室、餐厅、厨房设施和存放行李的地方，设计得适合外国人居住。外国人可租用的运输舢舨数量有限，这些舢板以广州为总部，粤海关监督可以了解它们的行踪。此外，经营这些运输工具的中国海员被严密监控。如果外国人想从澳门来广州，他们必须申请一个派遣舢舨去下游接他们的许可。他们不能搭乘其他任何中国船只。

荷兰人给我们留下了在西江上航行的通关费及缴纳费用的最完整记录。数据涵盖范围从1763年至1816年，仅缺少其中几年的数据。这些数据为我们认识海关运作提供了独特视角。海关运作的记录并不总能在档案中找到，因为西江与主要商品的运输和进出口货物无关。表6-1列举出了9项必须缴纳的通关费。这些费用是根据珠江上行驶舢舨的数量确定的。

表6-1 西江上澳门与广州间的关卡

[image: ]


图6-1列出了荷兰人于1765年在每个关卡缴纳的金额。这份文件并没有全部显示上述列表中罗列的所有关卡，因为有时两个关卡会合二为一，例如Hatschap的收费包括在香山关卡的收费中，而长洲岛收取的通关费则包括在小溪关卡的收费中。
 
[31]

 除了这些收费，外国人还得在广州或澳门税口缴纳“行李税”。这是对每只舢舨非常简单的计算，取决于船的大小及其承载量。然而有时行李是根据重量收税，给箱子称重会消耗更多时间，同时还要额外付酬劳给称重的人及其随从。
 
[32]

 这种行李税在广州和澳门被称为“官吏费”，不过澳门的行李税有时也被称为“码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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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765年荷兰大班在广州与澳门间航行支付的西江通行费与其他费用清单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VOC 4398。

经由西江前往广州的通行证被称为“上省执照”。图6-2所示是1792年发给瑞典大班及助手返回广州的执照，他们这一群人的名字都写在通行证上，须盖有海关官印才算有效。外国人完成行程后执照得上缴，海关胥吏会用红色墨水在执照上的特定部位写上一些文字，执照便不能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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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1792年发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及其助手的许可证

说明：这种通过西江去往广州的许可证通常称为“小船牌”。

资料来源：葡萄牙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东坡塔档案馆）藏，档案号：Chapas Sínicas，T164。

去澳门的通行证被称为“下省执照”。这些许可证通常被外国人称为“小船牌”，以区别于“大船牌”（尺寸要大得多）。亨特指出海关胥吏会记录下外国人到达每个税馆的日期和时间，可能写在行程所需的其他三四个文件的其中之一上。
 
[33]



西江上的海关胥吏偶尔会利用他们收取通关费的权力随意多收费用。法国人在1765年就已经抱怨这些敲诈行为，到18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抱怨。粤海关监督派遣一位官员跟随他们，以杜绝税馆收费过高。这项举措取得了一些效果。例如，1780年外国人必须缴纳一笔额外费用以支付官吏的开销，但是通关费的结余足以抵消这些费用。
 
[34]

 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项举措只对西江沿途海关胥吏提出严重控诉时才会使用，只要海关官员不在场，就会多收通关费。

据丹麦人1785年3月报告，从广州到澳门的行程他们花费了600西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28西元。
 
[35]

 1791年，英国人抱怨此行程的费用是他们1772年缴纳金额的9倍；1793年，在海关官员陪同下英国人进行了同样的旅程，与上一年相比他们节省了40%的费用。
 
[36]

 1796年8月，当英国人准备返回广州的时候，西江沿途关卡收到粤海关监督的严厉指令不能敲诈他们。
 
[37]

 但是荷兰的记录表明尽管采取各种方法努力遏制，但税馆的收费仍持续上涨。
 
[38]



要求外国人沿西江行驶，粤海关监督能够比旧政策时期更容易控制外国人。旧政策时期外国人可以随意地离开。新政策还让西江上的海关官吏有了一项新的收入，这可能有助于粤海关的整体预算。不过新政策也为敲诈提供了新的机会。

广州体制的另一个弊端是大船占据很多优势，而小船则备受歧视。东印度公司船只吨位通常至少450吨，后来的船只规模更大。到18世纪70年代许多船只都超过了700吨；18世纪90年代超过800吨；19世纪前十年则超过了1100吨。19世纪20年代，大多数公司船只为1200～1600吨。直到18世纪40年代，东印度公司船只和散商船只的规模差不多；而到了18世纪80年代，多数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规模是散商船只的两三倍，甚至4倍。由于大船比小船更受益于广州体制，东印度公司的共同利益与散商的利益最终产生了分歧。

以1799～1801年这几年为例，我们来看看贸易公司和散商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在这三年里，到达广州的66只美国散商船只平均305吨。
 
[39]

 德米尼估计这3年在广州的英国散商船只平均为499吨。
 
[40]

 美国商人与英国散商船只有108艘，总量是41310吨。
 
[41]



1799～1801年，只有54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广州，但总容量有60426吨，比所有散商船只的总容量还多1/3。
 
[42]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散商的支配地位也持续到一些年之后。马士的研究揭示了1818～1833年美国和英国从广州出口的总量，美国是103255875西元，而英国是265273865西元。美国贸易总量始终大约只有英国的1/3（39%）。这表明吨位估价与货物价值估算相当一致，而且这是一种可用来评估每个群体对广州贸易总量影响力的方法。
 
[43]



1799～1801年只有15艘其他公司的船只来广州，共有17490吨。
 
[44]

 我们把这个数字添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三年的数目上，得出了77916吨的数量，同时期散商贸易总量则为41310吨。显然，大型贸易公司在广州是影响广州夷务管理的主导力量，这种情况直至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结束中国贸易为止。我们可以了解在大型贸易公司的保护下散商仍不断地减少的原因。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型船只主导了贸易。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及其他国家的商人在1806～1820年继续偶尔派遣私船到广州，但通常是小船（除了1820～1833年丹麦亚洲公司的船只）。
 
[45]

 荷兰公司被称为荷兰贸易公司（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1825～1849年派遣了许多船只到广州，但都是一些400吨的船只。
 
[46]

 其他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主要是印度和美国的散商，他们没有组织类似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统一贸易公司，大部分船只规模很小。即使是荷兰贸易公司的船只，在广州由荷兰领事馆代表，而不是由公司主管代表，这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或旧时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非常不同的。

改变港口费并不符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而是对小型船只有利。事实上，这些利益冲突直到1834年才结束，散商从此以后成了主导力量。我们分析这些数据时，这些差异体现的深度就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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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1722～1842年1470艘外国船缴纳的港口费分布

说明：1774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吨位不太准确，即使是那些规模更大的船，都常规地登记为499吨或更少。申报登记时刻意减少吨位是因为按当时规定，500吨及以上规模的船必须搭载一位牧师。搭乘一位牧师的不便以及开销就促使公司把吨位数人为压低。1772年这种规定被撤销，英国东印度公司立即列出了所有船只的真实吨位。因此，一些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吨位一夜之间上涨了50%。1774年是实际吨位列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记录的第一年，从那年开始数据更准确。1450艘船的吨数和港口费的数据获取自笔者著作，其他20艘船的数值是从奥斯坦德贸易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丹麦亚洲公司和美国档案及其他各种参考资料中发现的，数量众多故不在此列出，详见本书参考文献。

资料来源：Hosea Ballou 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5
 ，p.69 and vol
 .2，p.11；Christian Koninckx，The First and Second Charters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1731-1766
 ），p.159 n.26；F.S. Gaastra，J. R. Bruijn，“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Shipping，1602-1795，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Jaap R. Bruijn and F.S. Gaastra，eds.，Ships，Sailors and Spices.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ir Shipping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p.183；Paul A. Van Dyke，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appendix；GIC 7，VOC 102，DAC 105，EIC 1140，CFI 8，USA 48，SOIC 58，private 2.

根据这些船只记录得来的数据，显示了小型船只和大型船只花费的巨大差异。小于250吨的船只每吨缴纳10～16两；400～500吨的船只每吨缴纳6～7两；900～1000吨的船只每吨缴纳约4两；1400～1600吨的船只每吨缴纳2.5～3两。

图6-3显示了1772年至1842年在广州的1470艘外国船（公司船或港脚船）的港口税。根据图6-3中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该港口费占货物价值总量的百分比。货物的数据是从1730年至1833年在广州的172只外国船的记录中收集的。它们的出口总额高达31601969两，总吨位量为147449吨。这表明平均每吨货物的价值为214两。
 
[47]

 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值应用到上面的数据，那么对小于250吨的船只而言，港口费占出口货物价值的5%～7%；400～500吨的船只约为3%；900～1000吨的船只约为2%；而1400～1600吨的船只为1%～1.5%。
 
[48]



显然，大型贸易公司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持港口费的收费架构不变。减少规礼（第2章已讨论）会让所有人受益，因为这项费用每艘船的金额固定，但使丈量费与船只容量更相一致，这只会使散商较之贸易公司更具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直到大公司船只不再派船来华之后，在广州的外商才最终就贸易所需的变化达成一致。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成功地通过谈判，把规礼费从1950两（2708西元）减少至1600.683两（2223西元）。
 
[49]

 这能节省一笔费用，但对于较小的船只来说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税率随之增加了。
 
[50]



直到19世纪20年代晚期，外国人是通过口耳相传的信息、信件、报告，以及阅读已出版的中国游记获得关于中国贸易的信息。大型贸易公司对自己的贸易数据保密，但正如第5章指出的，货物数据和一些其他因素可以从广州通事处获得。每位行商的价格数据更难以确定，因为特殊的私人安排会影响支付价格。每艘船的费用可能差别很大，大部分的细节没有公开，因此一艘船或一位商人支付的费用比别人多还是少很难弄清楚。贸易公司船只清楚其成本是多少，但往往不清楚其他公司船只缴纳了多少费用。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贸易信息，而且每个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夷务管理体制如何运作有不同理解。

信息传播在19世纪初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外国人对于贸易是如何管理的理解渐趋一致。大清律例和法令的翻译由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与马礼逊父子完成，西方人对大清法律的结构了解得更加清晰。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该公司职员可以在这里愉快地阅读杂志、回忆录、中国商业指南及其他趣味读物。几年后马礼逊图书馆成立，所有订阅者都能利用该馆馆藏。到19世纪30年代初，前者馆藏不少于4300卷，而后者拥有2000卷。图书馆给这一时期参与对华贸易的商人提供了译作和书籍，这些能够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控制商业的政治与商业结构。不过，利用这些馆藏是受限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利用。

1827年11月，随着中国沿海第一份商业报纸《广州纪事报》的发行，知识传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很快，其他出版物相继创立，关于中国和贸易的大量而广泛的信息可供任何有钱购买的人阅读。这是中国贸易史上第一次不分公私，让外商都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其他人在贸易中所做的事情。
 
[51]



这些出版物也定期登载其他外部资讯，例如《孟买政府公报》（Bombay Gov. Gazette
 ）、《加尔各答政府公报》（Calcutta Govt. Gazette
 ）、《直布罗陀纪事报》（Gibraltar Chronicle
 ）、《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
 ）、《加尔各答快报》（Calcutta Courier
 ）、《马德拉斯快报》（Madras Courier
 ）、《孟加拉信使报》（Bengal Hurkaru
 ）、《爪哇报》（Javasche Courants
 ）、《印度公报》（India Gazette
 ）、《利物浦综合广告报》（Liverpool General Advertise
 ）、《里斯本纪事报》（Lisbon Chronicle
 ）、《京报》（Peking Gazettes
 ）等。曾在法国和英国的学术期刊中出现的关于中国习俗、宗教、社会、政治和家庭观念的文章，都会在这些广州刊物上刊载。
 
[52]



除了上述出版物，荷兰人和英国人保留了他们在广州贸易日记的副本以方便大班查阅。有了这些文件，广州这些刊物的编辑就可以让需要的人去查阅50或10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过去贸易的一些细节都被翻译和出版以方便大家了解。随着能够知悉所有这些新信息，广州外国人群体对广州当地、北京朝廷和国际环境的情况有了更充分的认识。
 
[53]



英文刊物上刊载的文字明确显示散商在三角洲的走私活动得到发展，部分是作为他们逃避广州沉重关税的一种手段。各级海关官员为了私利而纵容走私贩子，他们普遍都认为这种私利已经内化成广州税收结构一部分。在三角洲进行秘密交易并不难，因为清朝官员的纵容手段和方法都已经非常成熟，报刊媒体也可以让外国人群体随时了解到朝廷对走私的态度所发生的任何改变。另外，大型船只（大多是公司船）得到优待，能够承担继续沿江而上航行到达黄埔港的行动。报刊媒体将所有问题公开给大家讨论，有助于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垄断。

在华从事贸易的最后两个大型公司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丹麦亚洲公司，两者都是在1834年停止向中国派船。到那时所有外国人都成了“散商”，而他们至此已经非常了解贸易的发展史，也清楚了广州地方当局过去处理问题的方式和国际贸易的最新趋势。这种可用信息的开放很快导致了改变中国贸易新思路和新手段的产生。

但是，大清王朝并没有注意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继续依赖于广州体制。这些刊物大多免费提供给公众，甚至连行商也有订阅。外国人群体曾就出版其中一些卷刊的中文版进行过多次讨论，但除了行商外，这些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少兴趣。

事实上，常规和系统地记录外国人及其船只的唯一详细资料是船牌上登记的内容，以及那些在海关税馆之间来回传送的报告。不过这个文件没有包括很多变化中的国际环境的重要信息。图2-1是1742年颁发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哥德堡号”船长本特·阿斯克伯（Bengt Askbom）的船牌。

表6-2 1742年哥德堡号船牌的填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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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我们可能认为重要的信息似乎被忽略了。例如，大炮和炮弹尺寸细节没有记录，仓库中猎枪的种类以及射击和装载设备的任何技术改进信息也没有记录。大多数各国东印度公司船只上大型的炮（10～20磅）被放置在下层甲板，较小的炮（4～8磅）则置于上层甲板。18～20磅的炮几乎能够夷平所有珠三角中国炮台的外墙，而4～8磅的炮则没有什么杀伤力。外国步枪有了更远的射程，有更快更容易的发射装置，质量稳定，越来越精准和致命。获取这些信息对于清朝维护有效的防御至关重要，但当时他们未曾收集。

位于珠江三角洲每个海关站点的工作报告会定期呈报到广州，但这些文件很多并不可靠。报告中定期并系统地删除了一些重要信息，而且其他信息也被修改以便写得好看。当我们把这些记录与外国文献中的信息进行互证时，我们会发现双方内容有着严重的出入。这些报告通常记载问题的处理，不过记载的处理方式都缺乏广度和深度。下一章将更详细地讨论海关官员报告中的各种遗漏。这里仍需指出的是，大部分会影响贸易的重要信息都没被收集或报告。

要了解19世纪中叶西方军事方面的优势到底有多强，只须阅读一些当时有关鸦片战争期间英方军队进攻的记述。在许多交战中，英国人能够轻易地挺进并经常迅速击败清朝军队，尽管清朝军队也曾竭尽全力仿制外国武器。
 
[54]

 不过可能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威胁，因此西方军事优势的重要细节没有被记录下来。

西方技术进步加剧了他们的贪婪。1765年精密计时器（航行表）的发明使船长可以确定船只所在的经度，大大辅助了海上航行。除了有助于规避海难危险，寻找重要的淡水和补给地点外，这种仪器有助于他们保持航行方向。这样一来远距离航行变得更加准时、有规律和可预见。所有这些都是重大的军事优势。
 
[55]



船帆和光滑铜底船体的新式设计使西方船只更快、更灵活。
 
[56]

 特别是在浪涛汹涌的海域，使用了改进后的操控机械装置以及使用电镀铁（1815年后）和铁锚链代替麻质绳缆，能够提高船只的安全性和机动性。19世纪30年代，快船投入使用，其航行更接近风速，每年可以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往返三次。
 
[57]

 18世纪后期，发明不久的伸缩式望远镜很快成为往返中国的船只的标配装备。这成了西方势力在中国进行侦察行动的明显优势，在鸦片战争期间大炮在瞄准和射击方面也体现出明显优势。

汽船作为外国人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也被中国人忽略了。这种机械船只使西方人能够穿行于浅水河和溪流，这些水道是大型帆船无法进入的。此外，汽船本身有动力，不用依赖于风、水流或潮汐，而这些都是外国帆船和中国帆船航行必须依赖的因素。

1835年英国人曾试图用“查顿号”（Jardine）在澳门与广州之间推出汽船客运服务，但粤海关监督不允许。所有在广州的中方上层主管——行商、通事甚至引水人都对这种侵略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查顿号”是长85英尺的小船，吃水浅至6英尺，它不需要澳门引水人协助就可以在河流上航行，也不必等待风或潮汐。
 
[58]



“查顿号”到达虎门的情景非常奇特。该船虽然遭到清朝水师阻挡，但仍有约100位满怀好奇的清朝官员、士兵和随员借机登船并查看了发动机。“查顿号”第一次尝试航行至珠江上游被中国人阻止；第二次尝试也被挫败，中国船只在水面排列，珠江口的五个炮台也发射炮弹阻止。经过几个小时的炮击，“查顿号”及船上的13名船员放弃了航行。
 
[59]



官府对“查顿号”是汽船这一事实没有异议，但它打算运载乘客通过虎门则必须被禁止。然而这个事件应该是明显的迹象，表明虎门炮台毫无作用，用不了多久外国人可能会使用一艘如同“复仇女神号”一样的汽船，强行向上游航行。汽船的另一个似乎被忽视的明显优势是它可以牵引风帆军舰，并将其迅速放置在战略射击的位置，使军舰不用靠自己的力量航行。只需一艘汽船的协助，一支帆船舰队在沿海战斗中就会变得更加有效。
 
[60]

 中国沿海防御系统没有任何战略措施来防止外国人运用这些策略。
 
[61]

 “复仇女神号”于19世纪40年代初进行了大肆破坏后，清朝军官胡超坦言，他们之所以败给外国人，是“因为这些敌军拥有汽船、大炮及相关装备”。
 
[62]



清政府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迅速做出反应。朝廷迅速派遣官员去获取有关外国汽船的信息，并主动启动建造船只计划，用蒸汽动力改装帆船，以使这些船只拥有卓越的机动性和火力。清朝官员至此清楚地意识到水师无法抵挡这样的外来威胁。
 
[63]



然而在“复仇女神号”攻击前很久，广州的官员就可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但没有人注意。距离第一艘汽船“福士号”出现在广州已经过去十年了，其他数艘汽船也紧随而来，但粤海关和沿海海防官员将之等同于风力驱动的船只。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这些新的“追赶”举措开始采用时，外国人已经拥有一支汽船舰队可供差遣。清朝反应太迟缓，根本起不到效果，因此遭致了更大的损失。
 
[64]



许多其他大型外国汽船也相继来到中国。“响尾蛇号”（Rattlesnake）是一艘503吨的汽船，吃水只有10英尺，参加了鸦片战争。单桅桨汽船“雌狐号”（Vixen）1842～1846年行驶在中国海域，载重1054吨，吃水仅8英尺深。第一艘美国蒸汽纵帆船“麦得斯号”（Midas）1845年来到广州，吃水仅9.5英尺。“麦得斯号”每天往返香港和广州，运行时间只需16个小时，有时它还要带上另一艘帆船。
 
[65]

 蒸汽单桅桨帆船“愤怒号”（Fury）大概这个时候也在中国，载重1124吨，吃水仅8.5英尺。
 
[66]



就利润而言，由于需要燃料，运行一艘汽船更昂贵。不过汽船航行风险较低，意味着保险费率也随之降低。例如运载鸦片的汽船缴纳其货物价值的1%作为保险费，而帆船则缴纳2.5%。较低的保险费完全弥补了较高的运营成本。因此汽船在中国受到了鸦片贩子的欢迎。
 
[67]

 但清政府没有注意到这个新动向。

汽船吃水浅使它们能够在中国沿海的浅水港口进行有效但非法的竞争。事实上，1857年清朝水师封锁广州期间，一位外国人称：“自从河道被封锁以来，与广州的全部贸易都沿着澳门后方的水道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大路’（Broadway）（这是西江的另外一个名称）。”
 
[68]

 这种转移到西江的贸易只能通过浅底船只来完成，因为西江水域对于大多数帆船而言都不够深。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汽船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大部分货运和客运服务，完全改变了传统的驳运货物模式和沿江上下的客运方式。
 
[69]

 小型汽船吃水不超过6英尺，开发了珠江的许多支流，并开始服务于“两广地区的所有大城镇”。
 
[70]

 汽船也改变了传统的亚洲海运贸易。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很快由汽船承担，这项贸易对货品到达市场的时效性非常依赖。
 
[71]



19世纪后期，香港、澳门与广东之间出现了运输货物和搭载乘客的浅底汽船队，吃水都少于10英尺。
 
[72]

 到1914年，汽船可以在9个小时内完成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航行。
 
[73]

 汽船可以在吃水深的帆船也能行驶的河流上运送大量的商品，小型风力或桨驱动的船只无法在速度或经济规模上与之竞争。汽船很快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水上交通。长期居住在广州的卫三畏后来评论到，曾经停泊着数以百计世界上最伟大帆船的旧黄埔锚地，“自从汽船开始了他们珠江航程，这里就变得几乎荒芜了”。
 
[74]



广州体制建立在吃水深的帆船运输基础之上，这些船的航行必须经过一条长而浅的河道。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进行控制，控制珠江的导航（澳门引水人）以及深入通道的入口（虎门）就控制了贸易。140年来，珠江自然条件的局限有利于粤海关监督的工作。然而随着第一艘汽船的到来，粤海关监督作为广州和谐支点的作用突然受到冲击。汽船成功地打破了权力的平衡，使之倒向对外国人有利的方向，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反对措施来消解它的战略优势。

如果从朝廷的角度来看广州体制的有效性，为什么如此细小的信息都要收集就更加明显了。从许多方面看，直至19世纪30年代中叶，广州体制的运作看起来仍很顺畅。贸易量和缴送给朝廷的收入年复一年地增长。1828～1832年，进口税增长了近一倍，从78万两上升到125.7万两。
 
[75]

 征收的出口税和港口费也随着每10年到达的船只数量增加而上升，所以从账面来看广州体制的运作似乎符合预期的设想。

19世纪最初二十年，清政府注意到白银的外流和中国鸦片上瘾人数的增加，因此开始关注那些潜在的“外来威胁”。不过，清朝官员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出现外国人会入侵中国的想法。重要数据的失实报告仍然让朝廷的大臣看不到日益严重的贸易问题。

关注这些问题会被看作是缺乏信心，甚至会被看作是批评皇帝的政策，对于珠江三角洲的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及其他高级官员来说，更安全的做法是继续编造谎言上报朝廷。即使他们清楚并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他们可能宁愿保持沉默，希望在任期内没有什么事端发生。问题本身最终会让皇帝意识到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从而让朝廷更愿意修改其政策。当然，主管官员在事端发生时会被斥责为玩忽职守并可能被降级，但即使这样，还是会比被指责为批评皇帝的政策要好，因为那样做会导致皇帝质疑他们的忠心，即便不会丢掉性命，也会被革职查办。

小结

与历史书中描述的常常相反，广州地方当局相当认真地监控腐败和走私，以弥补贸易过程中的缺失。贯穿整个广州体制时代，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采取了许多措施，以便更好地控制外国人和下层管理人员。官印船在广州与黄埔之间的往返被更加严格地管制；海关系统定期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也能够对其他类似情况起到震慑作用。进出口的平衡为官员提供了标准，这样他们可以确保征收到所有税费。其中一部分措施成功地遏制了走私活动并保护了国库的税收。

粤海关监督协助外国人，帮助他们从中国人手里讨债。西方大贸易公司耐心等待债务的偿还，它们在追回债务方面相当成功。外国散商比大公司的手段要少，但他们有其他方法来强行讨债。除了向粤海关监督投诉外，西方人可以通过强占违约者的商馆和商品，以此威胁当局，这会立即引起当局的关注。

但是，中国行商向外国人讨债的手段则要少得多。每个商人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谈判技巧，因为当局有很多办法敲诈私人资金，结果行商财富被缓慢而持续地侵蚀。有关当局一直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充分解决行商缺乏安全保障的办法。采取其他措施会导致多种后果。要求所有外国人搭乘特定和受监控的舢舨，通过西江水道往返于澳门，使粤海关监督能够更清楚外国人的人数及其所在位置。这一措施无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随着来华的外国人人数从几百上升到几千甚至几万给清朝官员造成的恐惧。西江收取的通关费肯定也有助于粤海关的行政经费，不过这是以增加内部腐败为代价。

其他缺陷可能因不太明显而被忽视，直到发展到积重难返而削弱了广州体制才会被察觉。港口费贯穿广州体制时期，明显对小型船只不利。港口费的计算结果并不能代表实际载货量，规礼是固定的，对小型商贩而言则非常昂贵。散商利益在1834年成为主导力量以后，他们非常渴望结束这种不利局面并开放贸易。如果清政府早些解决了这些问题，还能够起到安抚散商的作用，或许可以使事态的发展改变方向。

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外国军事能力大大增强。广州的外国人群体发生了一场信息革命，迅速改变了广州国际贸易的结构，但清朝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粤海关和广东水师收集到的那些细微信息，不能让他们准确预测到潜在的威胁。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粤海关管理的内部结构以及其遭到腐蚀的原因，我们必须关注走私的影响。下一章讨论将转向珠江三角洲违禁品贸易的扩张，以分析违禁品贸易在决定贸易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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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挂旗艇、白银、违禁品与大米

正如在任何重要海上贸易中心都可以见到的情况，珠江三角洲也存在活跃的走私贸易。18世纪前几十年，对于金属，诸如黄金、铁和铜，以及专卖产品，如盐、硝石和某类丝绸等，这些商品的销售数量和种类要么被禁止，要么受到限制。但是这并没能阻止某些商品在中国建立交易市场。走私商品进出中国的方式之一就是藏在外国挂旗艇的舱底。

挂旗艇、白银和违禁品

正如前文曾指出，外国官员获准乘坐悬挂其国旗的服务舢舨自由往返广州。这是粤海关给予他们的特别优待，能够提高办事效率，但这造成了一条走私贸易的途径。走私活动通过这些挂旗艇以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外国人将白银和奢侈品走私进中国，并用这些物品交换违禁品，这样他们能够逃税；第二种，装运违禁品到停泊在黄埔港的船上，可以逃避掉出口税。

1704年，罗克耶建议英国东印度公司尽可能地利用这个机会偷运白银，之后很多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按照此建议行事。
 
[1]

 这种行动导致他们与粤海关官员之间发生争端。沿途税馆的海关胥吏能够看到船底明显藏着违禁品，他们还能指出船上并无主要官员。但当这些海关胥吏靠近该船时，外国人通常都予以拒绝。

有一次英国挂旗艇开了火，准备吓走追逐他们的中国船，甚至还发生了肉搏，把一些海关胥吏丢出船外，或将之打得血肉模糊。
 
[2]

 另外一种做法则是当外国人见到粤海关胥吏靠近时，他们假装内讧，制造出混乱局面让中国人望而却步。
 
[3]



尽管有这些转移目标的做法，但外国人走私白银或其他货物有时还是会被抓到，抓到了就当然会打乱他们正常的贸易，直到问题解决。
 
[4]

 1725年奥斯坦德公司官员曾试图走私进口两张巨大的老虎皮被抓到了，粤海关官员就暂停了贸易。
 
[5]

 几乎所有公司的挂旗艇经常从广州走私出口丝绸。
 
[6]

 粤海关胥吏有时会准许挂旗艇通过税馆时不停留，但还是会紧跟其后直抵广州，等艇上所有人都登岸之后再行检查。
 
[7]

 这种税馆与外国挂旗艇之间的猫鼠游戏一直贯穿于整个广州体制时期。
 
[8]



白银通常免进口税，只需要缴纳很少的牌照费（0.66两，而其他贸易商品则是每件10两）。通事收取少量费用以获取牌照，确实很少（5.92两）。向美国船收取的钱艇（也称为“币船”或“锭船”）费用甚至更少，每只艇3西元，这个费用已经包含了牌照费用和通事的服务费。
 
[9]



钱艇通常是外国大船船载的小工作艇或小舢舨。通常船上会委派8位甚至更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护送白银到广州商馆。外国人一般不让中国人登上钱艇。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十分警惕，不让清朝官员知道他们到底带了多少白银。

在广州体制早期的几十年中，一些粤海关监督曾试图对白银征税，尽管他们曾答应过免税。例如1726年广州出现谣言，所有携带白银进口的商人都要被征10%的税。
 
[10]

 1728年和1729年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忧，谣言使中国行商要求英国大班藏好白银，这样就不会引起粤海关监督收取多于已经达成一致的税费的想法。
 
[11]

 这些已经习惯于偷运白银的英国人欣然接受了行商的要求。
 
[12]



隐瞒白银数量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能够把黄金和其他违禁品顺利地偷运出中国。许多公司都参与了走私黄金，通常要求以现银购买。当然，外国人从行商处预订黄金，行商也会从中获利，因此双方都能在隐瞒白银运输中获利。如果粤海关能准确知道外国公司每年带进广州的白银数量，他们把这些数字与出口价值作比较，就能够觉察有多少白银过剩。正如前一章谈到的，粤海关有时会追讨外国人（或中国商人）那些明显没有报关的商品的关税。

尽管中外商人抱怨征收银税就是勒索，但这项政策背后的道理是符合逻辑的。把白银当作进口商品而不是货币，就能够像其他贸易品一样监督和控制它。一方面，征收银税能够为皇帝和粤海关监督带来更多收入；另一方面，征收所有进口商品（包括白银）的税费，能够让粤海关监督了解有哪些商品可能出口，这样反过来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判断，有助于监控走私。由此推理，关注进口商品的价值，那么一船白银与一船棉花是没有区别的，都是根据其价值来获得回运货物。为什么总是进口税受到影响，仅仅是因为外国人携带的是白银而不是棉花吗？

然而外国人总是明确指出他们不能忍受向其携带的白银征税，时常要求把这项税计入他们的贸易品中。他们的威胁可能是真的，因为把白银当成一种商品的确会使中国的贸易方式区别于许多其他港口。这种政策无疑会让一些商人决定不来华贸易，也会让一些曾经来华的商人不再回头，这不利于粤海关监督的名誉或其个人收入。征收银税的主意在广州体制时期反复出现，但在日常运作中，粤海关监督就是通过记录白银和进口货物的数量来估算出口货物的大致状况。

粤海关会发出允许银币从船上转运到商馆的许可牌照，并记录每次运送箱子的数量。箱子在码头卸下时，粤海关胥吏负责称重和登记。通过记录白银的箱子数量、重量和登记所有进口物品，粤海关监督就能够知道每艘船装载的出口货物的价值。
 
[13]

 外国人并不希望粤海关了解这些信息，否则会妨碍他们走私黄金和其他违禁品。
 
[14]

 各国东印度公司也许会反对他们的船走私鸦片到广州，但是他们却积极参与了各种非法贸易，正如澳门葡萄牙人一样。
 
[15]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论了隐瞒白银（用来购买违禁品）的理由，但是也存在一些外国人主动暴露自己所携带白银数量的理由。例如1763年法国大班炫耀了一番他们带来的100箱白银，这些白银从黄埔运到广州的行程中由他们的3只押船艇严密监视。每个人都能清楚看见数额巨大的白银被卸下来，使中国行商立即改变了策略，要求用白银来缴纳其货款，而不是以货易货。这当然使法国大班能够处于决策的主动位置，以此协商最好的价格，并购买到附近最好的商品。因此各贸易公司试图隐瞒其白银的事实并不是唯一的现象。
 
[16]



黄金贸易

购买黄金需要走私进口大量白银。早在1704年，英国人就已经在“官府”（海关官员）的纵容下非法交易黄金了。
 
[17]

 18世纪20年代奥斯坦德公司从中国出口了黄金，荷兰人也在18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进行过黄金贸易。整个18世纪，葡萄牙人在澳门积极开展黄金贸易。
 
[18]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广州经常购买黄金。图7-1展示的是一张1747年陈镇官和蔡炎官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查尔斯·欧文（Charles Irvine）的合同。欧文给两位商人白银10000西元以支付黄金的价格。另一张保存下来的1760年黄金合同显示，蔡煌官（Tsja Hunqua）、三官（邱崑）、捷官（陈捷官）以及颜瑞舍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易了重达4500两（450锭）的“南京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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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1747贸易年度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查尔斯·欧文（Charles Irvine）与行商陈镇官和蔡炎官签署的主要以白银支付的丝绸和黄金交易合同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档案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行商也参与了非法贸易，比如陈寿官及陈登观；颜德舍和其生意伙伴黄锡满，以及颜家办事员（Writer）石梦鲸；蔡瑞官及其合伙人；黎开观及其合伙人；潘启官、其兄弟及生意伙伴潘瑟官，及其办事员南官（Namqua）；还有瓷商李相公等。所有那些出现在外国记录中的商人常常参与黄金交易，所以安排黄金出口并不困难。
 
[20]



鸦片贸易

到18世纪中期，鸦片已经在广州有了稳定的市场。18世纪初，鸦片在亚洲各地广泛交易，包括阿钦、苏门答腊、婆罗洲和爪哇。相比较而言，鸦片到达中国的时间要晚一些。
 
[21]

 它能作为一种迷药吸食，也因其药用价值而被咀嚼食用，因此迅速流行开来。
 
[22]

 鸦片在各口岸像其他商品一样交易。关于中国鸦片贸易的研究一般都很少涉及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早期鸦片在中国已经建立稳定市场的相关内容。
 
[23]

 但下文所使用的新信息，将显示18世纪50年代鸦片商在中国开拓市场以及18世纪60年代鸦片市场已经稳定建立起来的情况。

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提到“（1720年）从科罗曼德尔海岸进口几大箱（鸦片）”到澳门，又由于这种毒品的需求“逐年上升，果阿当局努力确保澳门形成垄断性的市场”。
 
[24]

 到1729年，雍正帝意识到了鸦片的严重破坏性，明令禁止贸易，但这并未能阻止鸦片通过陆、海两路进入中国。
 
[25]

 到18世纪30年代早期，鸦片成为英国船长和大班从印度圣乔治堡（Fort St. George）带到中国的常规贸易商品。皇帝的禁令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准其公司船装载鸦片进口，他们有理由担忧如果英国船被抓到走私鸦片，会对其合法商品的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26]

 其他东印度公司出于同样的原因，按捺着把鸦片带到中国的想法，但散商仍继续少量走私。龙思泰提到1730年鸦片在中国价格各异，每担从70两到225两不等，价格取决于鸦片的质量。
 
[27]



18世纪50年代鸦片大量倾销中国。174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阿道夫·腓特烈王子号”（Cronprintzen Adolph Friedrich）的伊斯雷尔·雷尼尔斯（Israel Reinius）提到，来自孟加拉的散商在中国进行鸦片交易。
 
[28]

 众所周知，鸦片是违禁品，但是如果碰上了一个“清朝官员”，买卖就能做成。
 
[29]

 1750年，瑞典人克里斯托弗·布拉德（Christopher Braad）在其商品清单中列出了鸦片，称鸦片能在苏拉特（Surat）买进并以每箱300～400两的价格在广州售卖。
 
[30]



瑞典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清楚地在其记录中承认，在中国鸦片是违禁品。这些公司声称禁止鸦片买卖的命令看上去有些矛盾，事实上很多公司都常规地交易其他诸如黄金、非法丝绸等违禁品。在亚洲其他口岸，对于英国、荷兰和丹麦的公司来说鸦片是常规与合法的贸易品，但在中国却不然。对于大型贸易公司来说，茶叶贸易远比走私几箱鸦片所承担的风险要重得多。

175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保商得知一位英国散商企图在广州买卖鸦片后忐忑不安。行商也担心如果这次铤而走险的交易被揭发，他们会招致粤海关监督的怒火。大班立即调查了此事并向所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发出指示，要“采取最有效的措施阻止其（鸦片）在此上岸”。
 
[31]



1752年丹麦人担心他们的一艘船上装有少量鸦片。“丹麦国王号”（Kongen af Danmark）的船长里德·霍尔曼（Lyder Holman）在船只离开哥本哈根后不久便离世。根据大多数东印度公司的习惯做法，霍尔曼船长的个人财产在海上拍卖给了其他丹麦船员。有些东西没有卖掉，其中包括一些私藏的鸦片，这是船长自用的鸦片。鸦片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食用鸦片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在许多国家鸦片不是非法物品。丹麦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决定将船长遗留的物品在抵达广州后拍卖，但在与中国行商协商后作罢。
 
[32]



然而到了1757年，鸦片却稳稳当当地进入中国了。一份当年广州的《时价》清单包含以下内容：“鸦片，一等品，3西元每斤。”
 
[33]

 大约是300西元每箱。1762年荷兰人报告，90担（约90箱）鸦片在澳门以每担400两（约540西元）的价格出售。
 
[34]

 1763年鸦片未出现在葡萄牙人进口到澳门的货物列表中，但1764年一艘（可能是葡萄牙船只）“帝汶船”（Timor Ship）能够以每担600～800西元的价格在澳门购买到大约200箱鸦片。
 
[35]



同年的瑞典记录显示，鸦片在广州的价格是每斤4西元（上等品约每担400西元，详情参看下文），比帝汶船在澳门出售的价格要少得多。这或许暗示澳门的需求量较大，但是也可能是由各种不同的风险因素所致，例如澳门当地的中国或葡萄牙官员提高了贿赂金额以从中获利。无论1764年的情况如何，鸦片的竞争将在中国市场出现，因为鸦片价格必须和官吏的灰色收入相协调。

下一章我们将展示，18世纪60年代早期欧洲人的战争如何耗尽了中国的白银供给，更加推进了鸦片贸易。买卖鸦片对于中国商人而言是一种快速产生资本和获得急需白银的方法。他们需要用白银购买鸦片，卖之又得白银。这与出售茶叶一样，通过这种贸易能够增加资本积累。茶叶贸易中他们必须预支白银，在见到投资回报前，他们可能要等上6个月或更多时间。但是在好的年景，鸦片购进后能在几天内售完，白银供应很快就得到了补充。

在贸易季节开始时进行几次鸦片快速销售，能够使中国行商得到更多白银来购买茶叶，以减少向外商借高利贷。除贿赂官吏外，鸦片并不需要向官府缴税。因此在拓展茶叶贸易与减少高利贷支出两方面都能够增加茶叶利润，鸦片销售的获利方式在这一方面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这一切都没有新的债务产生（应归于不用缴纳关税）。18世纪60年代中国鸦片贸易风险小，这意味着参与其中的获利远远超过参与其中而遭受的损失，于是鸦片贸易量不断增加。

18世纪60年代，瑞典大班吉恩·亚伯拉罕·格里尔（Jean Abraham Grill）与他的同伴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一位英国散商）和托马斯·阿诺特（Thomas Arnot，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在广州从事鸦片投机买卖。1765年3月23日，格里尔账簿中两条记录显示贷方史密斯有488.400两和借方格里尔有545.750两用于“未出售的鸦片”。
 
[36]

 不过他没有提及鸦片为什么没有卖出，也许是由于次品或破损的缘故。

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怀疑英国皇家海军舰艇 “亚哥号”（Argo）护卫舰和“库达洛尔号”（Cuddalore）单桅帆船把鸦片带到了黄埔港。
 
[37]

 “皮特号”（Pitt）船长约瑟夫·杰克逊（Joseph Jackson）1764年与1765年曾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图7-2所示是他1765年在广州的“鸦片销售单”。
 
[38]

 这份货物清单中提到的中国商人无法确认。诸如“Monqua”和“Tonqua”这样的罗马拼音表示的名字经常出现在18世纪60年代的外国记录中。后缀“qua”（官）意味着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通事。
 
[39]

 尽管这些材料含混不清，但至少说明18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人能够在广州顺利地从事鸦片贸易。

[image: ]


图7-2 1765年船长约瑟夫·杰克逊（Joseph Jackson）在广州销售鸦片的清单

说明：单子上注明了购买的商人姓名。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档案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1767年5月雅各布·哈尔（Jacob Hahr）报告称，英国“库达洛尔号”单桅帆船上运载了“大量鸦片”前往中国，但此船是由里奇满船长（Captain Richman）掌管。哈尔提到“当年许多箱鸦片从各地海岸和仓库被运到了中国”。查尔斯·阿道夫·海伯格（Charles Adolph Heyberg）是“库达洛尔号”船上的一位乘客，哈尔安排他为格里尔运送10箱鸦片。哈尔付了运费并外加每箱10个印度金币作为船只抵押借款保险（bottomry insurance）。每箱鸦片他花费了150印度金币，保险合计达到其总价的6.66%。海伯格为他的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货物投保了20000印度金币。哈尔在同一封信中提到了葡萄牙货船把鸦片运到马六甲和澳门，他们都持有船只抵押借款合同。
 
[40]



1767年6月哈尔提到，他在“特里顿号”（Triton）上运送了10箱鸦片到澳门，此船由埃尔芬斯通船长（Captain Elphinstone）掌管，船只到达时（“相信上帝”）应该载有“120箱”鸦片。
 
[41]

 哈尔在同一封信中也提到他与安德鲁·罗西（Andrew Rossi）已订购了20箱来自孟加拉的公班土（Patna Opium），由哈德威克（Hardwicke）船长掌管的“林肯伯爵号”（Earl of Lincoln）运送。
 
[42]

 哈尔支付每箱10印度金币的运费。假如鸦片每箱售价190印度金币，这样运费大概占总价的5%。比起那些合法货物的运费率，这种比例对于违禁品来说已是非常合理。哈尔和罗西对于货物的船只抵押借款合同保价总数是2000印度金币，每箱保险费10印度金币，约占其总价的5%。从哈尔交易的规律性及费用的标准化水平看来，可能有比这些记载所示多得多的走私贸易发生。

1767年6月13日，荷兰人报告葡萄牙从孟加拉始航的“顺风号”（Bon Voyage）商船抵达澳门，船上货物“只有鸦片”。
 
[43]

 这是首个清楚地提到一艘船只仅用于运载鸦片抵达中国的记录。鸦片贸易明显增长，1768年布鲁内尔先生（Mr. Brunel）把孟加拉鸦片列为众多能在中国卖到“可观的利润”的受欢迎的进口商品之一。孟加拉鸦片是首选，利润高于所有其他物品。布鲁内尔还提到最好的鸦片应该是软而褐色，有一种“强烈恶臭气味”，那些“干燥、易碎、烧焦并混有泥土的产品是品质不好的”鸦片。这些说法表明中国的鸦片市场正在快速成熟，中国消费者密切关注产品质量。
 
[44]



1770年6月13日，荷兰人报告了葡萄牙商船“圣安东尼奥·诺沃号”（S. Antonio Novo）运载“31箱鸦片”到澳门，船主是澳门议事会的理事官西芒·文森特·罗扎（Simão Vicente Roza）。
 
[45]

 广州行商陈捷官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了价值430西元（每箱或每担）的鸦片，此外还有很多诸如辣椒、木棉、檀香、安息香等其他商品。
 
[46]

 在体制初期，鸦片是作为普通商品与其他合法商品一样交易的。例如1770年6月24日，埃马努埃尔·佩雷拉（Emanuel Pereira）所有的“博阿·维亚任号”（Boa Viagem）到达澳门，船上货物包括“11箱鸦片”，另外文森特·若泽·德·坎波斯（Vincente José de Campos）的“圣塞西莉亚号”（S. Cecilia）由英国人布朗船长（Captain Brown）掌管，到达澳门时船上有“62箱鸦片”。
 
[47]



1772年荷兰人报告称“史密斯或克里森商行”（Comptoir of Smith or Christen）在澳门大肆进行鸦片贸易，而且可以免费通过葡萄牙船从孟加拉装载鸦片，尽管这在华是“严厉禁止的”。
 
[48]

 这个“史密斯或克里森商行”可能是英国散商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他自1758年起在广州进行贸易，他的财政支持者之一是孟加拉总督。马士提到过他从此以后在广州和澳门“断断续续地居留长达20年”。
 
[49]



上面例子显示，一些澳门和孟加拉高级政府官员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使得走私贸易的流程日渐标准化。有时葡萄牙人自己携带鸦片到中国，有时他们则与来自印度的其他散商合作。出于实用目的，当时鸦片在澳门是作为市场中的合法商品进行贸易的。1771年一份澳门贸易报告中详细提到在中国销售了800箱鸦片，当年售价从每箱260两到750两不等。
 
[50]



1772年，荷兰人报告称鸦片进口发展迅速。他们记录每年有600～800箱鸦片进口到澳门。1771～1772年，中国对鸦片的需求量很大，如果运抵的鸦片少于600箱，价格便会暴涨到每箱1200～1400 西元（piasters）。
 
[51]

 潜在的巨大的利润很快吸引了更多私掠船投入此项贸易。

现存的澳门进口货物清单显示，葡萄牙商人把鸦片看作投机商品，而不是主要贸易品。1773年荷兰报告称，在到达澳门的13艘葡萄牙船只上总共装载了715箱鸦片。1774年12艘葡萄牙船只总共携带了313箱鸦片。
 
[52]

 在澳门卸货的产品数量单位有袋、捆、两、件和箱，这些都在荷兰文档案中分别列出，但未提及其价值，因此无法确定鸦片占船上货物价值的确切比例，不过对于很多船来说鸦片所占比重不大。
 
[53]



其中一些货物可能是供个人消费。事实上，这些年里所有葡萄牙船只都携带过鸦片，这清楚地体现出18世纪70年代鸦片贸易的扩展程度。每艘去澳门的船只都要交税并经由粤海关官员严格检查，他们无疑都知道正在上岸的是违禁品。如果没有这些官员的认可和纵容，这种普遍存在的交易不可能顺利进行。
 
[54]



鸦片贸易早期，葡萄牙人运来的鸦片看起来大多来自孟加拉和马拉巴尔。
 
[55]

 白皮土（Malwa）来自印度西部和中部，公班土来自孟加拉。当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对孟加拉的控制权，它加强了对该地区鸦片的控制。公司提供奖励以提高公班土的质量，并通过散商扩大其在华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继续禁止公司船只装载鸦片来华，但鼓励散商从印度的公司购买，再走私到珠江三角洲。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两种方式从鸦片贸易中获益，即在孟加拉销售鸦片获利，以及在华销售鸦片获取白银。购买茶叶需要大量白银，鸦片可能是唯一能便利地获取白银的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售其鸦片、印度纺织品等商品给港脚商人，换取银钱购买茶叶。
 
[56]



1776年丹麦人报告了鸦片的价格再次稳定在每箱300西元。丹麦人的记录使我们能一窥澳门鸦片贸易的结构，到此时已有完善的程序和进口“关税”。葡萄牙官员每箱征收16两（大约22西元）作为“通关费”（Toll）。
 
[57]

 一盒鸦片重140磅（略大于1担）。
 
[58]



托梅·弗朗西斯科·德·奥利维拉（Thomé Francisco de Oliveira）和若泽·泽维尔·多斯·桑托斯（José Xavier dos Santos）很快成为澳门两大主要的鸦片贩子。
 
[59]

 奥利维拉是葡萄牙公民，桑托斯是一位使用葡萄牙名字的中国基督徒。通过他俩就可以连接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两个群体，取个葡萄牙名字也许可以帮助桑托斯在从事鸦片贸易时免于清朝官员的检查。桑托斯在孟加拉和澳门之间稳定地贩卖鸦片，年复一年持续到18世纪80年代。丹麦人还提到一位安东尼奥·德·罗萨里奥（Antonio do Rosário），他也是一位深谙鸦片贸易之道的中国基督徒。
 
[60]



鸦片走私的标准化促使其逐渐发展，到1779年鸦片供应明显赶上了需求，从而压低了价格。一艘小的英国港脚船当年装载着鸦片驶向黄埔港，由于鸦片价格太低无法从中获利，不得不停留到下一个贸易季节。1780年6月荷兰报告称，澳门葡萄牙船上有200箱鸦片由于价格低无法出售。鸦片市场的饱和催生了在华仓储鸦片的做法，以便有时间等待价格的回升。
 
[61]



1780年一则资料记载了英国人把一艘船停泊在澳门附近横琴岛（Montanha Island）西侧的云雀湾（Lark’s Bay），
 
[62]

 此举就是为了仓储鸦片。
 
[63]

 这些浮动掮客货舱被称为“仓船”（hulks）或“储藏船”（depot ships），从这时起这种仓储形式成了在华鸦片贸易的固定组成部分。鸦片存储在仓船中（需另付费）并且保存着直至价格回升。之后要么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要么卖给任何想要的人（一些鸦片实际上是从中国出口的）。云雀湾只能停泊载重大约300吨或以下的船只，对其他船只来说这里海水太浅了，所以在这里经营的大多是私掠船。直到18世纪90年代末，鸦片贩子一直在使用该锚地。
 
[64]



很多中国人在为鸦片贩子服务。中国渔民把外国船只引航到安全的走私锚地，在这些地方中国买办会给他们提供补给品。中国渔民、引水人和买办受雇把违禁品运到澳门和上游的广州。对于珠江三角洲的人来说，包括粤海关的官员在内，云雀湾的鸦片走私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粤海关监督每天都派遣快速舢舨在珠江上下巡逻。除了在岗哨之间派送士兵和传递消息，这些海关官员的工作是向粤海关监督汇报在该地区的所有外国人及其船只的活动和动向。粤海关监督常常会把这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在广州的外国人，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某只船已经抵达。比如1773年8月28日，粤海关监督向荷兰人捎信，他的快速“三舨艇”（Sappatin，即舢舨）从澳门来了。报道称荷兰商船“荷兰号”26日上午8时抵达，有一艘来自苏拉特的英国船只也来到了珠江三角洲。
 
[65]



整个广州体制时代，这种对珠江三角洲船只活动的监控在中外记录中常常出现，给人的印象是粤海关监督严格控制了该地区的所有海事活动。
 
[66]

 然而事实上许多船只要么没有被报告，例如停泊在云雀湾的船只，要么只有在那些船被抓住并被成功地处置了违禁品后才被报告。清朝官吏有时会要求外国走私贩暂时转移到其他地方经营生意，以便他们可以向粤海关监督汇报情况一切正常。
 
[67]

 粤海关人员经常隐瞒信息和（或）篡改报告，以掩饰其纵容行为。1792年粤海关监督发现有船只在云雀湾锚泊，因此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去了投诉。
 
[68]

 不过，这种非法交易当时已经持续12年了。
 
[69]



葡萄牙人保存有一份详细清单，记录了1784～1828年运到澳门的鸦片情况（虽然我们知道鸦片贸易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其中尽管有不少起起落落的年份，但总体而言这些数据显示澳门的鸦片贸易从1784年的726箱相当稳定地增长到1828年的4602箱。
 
[70]



美国山茂召少校（Major Samuel Shaw）给我们留下了一份18世纪80年代早期违禁品走私网络的最好记录，提到当时每年增长“2000箱”。他提到云雀湾鸦片趸船为19世纪初伶仃岛鸦片走私贸易打下基础。山茂召的记载称要付官吏每箱“20西元”，这些人无疑就是海关胥吏和（或）巡逻的水师。
 
[71]



1803年的一份葡萄牙文件同样显示澳门买办参与了走私活动，每箱鸦片能收到“20个帕塔卡”（patacas，西元）的利润，但他们不得不进献15西元给官吏，以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2]

 马儒翰1834年写道，珠江三角洲的鸦片好处费仍然是每箱20西元，运费另计。
 
[73]

 1836年走私鸦片到厦门的好处费也是每箱20元。
 
[74]

 我们看到上文提及澳门葡萄牙人1776年每箱收取费用20西元，18世纪60年代鸦片被常规性地运到澳门和广州，说明鸦片贸易的流程和费率已经确定。
 
[75]

 因此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贩子事先就清楚每箱鸦片进入中国他们得缴纳多少钱。
 
[76]



1800年至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贸易发展留下了详细的记载，因此没有必要在此回溯。
 
[77]

 不过，最新发现的一些材料揭示了鸦片走私程度和标准化水平的新亮点。1784年8月丹麦亚洲公司的“迪斯科号”（Disco）到达澳门锚地，船上载有一些鸦片。尽管丹麦亚洲公司严禁公司船只携带鸦片，但是“迪斯科号”船长得到指令不能在澳门卸载鸦片，而是将其带到广州。我们下文引用了该船航海日志中的部分记录，显示该船在黄埔锚地卸载鸦片的情况。

9月14日，粤海关监督上船测量船只。他来去之际，我们鸣炮9次向他致敬。大班与几位英国人在船上，鸣炮3次向他们致敬。几个中国人上船查验鸦片样品。

9月20日，几个中国人上船查验鸦片样品。

10月17日，按照商馆的订单，交付了14箱鸦片。

（与此同时，船上一份报告上称，发现船上的一些鸦片质量很差）

11月11日，买办上船检查鸦片并查验了两块。

11月14日，一些英国人、瑞典人上船，鸣炮2次致敬。商馆下订单后，交付12箱鸦片。

11月16日，交付24箱鸦片。

11月21日，按照商馆的订单，交付3箱鸦片。

11月23日，按照商馆的订单，交付12箱鸦片。

11月30日，按照商馆的订单，交付3箱鸦片。

12月3日，按照商馆委员会的订单，交付56箱鸦片。

12月12日，按照广州的订单，交付3箱鸦片。

12月18日，按照订单，交付9箱鸦片。

［12月25日，该船驶向下游，到达狮子洋］

12月29日，按照广州的订单，交付剩余的鸦片25箱。
 
[78]



必须记住，上述每个箱子都是在驻守船只每端的两位海关水上稽查员的监控下从“迪斯科号”上卸载的。鸦片箱子重一担多，无法将之夹于腋下或藏于大衣内运输。他们可能从船的桁端（yard arms）下降放入等候的驳船中，这正是稽查员应该要阻止的情况。“迪斯科号”的例子可能跟18世纪60年代其他将鸦片运往黄埔港的船只上发生的情况一样，他们处理这些货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丹麦人的记录不够充分，无法确定收买稽查员需要多少钱，这些箱子才能通过检查。

到1798年，黄埔港的鸦片走私常规化了，丹麦散商船“弗雷德里克斯·纳戈尔号”（Fredriks Nagor）的船长竟有胆量在那里建立鸦片仓储业务。不过，8月份粤海关监督察觉到了这种违规行为，勒令船只离开。这种尝试很快被英国船只“南希号”（Nancy）效仿，它在黄埔锚地充当鸦片仓库，直到1804年3月才被卖给了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这艘船被重新命名为“康塞桑圣母号”（Nossa Senhora de Conceiςão），配备精良，在沿海巡航，进行海盗掠夺（以及走私鸦片，详情见下文）。
 
[79]



表7-1列出了一些在19世纪30年代的好处费标准。这些数据显示了走私其他违禁品也有固定的费率，能够提前预知。这些费用可能与几十年以前收取的数额没有太大差别。

表7-1 1834年海关水上稽查员在黄埔港和广州的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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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毛皮也由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商人走私来华。
 
[80]

 正如上文例子所示，从18世纪初起走私就一直是贸易的组成部分了。到18世纪中叶，许多商品通过当时完善的贸易网络非法进出口。只要向恰当的人缴纳了合适的费用，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中国销售。

然而所有行贿以及从粤海关监督处分流的资金，都把外国人置于危险的境地。为了让粤海关官员满足，他们不得不无视港口法规并缴纳稽查员纵容费。遵守港口规定就会剥夺官员的“特权”，从而冒违背这些官员意愿的风险。这两种情况下，外国人都有破坏自身贸易的风险，要么被粤海关监督抓住他们舞弊，要么稽查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以下摘自1838年美国广州领事报告，清楚地描述了当时这种做法如何根深蒂固。

通过勾结税务官员逃避税费，在黄埔是通过粤海关监督船的代理或稽查员委任监管每艘船；在广州是在通事、商馆办事员和海关审查员之间的安排下进行。在前一种情况下，要么以一半或1/3的税费，要么以远远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他们，海关人员才会同意从船上卸下某些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串通勾结行为也许就在珠江上雇用的最低级别的税务官员那里进行，最终没有钱流入国库。…… 当船只要结算货物关税时，走私货物被压下来，真正需要缴纳的税费要直接缴纳给行商，如果通事是负责人，则由他来收取。
 
[81]



很明显，贿赂的金额是固定的，一年一年没有变化，这降低了风险，更易于获利与吸引投资者。18世纪头几十年，黄金和非法丝绸等产品的默许走私流程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走私活动的标准化允许走私贩子预先知道费用并计算利润，这与合法商人一样明确和可靠。
 
[82]



事实上，走私贸易的风险在某些方面低于合法的茶叶贸易。茶叶如果被滞留一个贸易季可能会损失其原有价值的50%。
 
[83]

 鸦片如果储存适当是不易变质的。此外中国出口商品的销售往往与买进外国进口商品相联系，如棉花和纺织品（采用称为“truck”的方式操作，类似“采购订单协议制度”）。例如图7-3显示了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查尔斯·欧文（Charles Irvine）在1744年用洋红（cochineal）和布匹交换行商陈寿官（Tan Shouqua，亦名为陈寿观）的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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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1744/1745贸易年度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查尔斯·欧文与行商陈寿观的合同

说明：合同上写了通过被称为“truck”的操作方式进口洋红和布匹用于购买瓷器。

资料来源：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藏，档案号：Charles Irvine Papers。

中国行商签订协议后，在9月或10月会将进口货物放进各自的商行，11月中旬或12月前新茶到来时出售商品。出售进口货物所得的收入用来购买茶叶和瓷器，这便意味着货物必须在市场饱和、价格最低时出售。商人无法总是把进口货放在仓库中等待价格回升，对他们而言这样的处境很不稳定。

中国行商只有在同意购买一定数量的纺织品和其他进口商品后，才能够签订茶叶买卖合同，而他们只有等到出售了这些进口货物后才能支付茶叶货款。直到19世纪初，进口税还得在10月下旬或11月初缴纳，所以进口品必须立即出售。当时无法知道每年到底会有多少船只到达，也无法知道某种商品销售到市场上的数量。广州一些规模较大的商行试图买断某种商品来控制其价格，以确保更多的安全性。但这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大多数行商拿不出来这么多资本。因此对于广州的许多行商来说，茶叶贸易是有风险的。
 
[84]



如果价格暴跌，所有商人就只能亏损出售其进口货物，并希望通过茶叶销售来弥补支出，然而茶叶市场竞争也很激烈。这意味着即使在好年份，利润也非常少。此外茶叶销售需要预付巨额货款，通常伴有高利率，因此茶叶的利润不太可能弥补进口损失。而另一方面，鸦片是现款交易的商品。如果市场饱和，鸦片可以储存起来直至价格回升，因为它与出口商品的销售没有关联。

19世纪初，清政府为打击珠江三角洲的海盗行为采取了许多行动，其中一些措施可能助长了走私活动。1804年，清政府委托葡萄牙巡逻船帮助压制海盗。那一年7月，葡萄牙船只“欧维多·帕号”（Ouvidor Par）被派遣前去捉拿海盗，在此过程中它把“亚历山大号”（Alexander）上的鸦片转运到了澳门。
 
[85]

 1808年8月和9月，另外两艘葡萄牙武装巡逻船——“贝利萨留号”（Bellisarius）和“圣母·康塞桑号”（即前文提及的“南希号”）经由常规航线去泉州镇压海盗，并装载了一批鸦片卖给当地商人。
 
[86]

 这些沿中国海岸常规的巡逻旨在保护那些前往沿海港口的中国帆船免受海盗袭击，对它们来说是很好的服务。葡萄牙巡逻船在这些年里经常出巡，为帆船和小船引航并搜寻海盗，以此掩盖其所从事的鸦片贸易。有些他们护送的帆船也肯定携带了鸦片，这都是在东南亚或从珠江三角洲的外国人手里购买的。
 
[87]



1814年，嘉庆帝了解到澳门周边存在庞大的鸦片走私网络后，采取了新措施打击鸦片走私。香山知县在澳门逮捕了18个鸦片贩子，官员要求严格检查所有葡萄牙船只。
 
[88]

 有关19世纪鸦片贸易的研究表明，这些局部的打击行动收效甚微，因为鸦片贩子只需简单地将其走私行动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的其他地方。有关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下面我们仅对新信息进行讨论，以揭示其迅速扩张的原因。

19世纪前二十年，走私的流程确立起来了，不再需要在黄埔锚地的船上出售货物。外国人可以把所有违禁品直接运往广州，他们开始把诸如鸦片等违禁品储存在广州并直接在商馆出售。中国买家可以去那里查验鸦片，不必前往黄埔，正如“迪斯科号”一样。违禁品贸易逐渐变得与合法贸易一样安全和稳定。合法贸易受清朝法令和政策的保护，违禁品贸易受到当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做法和流程的保护。
 
[89]



掮客商行在澳门和广州设立起来，它们安排鸦片销售并缴纳所有好处费，这些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代理商（commission merchant）也进行合法买卖，这是他们被允许留在中国的原因。可以有理由地假设，没有违禁品贸易产生的资金，140年来合法贸易就不会如此广泛或持续地增长。因此容忍这些非法活动符合粤海关监督的利益，茶叶贸易也不受影响。默许非法贸易可能是确保上缴给朝廷的收入能够不间断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还没有必要在体制中采取行动，例如发动一场消除腐败和鸦片的运动，那么合法贸易的收入可能在每一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年任期内都会增加。这是最佳的结果。

到了19世纪20年代，走私贩子和清朝官员之间有太多勾结。一位外国人提到：“针对走私的投诉很少能到达省城（广州），除非封口费已经封不住发现者的嘴巴。”
 
[90]

 正如马礼逊1823年指出，黄埔和澳门的情形相同。

自从鸦片被禁止以来，鸦片由于当地官员的纵容而走私，通过澳门和黄埔进入中国，他们中有人目睹每一箱的运输并收取好处费；而另一些人高居衙门，远离走私现场，每年都收到贿赂，默许在此问题上违反帝国法令。
 
[91]



马礼逊提到了广州很多高官自己就是鸦片吸食者。“总督无时无刻能够忽视有关鸦片的事情，因为他衙门中的办事员、幕友、军官和其他人吸食鸦片非常普遍。”不同品种和品质的鸦片价格相差很大，使收入水平不同的人都能负担得起。例如图7-4显示了1823年广州不同商品的价格，荷兰大班在底部记录了不同种类鸦片的价格。马礼逊认为政府官员“鼓励，实际上保护了鸦片走私”。
 
[92]

 其他证据还表明，鸦片走私已经渗透到海关内部高层。例如，1829年粤海关监督意外死亡，尸体被运回其家乡，此次旅程被当成向内地偷运鸦片的掩护。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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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1823年荷兰人的广州商品价格列表

说明：列表底部记录了不同种类的鸦片价格。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Canton 378。

中国走私船队被称为“蜈蚣”“快蟹”“爬龙”（根据船只有多少桨，外观看起来像这些动物而得名），为珠江三角洲的鸦片走私提供了驳船服务。每艘船最多可有60多位桨手（每边20～30位），使其具有速度优势。尽管这些装备精良的快艇在白天很远就会被发现，夜间船桨吱吱作响的噪声在水上也会有回声，但它们仍然能够如邮政服务般非常有规律地携带违禁品进出中国。

图7-5显示了这些船只规模有多大和多招人注意。快蟹船每晚向珠江上游航行至广州或其他目的地。进入广州至少有四条通道和八条不同的河道，因此它们有若干途径可以躲过海关官员。
 
[94]

 它们也走私货物到下游并卖给伶仃岛的外国人。违禁品贸易非常有竞争力，必须装载回程货物以缴纳费用。如果不装载某些能够顺利销售的回程货，外国人无法承担回到印度的行程。由于竞争激烈，快蟹船也无法承受空船行驶到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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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快蟹船

说明：19世纪初为伶仃岛鸦片贩子服务的一艘快蟹船。

资料来源：伦敦康希尔史密斯公司藏。

19世纪30年代初，为珠江三角洲的走私贩提供服务的特别船只有35～40艘。不管白天和晚上，它们都可以将违禁品运到广州。
 
[95]

 此时，快速帆船也被使用到对华鸦片贸易中，这使鸦片能以更加规则和及时的方式运抵中国。
 
[96]

 这时，每年在伶仃岛和珠江三角洲其他港口的走私船，与那些行驶到上游黄埔锚地的合法贸易船只数量一样多。

散商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向北航行，把违禁品运往其他港口，他们去到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市场。除了前文提到的葡萄牙人的巡逻船，19世纪20年代散商船只，如“墨洛珀号”（Merope）、“尤金妮亚号”（Eugenia）和“格洛廖索号”（Glorioso）也在中国沿海一带出售鸦片及其他违禁品。
 
[97]

 19世纪30年代初，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开始派遣船只在中国沿海航行以寻找新的市场。
 
[98]

 中国帆船几十年来一直为这些港口供应鸦片，因此收取好处费和走私流程也与珠江三角洲的一样标准化和充满竞争。
 
[99]

 由于鸦片买卖机会很多，任何地方的贿赂金额必须相同，否则鸦片贩子会转移到其他地点。

中国巡逻船赶不上正在承担运输鸦片任务的快蟹船，但偶尔能够伏击到一艘，以“显示保持着警惕忠诚的样子”。
 
[100]

 然而犯法乱纪者更有可能被释放而不是受到惩罚，海关胥吏的个人利益是他们能够获得的“酬金”，为快蟹船放行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敲诈它们。
 
[101]



繁荣的违禁品贸易似乎间接导致了澳门的贫困。澳门继续限制商业以保护土著葡萄牙居民，而不是保持其收取的好处费，以及其他口岸相比有竞争力的贸易条件。清朝官吏和葡萄牙官员要价较高，试图创造更多的收入却适得其反。
 
[102]

 尽管上文已经展现了从1784年到1828年澳门的鸦片进口增长了600%，但整体经济由于贸易的丧失而受到严重影响。

1814年和1815年对澳门鸦片贸易的制裁对其收入损失有一定影响。由于陡增的压力和费用高企，一些葡萄牙人将业务转移到伶仃岛，许多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则变得依赖中国商人和其他商人在其船舱底部替他们装载货物。澳门总口官员也抱怨有些船只还没有缴纳丈量费就离开了港口。

随着新澳葡总督的到来及其采取的新方法，1836年3月1日澳门取消了商业限制，成为一个自由港。澳门承诺给予有利条件鼓励鸦片贩子及其他商人返回澳门。但此时，由于广州开始镇压鸦片走私，其他地方仍可以提供更自由的环境，所以贸易重回澳门的希望只能化为泡影。澳门的不幸结局就是反映中国沿海一带这种非法贸易竞争激烈程度的一个例子。
 
[103]



大米贸易

除用走私鸦片获取银钱以购买茶叶外，另一种商品也是合法与违禁贸易网络之间的重要纽带，这种商品就是大米。如上所述，对鸦片船而言在返程时获得回程货物很重要，能使其保持竞争力。大米为走私船提供了很好的方式避免在黄埔缴纳高额费用。

乾隆八年（1743），大米的进口关税减少。运载大米1万担或以上的船只税费减半，装载5000～10000担的船只则可获7折优惠。
 
[104]

 后来甚至出现最低要求降至4500担。

然而，该政策在大米供应短缺的年份会放宽。例如1833年小型船只不做最低额度的要求，因为小船装载不了4500担大米。只要满载大米，且无其他货物，小船就被认为是运米船。下面的例子将显示，小船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了，所以新的“官方”政策可能是把既成事实用文字确立下来。只要装载数量达到最低量，运载超过4500担的船只也可以装运其他商品，并且会得到粤海关允准。
 
[105]



运米船并不是完全免税，也得向官吏缴纳一些象征性费用。事实上它们到底应该缴纳多少费用经常是令人困惑的事情，因为每艘船的情况都不一样。1837年广州总商会（Canton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外国运营机构）调查了此事，确定了运米船可接受的缴纳金额是1189.5西元，以进入港口并获得必要的牌照。平均来说一艘典型的运米船在正常港口费上可节省2566西元，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
 
[106]



走私贩子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秘密获得大米后，可以获得允许驶向上游，到那里他们卸下大米，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返程货。一些散商，如位于美国普罗维登斯城外的爱德华·卡林顿商行（Edward Carrington & Co.）和来自波士顿的珀金斯洋行（Perkins & Co.）从事正规的大米贸易。大米在黄埔锚地卸下后，船长便购买出口货物。事实上他们可以购买远远超过其船只运载量的货物，因为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货物放在船舱里（往往取决于天气）。甲板、船舱和通道上全部可以堆满商品，这些多余的货物可以被转移到伶仃岛的走私船上。

走私贩子需要刚好足量的大米装满几艘大一些的船只，这些船只可以前往广州采购茶叶和其他回程货物，并把它们不需要的物品卸载到泊在伶仃岛的小船上。这便解释了散商之所以拥有几艘船的原因，正如帕金斯洋行（Perkins & Co.）有几艘船运送大米和其他走私违禁品。运米船协助其他船只获得回程货物，使之能在违禁品贸易中有效地参与竞争。

由于运米船的进出口货物量不平衡，无须担心粤海关监督会指出其出口货物超过进口货物，不会征收额外的关税来弥补差额。卸下大米后，只要不掉入水中或者船只失去平衡，外国人可以尽可能多地在甲板上堆积货物。在珠江三角洲卸下多余货物后，运米船驶回马尼拉、巴达维亚、新加坡等地，用船上的货物换取更多大米，然后鸦片船再回到印度用其货物换取更多的鸦片。

以下摘自广州的帕金斯洋行与“尼罗河号”船长福士（R. B. Forbes）之间的通信，更准确地显示了这种贸易是如何进行的。

1825年4月9日，广州

我们派出帆船（Brig）［从伶仃岛到马尼拉——引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大米和稻谷，船上装载的东西足够你去装满半艘船的大米，并填满稻谷；当船只抵达黄埔时，应该看起来装满了大米和稻谷，你只需设法把你兄弟希望送来的其他货物放在客房、储藏室和船舱中，这样当船只到达黄埔时，除了前夹板、储藏室和船舱外，整艘船看起来装满了大米和稻谷。
 
[107]



1826年12月21日，伶仃岛

一旦“浩官号”抵达，你将会收到船上的1000～2000担的大米和稻谷。现在留在## ##（原文如此——引者）船上的那么多数量的大米，你得派人找个引水人，然后立即前往黄埔……在你启程前往黄埔之前，你得重新装载一下大米和稻谷，使船只的主舱口处看起来满载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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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福士兄弟和帕金斯洋行持续运大米到广州，帕金斯洋行用大米来掩盖其鸦片贸易。
 
[109]



直至广州体制结束，大米贸易一直在合法贸易与违禁品贸易之间起到纽带作用。根据19世纪30年代唐宁（C. Downing）的记载：“在现行法规环境下，大米进口成了许多秘密交易的载体，对外贸易的收入实质上是减少了。”
 
[110]

 所有这些活动在当时来华外国人眼中是常识，报纸上公开发表相关文章供他们阅读。1863年卫三畏写道：

满载大米的船只的红利，促使商人把商品装载到从伶仃岛和金星门（Cumsing-moon）锚地来的大船上进入港口，并从上述两地的固定商站获取大米，作为运米船前往黄埔。
 
[111]



尽管所有这些非法活动都在珠江三角洲进行，但是我们推断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曾时不时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第二章和第六章所示，他们确实在珠江下游采取了制止官员和走私贩之间勾结的措施。两广总督偶尔会逮捕罪犯，并对之进行严厉惩罚以杀一儆百，并以此作为其履行长官职责的表现。

以腐制腐

各国东印度公司停止广州业务后，两广总督试图撤销允许外国挂旗艇在黄埔与广州之间航行可在税馆停留的特权。他认为这种特权是给公司的，并不是给个人的。
 
[112]

 这种宽容的特别之处当然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让粤海关监督进入各国公司个别官员内心和思想的方式。保持此项政策的非官方性，就在于需要的时候可以将其作为控制工具，不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取消。

这种由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赋予的特权并不像他们对清朝官员涉腐的宽容。定期打击腐败是罢免公职或惩罚顽固官员的方法，而对之宽容则是奖励忠诚、服从和勤奋的有效方式，即使是以内部腐败作为代价。然而纵使两广总督有此意图，他仍然发现难以取消这项已接受了135年的特权。

补救措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府试图用腐败的体制来消除腐败，这根本行不通。地方官员更有可能将走私内化到自己的网络中，以便能够控制走私并从中获利，事实正是如此。体制本身必须改变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采取相关举措的命令必须来自朝廷。

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只能对体制进行修修补补，使其运作得更加顺畅。
 
[113]

 他们的一些补救措施是刻意而为，但另一些则是并不情愿的尝试，只为了让上级看到一切都仍在其控制之中。不过，1835年之前采取的措施（包括第六章指出的措施），都不足以在一定范围内遏制走私的发展。

朝廷考虑鸦片合法化

19世纪30年代初，白银外流对朝廷预算造成了严重压力，使得广州官员和朝廷官员开始考虑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对其征税的问题，以作为遏制鸦片贸易的手段。朝廷可以通过鸦片销售获得新的收入，并认为如果严格监管鸦片的分销和使用，则可以控制鸦片贸易。当然，这些讨论的核心自然是白银。官员提出了许多建议，要么是将鸦片购买量限制为白银总额的1/3，要么是仅仅允许鸦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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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下，广州的官员在考虑控制走私的多项措施方面显得更加活跃，他们向道光帝呈交了一份非常准确而全面的报告，说明走私的程度及其对帝国的影响。
 
[115]

 道光帝在更全面地了解了情况后，意识到有大量官员参与走私，觉得局面已经无法控制。鸦片合法化只会导致更多问题，而不会解决白银危机。之后他开始向广州发出一系列法令禁止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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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开始

1835年朝廷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第一次痛陈与走私有关的各种问题。紧接着连续发出谕令，这些命令过去也曾多次发到广州，但收效甚微。但此时朝廷更好地掌握了情况，白银危机为改革提供了新的催化剂，朝廷决心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威胁。以下是从一份两广总督发给粤海关监督，并转发给行商的法令。

澳门同知也收到了这份法令，他必须向引水人、买办等下达严厉命令，他们必须遵照执行。此后他们必须严格遵守皇帝谕令；引水人必须谨慎引导船只，如有夷船违章进出，或有夷人私乘小船前往沿海各地，于乡村游逛，引水人将被拘并受到严厉审问；如果有任何违禁品买卖或暗中偷运应纳税货物，而买办不据实报告，他将立即受到严惩，绝不姑息。
 
[117]



该法令颁布之后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学界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无须重复。我们只是简略指出改变贸易的一些重要举措。

朝廷下达了建造速度超过快蟹船的船只的命令，到1836年年底，官府已经拥有了这类船只并投入使用，沿珠江水域进行突袭，抓捕携带违禁品和白银的走私贩子。那些没有船只在华的外国人，接到命令必须前往澳门；那些为违禁品贸易提供代理服务的外国代理行被列入必须离开广州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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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接到命令不准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开行客船或邮船（当时已是常见情形）。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走私渊薮被下令关闭，所有想开展对华贸易的外国人收到指令，要么移步上游到黄埔，要么离开。在中国沿海其他港口从事非法贸易的外国人被勒令停止违法行为，屡教不改者，将被逮捕、审判和严惩不怠。

为了应对严打，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安全的港口，如果事态恶化，他们可以撤退到这里躲藏。经过反复审视，他们发现香港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这里并不是新港口，早已被用于秘密交易，是众所周知的安全避难所。外国人对沿海地区的重新调查只是证实了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比香港更安全或方便的地方。1837年当清朝官府的水师巡逻队搞得外国船队无法继续留在伶仃岛、金星门等其他储藏处，伶仃舰队开始移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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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举措以及对打击外国走私的措施升级，可能使中国帆船获得了赚钱的好机会，外国鸦片贩子在珠江三角洲遇到的困难给中国帆船提供了在中国鸦片市场上的战略优势地位。但由于文献缺乏，我们无法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也许检视一下由中国帆船装载鸦片离开新加坡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对此问题有所了解。

小结

走私贸易能够在珠江三角洲根深蒂固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澳门和广州的官员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都积极参与了这种有利可图的贸易。葡萄牙官员和一些中国基督徒卷入了澳门的鸦片走私活动。任何类型的鸦片都能够比较容易找到中国买家和卖家，海关官员很容易被贿赂，鸦片几乎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由于开辟鸦片市场轻松，18世纪中叶中国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鸦片市场，有标准的收费和流程刺激贸易增长。

澳门葡萄牙人利用其特权从违禁品贸易中获得私利，这使鸦片贸易有了另一个发展渠道。葡萄牙人和其他散商之间的竞争，以及澳门和葡萄牙船舱底的鸦片优惠税率，确保了18世纪末鸦片的低价。随着其他走私点，如伶仃岛、金星门等的建立，以及1814年清政府对鸦片的禁令，澳门失去了其战略优势，鸦片贸易被转至这些港口。竞争使价格持续走低，推动了更多消费。如果黄埔和厦门的官员企图从鸦片贸易中获利，他们必须提供比珠江三角洲下游地区更有竞争力的收费和条件。

买办、澳门引水人及快蟹船互相竞争，以获得在珠江三角洲与黄埔之间偷运违禁品的特权，码头上的海关水上稽查员、买办和驻守在西洋船只旁边的海关人员之间互相竞争。各种竞争导致费用（贿赂）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流程也使鸦片贩运具有规律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违禁品贸易几乎与茶叶合法贸易一样能够预测，在某些方面风险更低，由此吸引了更多商人和投资者。

18世纪9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海盗活动再次猖獗，转移了官府对走私问题的注意力。在打击海盗的幌子下，澳门葡萄牙人利用他们的巡逻艇和护航舰保护和推进鸦片贸易。澳门及沿海的中国商人和官员，与葡萄牙人携手推进了这项工作。

另一方面，18世纪和19世纪初，尽管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但鸦片在许多港口并不是非法货物，这使得鸦片贩子能够使其贸易合理化。众所周知有两套规则规范中国商业：一套是官方政策，另一套是地方实践。清政府要严格禁止鸦片，需要两套规则得到统一，但这种情况直到1835年才发生。

在公司官员心中，茶和瓷器贸易太重要了，以致不能允许因白银短缺而减少或放弃。广州或珠江三角洲一带没有足够的威慑力来阻止散商或政府官员从走私贩运中获利，因此白银的供求压力刺激了鸦片贸易的不断扩大。通过这种方式非法鸦片贸易的增长与合法茶叶贸易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对大米的优惠待遇也推动了违禁品的进口。珠江三角洲的走私贩子可以通过在伶仃岛购入大米来规避黄埔的高额费用。在广州销售大米获得利润后，他们可以购买回程货物以支付他们的返航费用。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维持鸦片价格的竞争力。

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交织在一起，中国各阶层都愿意接纳走私贩子，官员收取好处费和高抬贵手的实践相一致，商人需要大量白银以换取茶叶等，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鸦片贸易的蓬勃发展。由于非法贸易能支撑合法贸易，非法贸易很容易调整或至少可以容忍。因此，清朝政府在1835年之前打击走私活动的努力总是显得太少也太晚，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影响贸易的其他重要因素，即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与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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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与代理商

从过去的研究可知，澳门在很多方面都是广州市场的延伸。
 
[1]

 现存18世纪的汉文、葡萄牙文文献显示了两个口岸在行政层面上是如何密切合作的。
 
[2]

 但是由于缺乏历史数据，我们很少看到关于两个城市联合管理对市场影响的描述。随着近年来一些欧洲档案的发现，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因为澳门与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以及代理商的关系密切，我们将在本章讨论这些方面的内容。

从许多方面看，从澳门到广州的整个珠江三角洲是一个拥有许多可变因素的完整大型市场。从某种层面上说，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贸易是三个相互独立且具有不同运行规则的系统。但当我们关注其各自的资本市场、代理商及投入、产出时，它们之间的区别将会消失而成为一个整体。所有部分都错综复杂地互相依赖，若彼此之间没有互相渗入，那将无法进行有效的运作。

澳门贸易

澳门对广州的商业环境有重大影响，澳门大部分贸易都是广州贸易的直接延伸。
 
[3]

 当葡萄牙船只到达澳门时，来自广州的中国商人就会来采购其货物。本书最后一章，我们会看到陈捷官跟其他行商一样到澳门购买葡萄牙人的货物。

中国行商一般会安排一个儿子或合伙人负责澳门的业务，商行的其他合作伙伴则被安排负责帆船贸易，或者负责去内地订购及采购商品。商行中的其他合作伙伴则负责对外贸易。这便构成了商行主要的四个业务部分：澳门贸易、帆船贸易、内地贸易和对外贸易。

澳门维持着一套单独的标准，这使其在某些方面占据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低关税、有利的汇率和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从而能够弥补往返广州运输商品的费用。事实上，如果澳门没有这些优势，贸易便会转移到上游。如果不是走私基地开始出现在三角洲，其他地方是无法与澳门竞争的。

荷兰人一直监视着进入澳门的货物的价格。这些产品的计算单位为每担100～150斤，相同产品可能在广州是以每担100斤来计算的。白银在澳门的汇率也低于广州。在澳门，不同的执行标准使商品价格一直有下降的压力。到了18世纪60年代中期，荷兰人发现了“所有商品”在澳门的价格都便宜52%（但得考虑不同的计算单位）。
 
[4]



自17世纪80年代末，清政府在澳门设置了海关总口和官员来监管贸易和征税。
 
[5]

 18世纪60年代，葡萄牙船只缴纳的税款比去往黄埔的船只缴纳的税款低6%。如此优惠的待遇使葡萄牙船只比其欧洲竞争对手拥有更大的优势。来自马尼拉的广州帆船和西班牙船只也享有同样的优惠税率，因此葡萄牙船只并不是没有竞争对手。
 
[6]



鉴于上述有利条件，荷兰人发现澳门是交易锡和胡椒更有利可图的地方。他们自己不派遣船只，而是雇用葡萄牙船只从巴达维亚运载锡和胡椒。秘密运送胡椒溯江而上，每担运费只需0.04两，这样低廉的成本使得大量胡椒通过澳门走私到珠江三角洲。
 
[7]



粤海关监督逐渐意识到澳门对广州的一些影响，并试图采取措施平衡两个市场。18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规则变化通过立法确立下来，旨在使澳门船只与那些停靠在黄埔的船只处于同等地位。此时亚美尼亚人的船只也在澳门经营贸易，还有一些葡萄牙人船只是提供给中国人运输货物的，所以贸易不一定是“葡萄牙人的”。
 
[8]

 规则改变之后到1836年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前，两地的外国人都要“缴纳相同的关税”。

无法确定规则改变到何种程度，或者关税提高后是否影响了两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事实上一些商品已经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这些变化并不会影响全部产品。澳门继续拥有白银上的较有利汇率以及不同计量单位产生的优势，因此这些措施也许并不能如预期那样做到“平衡”两个口岸。
 
[9]



葡萄牙大班定期前往上游的广州，其船只仍停靠在澳门。他们向中国商人购买或托运他们的出口货物，并将货物运往下游。
 
[10]

 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在澳门或广州都没有双重征税，唯一的附加费便是上下珠江的运输费用。

例如，1772年荷兰人购买了葡萄牙船“圣西芒号”（S. Simão）以替代在中国华南沿海沉没了的“瑞恩斯堡号”。
 
[11]

 “圣西芒号”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标准被重新组装，然后更名为“赫斯特尔德号”（Herstelder）。该船在澳门注册，造成了税官之间关于其何处缴纳港口费和关税的混乱。澳门的海关监督当然不想失去这只船的收入。他向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投诉，指出一旦此船离开澳门，那么澳门就仅剩下10艘葡萄牙船只了，他认为这意味着关税收入会大大降低。

广州官员不想与澳门方面起冲突，也不想引起朝廷的怀疑。他们很清楚朝廷可能会将“赫斯特尔德号”从一个口岸转移到另一个口岸这件事，看成是企图把资金从皇帝荷包转移到地方手中。澳门与广州之间经过几个星期的联络，最后决定这艘船应该去黄埔。澳门失败了，“赫斯特尔德号”在广州缴纳了港口费和关税。
 
[12]

 至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国帆船则被允许在澳门内港庇护，但必须在广州之外运营。

中国帆船贸易

中国帆船运载的货物占了广州贸易总量的很大一部分，外国文献中记载了18世纪60年代37只中国远洋帆船频繁出港的信息，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帆船都以广州为基地。瑞典和荷兰的文献显示18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70年代初，每年有27～35只中国帆船在广州之外运营。

图8-1显示了瑞典人1768年的记录，记载了这些帆船中28只的名称，他们由5个不同的商行经营。我们又从其他材料得知，除了这些帆船和商行以外，还有其他帆船和帆船商行。
 
[13]

 参考资料通常是模糊、分散且很不完整，但仍然表明至少直到19世纪40年代，30只以上的帆船可能驻扎在那里，由9个不同的帆船商行经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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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768年28艘广州帆船名称及其经营者

说明：登记有汉文姓名及其粤语和闽南语发音。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档案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远洋帆船的容量通常至少150吨，但有些船只的容量可达1000吨。多数广州帆船载重250吨左右，平均货物装载量为2500担。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估计这些帆船在整个口岸贸易中所占的比例。
 
[15]



表8-1和表8-2列出了6年时间广州出口贸易总量。这些数据大多来自粤海关监督关册的通事报告，反映了大致的出口量（不包含走私）。中国帆船及其货物的数量是根据从荷兰和瑞典文献收集的数据推测，澳门葡萄牙船只数量取自瓦尔的记录。前往马尼拉的西班牙船只往往是很小的船（舢舨），其数量和规模仍不清楚，这些船的货物没有被包括在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估计是基于1763年的数值，但应该相当可靠，因为根据详细的计划，该公司每只船的装载量差不多（图8-2、图8-3）。

表8-1 1763～1764年和1766～1769年广州出口货物量

[image: ]


表8-1 1763～1764年和1766～1769年广州出口货物量-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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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1763～1764年和1766～1769年广州出口货物量分布

[image: ]


[image: ]


图8-2 17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费尔森号”（Velsen）商船的排货示意图（荷兰文撰写）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VOC 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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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17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排货图表

说明：显示船舶内部每层放置箱子的数量。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VOC 4387。

这6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货物占总量的27%。在广州体制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都在主导着贸易，但18世纪60年代中国帆船的贸易货物量占25%，差距并不远。因此在货物量方面，中国帆船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样重要。瑞典、丹麦和法国公司各占7%，荷兰东印度公司占13%，共占总出口量的34%。这些公司和中国帆船在贸易发展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对结果有各自的影响。除去西班牙出口量，澳门贸易也占了10%。

此处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研究中得到的有关中国贸易的大部分内容，其赖以分析的基础，还不到影响其贸易因素的一半。这些研究特别强调贸易中的1/4，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内容。当然这个结果是由于几乎没有多少中国文献留存下来造成的。研究者只能利用外国文献重组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是唯一涵盖了整个140年历史的资料。但在我们形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需要考虑贸易的所有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帆船的贸易内容。

直到1784年美国人来华贸易，散商贸易才开始与中国帆船贸易竞争。虽然已有的美国贸易总量的数值出入很大，我们仍可以将之与中国帆船货物量做一个粗略比较。如果我们把75000担（约1000万磅）作为中国帆船的年度标准，我们看到1784～1805年中国帆船的总容量超过了美国的出口量；1805～1833年中国帆船的贸易量每年都超过或相当于美国的贸易量。
 
[16]



跟澳门葡萄牙船只一样，这些中国帆船把船舱内的空间委托给外国人，所以货物不必须是“中国的”。外国人自己承担所有进口关税、驳船运费和劳动力成本，但在广州的税费则是按中国帆船的折扣缴纳。优惠的待遇使中国帆船比其外国竞争对手更有优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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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格里尔（Jean Abraham Grill）的私人贸易账单计算结果（瑞典语撰写）

说明：显示18世纪60年代中叶中国帆船“瑞兴鸼号”从巴达维亚运送檀香木和桃花心木到广州的费用。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例如18世纪60年代，瑞典大班安排中国帆船“瑞兴鸼号”（Sihing
 ）把檀香木和桃花心木从巴达维亚运往广州。图8-4显示了他们为使用这项服务而缴纳的费用和税费。广州的中国商行收取货物价值5%作为佣金，巴达维亚收取另外5%作为佣金。檀香木的运费为每担0.72两（1西元），桃花心木的运费为每担0.6两。

图8-5显示了荷兰人委托中国帆船“万顺鸼”（Maansand）运到巴达维亚的瓷器，图8-6显示的是一艘悬挂荷兰国旗的帆船。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常委托中国帆船运送荷兰货物往返于巴达维亚。事实上表8-1和表8-2中包含的两种或三种帆船货物，应合理地添加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数据中，因为这是荷兰人的货物。可惜我们并没有文献显示确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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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帆船“万顺鸼”（Maansand）为荷兰人从广州运瓷器往巴达维亚的提货单（1788年前后）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Canton 296。

1761年荷兰人发现通过中国帆船往巴达维亚运送商品的费用平均为商品价值的12%。
 
[18]

 1769年，他们报告称通过中国帆船或澳门（葡萄牙）船运送锌等货物去巴达维亚，比作为西洋船的压舱物运送更便宜。然而那一年，荷兰人没有找到可租用的运输空间，不得不把货物作为自己公司船只压舱物运送。
 
[19]

 这表明中国帆船总是如预期的那样满载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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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1747/1748贸易年度瑞典游记中两艘中国帆船的绘画

说明：其中一艘是悬挂荷兰国旗的远洋帆船。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藏，档案号：M 280。

一些中国帆船从东南亚为中国本土市场进口货物，而其他一些中国帆船进口的货物直接或间接用于出口贸易。帆船运输各种类型的木材和香料用于制造家具和香，还有不同类型的草药和其他药物，以及槟榔、肉干、鱼、燕窝、鱼翅、鲨鱼皮、海参等。这些物品大部分是供应给中国市场的。

其他产品如藤条、烧酒和西米则用于外贸。广州的外国人大量购买这些物品，装载上船并作为消费品。瓷器经常放在由帆船运回广州的西米中。
 
[20]

 帆船进口的锡和铅也用于包装茶，中国对这些物品需求量巨大。内陆批发商每年都订购锡，广州的锡器匠也会订购。大部分外国船上用来出口的茶叶都用衬有铅的木箱包装，这意味着每年还需要大量的铅薄片。锡也用于制造出口物品和锡镴器。

中国帆船进口蜡和蜡油，外国人大量使用蜡烛和灯笼。外国人购买了帆船运来的动物皮革维修他们的索具装备。进口了染料、油漆和清漆用于制作外销画、漆器和许多不同种类的新奇物品。这些产品还用于重漆、修理和翻新那些停泊在黄埔锚地的外国船只。进口象牙所制作的新颖之物也供应外国市场。

出口贸易严重依赖这些中国帆船的进口。行商需要确保每种物品都充足，他们才能够有足够数量的物品包装货物。18世纪，外国人在瓷器包装中大量使用西米，西米短缺会限制瓷器销售；铅短缺会限制茶叶出口的数量（木箱很耐用，也可以堆叠许多层，但需要铅薄片做衬垫以防止弄脏茶叶）；锡短缺会影响行商与内陆茶商的交易，他们需要锡罐将茶送到广州（锡罐很轻，比其他材质的罐子能更好地保护茶叶不受到污损）。放在一层一层茶叶箱之间的藤条缺乏也会影响茶叶销售（藤条薄、柔韧、坚固并且没有味道，不会影响茶叶质量）。

重要的是船上摆放货物需要有合适的间隔、衬垫等物料。例如，藤条在每层箱子之间只占了半英寸空间。如图8-3所示，具有8层的货物藤条衬垫所占空间约为4英寸。如果用更厚的材料代替，例如0.75英寸的材料，那么衬垫间隔就会多出两英寸。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每艘船顶层的箱子尺寸必须缩小。如果我们将两英寸体积损失乘以每艘船顶层所需放置的几百箱货物，会发现船只的有效承载明显减少了。

船只在欧洲卸货后，船上的藤条还能够销售。如果商人使用的衬料厚度一致，就不太适于销售，这会降低船只的有效承载价值。劣质的铅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不得不切割得更厚一些，并且保持一整块。每个茶箱占用了更多的空间，减少了有效承载，还增加了根据箱子总重量计算的关税；替代西米的一些物品，比如不太合适的诸如谷壳或稻草之类会增加瓷器的损毁，导致产品不易销售从而降低了利润。如果替换垫料导致正常承载利润减少，外国商人会要求商行赔偿或威胁换一家可提供他们想要材料的商行。

东南亚产品和广州出口贸易之间的关联，使得大商行都有必要拥有自己的帆船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商行在东南亚都有代理商为其购买这些材料，以便在帆船抵达时能够确保各种物品数量足够。大商行在内地有自己的代理订制和购买其所需茶叶、瓷器和丝绸，那些人还会将内地供应商每年需要锡的数量信息传回广州。
 
[21]

 来自巨港的锡直接用内陆茶叶采购，因此这些进口产品也会影响出口利润。由于这种关联，行商必须密切关注运到中国其他口岸的锡，这些口岸进口的锡也会供应给内地商人。
 
[22]



在广州的中国帆船由许多不同的人入股，这些人私下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

广州拥有一个活跃的私人资本市场，而且这个资本市场只受到习惯做法和市场供求的限制。根据大清夷务管理条例，中国人不得向外国人借贷，有些外国公司也禁止其职员向中国人贷款，但这些限制并不妨碍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交易通常是私底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交易，贸易的增长会受到很大阻碍。

一些欧洲贸易公司的官员担心如果允许公司职员私下投资贸易，可能会对公司的贸易价格和条款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国商人获得了外国人提供的优惠私人贷款，他们也许会同意降低货物价格或加大货物数量。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公司的利润，但这种交易造成的长期弊端远远超过了其短期优势。

中国商人可以说服外国公司职员，在私人贸易中给他们更好的价格和更优质的产品，或者给他们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或者给他们提供为公司签约的每件商品的回扣，让他们以更高价格接受公司出口货物，或者接受不太理想的公司出口货物。欧洲公司的官员非常注重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指示在船只离开黄埔之前，公司职员必须严格审查船长、大班及所有船员的私人箱子。私人贸易是允许的，但通常都对其采取严密监测和监管的措施，以免公司利益受损。

正如制度出台后，总会有人想方设法打擦边球。散商很想帮助那些将其资金投资在广州或澳门的人。例如，图8-7显示1797年行商蔡文官的债务，债权人有英国散商、穆斯林、巴斯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人。图8-8显示1798年（爪哇与澳门）亚美尼亚人和荷兰人在中国的银钱交易。许多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在广州和澳门都开展了广泛的私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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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1797年破产行商蔡文官的公告（荷兰文撰写）

说明：该公告提及的债权人包括英国散商、穆斯林、巴斯人、亚美尼亚人等。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OIC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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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扎罗·约翰内斯（Lazaro Johannes）与马卡特斯·巴西利奥（Macartes Basilio，有时拼写成Macatish Vasilio）1798年11月23日用葡萄牙语撰写的信件

说明：信件提到在巴达维亚的亚美尼亚人马奴克·雅各布（Manuc Jacob）与瓦尔塔·加斯帕（Vartao Gaspar）安排下向荷兰人放贷，信件有约翰与巴西利奥两人的签名。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Canton 60。

只要员工有心去从事这类私人交易，公司不可能阻止。为禁止员工从事这些不正当交易，大贸易公司的官员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要求员工庄严宣誓，希望以此约束其行为而专注于公司利益。
 
[23]

 当然这只能对那些以诚信正直为荣的人奏效。

并非所有外国公司都反对其职员参与这种资本投机市场。事实上，瑞典东印度公司和丹麦亚洲公司使用洋利（也称respondentia）定期投资航海。这些公司接受任何想投资的人的洋利，包括其他公司的官员、澳门葡萄牙人、在华散商和中国商人（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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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丹麦亚洲公司的日志（丹麦文撰写）

说明：两份文献均出自1748年12月22日丹麦亚洲公司的日志。左是“克里斯蒂安·洛特号”（Christiansborg Slott）船长里德·霍尔曼（Lyder/Ridder Holman）的声明，提到瓷器、茶叶及其他货物都很好，在离开虎门航道前都堆放得很正确。右是一份从行商颜德舍处以30%的利率贷款946.973两的洋利合同，以资助船只“菲英号”（Fyen）和“克里斯蒂安·洛特号”准备回程货物。如果“克里斯蒂安·洛特号”及货物都安全抵达哥本哈根，按照合同在它再次返回中国时再偿还本息。

资料来源：丹麦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26。

洋利是18世纪所有商人广泛使用的一种信贷手段，包括中国商人。这是一种简单的保险单和商业贷款组合。预付款的人（保险人）承担了他们投保的船只及其装载的货物在海上的所有风险。保险单是被保险方缴纳保险费，只有在提出索赔时才收到报销，而在洋利中，原则是预付，如果提出索赔，不用赔付（假设损失等于或超过保险金额）。

合同条款使洋利不同于商业贷款，后者不管发生任何损失都必须偿还。如果被保的船只安全到达目的地，则合同上的本金和利息在规定期限内到期，根据协议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合同中一艘船从其离开口岸到其返回的时间内投保，合同通常在到达后1～3个月到期。这种延迟缴纳使被保方有时间出售一些货物以偿还贷款。

开往东南亚或印度的外国船只（包括葡萄牙船）的洋利比率，每次航程的保费都不同，少的只有16%，多的则高达40%。这些比率在广州制度开始前已经确立，且根据目的地港口的不同而变化。这是说得通的，因为一些航行路线比其他路线更危险。当然船长和船员的航海经验以及船只的适航性在航行安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这些因素在广州没被考虑进去，正在装运的货物类别也被忽略了。
 
[24]



奥斯坦德公司、澳门葡萄牙商人和马尼拉西班牙商人等经常通过洋利的方式为航行提供资金。
 
[25]

 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向来华贸易的散商发行债券。
 
[26]

 这样，每年的洋利交易有很多，但广州的其他商人并不知情。

与外国船不同，中国帆船的洋利不会因其目的地不同而变化（马尼拉除外）。无论目的地在哪里，合同条款通常设定为每次航程的40%，这表明中国帆船被认为比外国船更易遇险。在18世纪60年代外国记录提到的37艘中国帆船中，至少有24艘从外国人那里获得了洋利。
 
[27]



由于保险人可能损失掉洋利合同的本金和利息，他们往往将资本分散到几艘船上。例如18世纪60年代，瑞典大班格里尔每年定期向十几艘甚至更多的帆船发行债券，他的同事也这样做。风险分散帮助格里尔收回了他遭受的不可避免的损失。

1766年“恒泰号”（Hing Tay）帆船在交趾支那（越南）被烧毁，“瑞兴鸼号”（Sihing）在海上失踪。格里尔对这两艘船都发了债券。由于这两只帆船没有返回口岸，被保险方不负责还款，因此这两份合同被保存在瑞典档案中（图8-10和图8-11）。
 
[28]



[image: ]


图8-10 1765年1月或2月的一份洋利合同

说明：伍和观的开往交趾支那的“恒泰号”帆船向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借款500银元的合同，合同上有颜享舍的担保签章。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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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1765年1月或2月的一份陈九观开往爪哇的“瑞兴鸼号”（Sihing）帆船向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借款2000银元的洋利合同

说明：这份合同颜享舍提供担保，其中400银元由澳门的亚美尼亚人伊格纳茨·纳西皮（Ignace Narcipe）提供。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这两个洋利都承担了本金40%（肆算息）的利率（保险费）。这些文件没有标明涵盖的期限，但格里尔个人账簿显示这些文件是为“单次航程”签发的，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持续8～11个月。被保方有超过此期限两个月的时间偿还本金加利息，因此合同总期限应该是10～13个月。无论航程是8个月或11个月利息到期，这种合同不是“年度”合同，而是“航程”合同。如果帆船耽搁的时间超过11个月，贷款可以延期并增加相应的利息。

两份合同都有一个共同签署人颜享舍。颜享舍是18世纪60年代广州最重要的帆船贸易商人之一，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投资了一半到东南亚的广州帆船。颜享舍经常与瑞典人（也可能与其他国家的人）签订洋利合同，他在广州经营大商行的颜氏家族则担保这些贷款。但共同签署人只是针对被保险方在帆船安全返回口岸后未能付款而提供担保。

其他行商在18世纪60年代也担保或投身帆船洋利，例如潘启官、邱崑、蔡玉官、蔡文官、陈捷官以及叶义官。有时合同并没有共同签署人。图8-12是格里尔与马国护之间为开往越南的“三广兴号”帆船签订的洋利合同，合同上只有马国护的签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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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一份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1763年2月3日给马国护的洋利合同

说明：缺少担保人，这份合同为开往越南的“三广兴号”帆船航行的合同。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外国人集资与中国商人签订一份针对几艘中国帆船的合同。个别的欧洲人也通过他们在华的联络人投资这种交易。每艘帆船获得的金额必须在合同上清楚列明，如果将来提出索赔就不会混淆。

18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年份的数据），与外国人签署这种贷款的频繁明显表示中国帆船缺乏本地资金支持。考虑到行商是大多数中国帆船的所有者和运营商，而大多数行商需要持续的资本投资，出现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行商贷款给外国人，资助他们回欧洲的航程。即使这种做法可能使行商的资本储备紧张，帮助外国人投资其贸易仍有助于保持忠诚和惠顾（loyalties and patro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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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程洋利（而不是完整航程）的结构不同。图10-1所示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与商人李华官之间洋利合同的结算。1761年1月李华官支付给瑞典人695墨西哥银元，利息25%，帮助商船“索菲亚·阿尔贝蒂娜号”（Sophia Albertina）的航程融资。该船安全到达目的地哥德堡，当下一艘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出现在中国并且带来“苏菲亚·阿尔贝蒂娜号”安全到达的消息后，（1764年1月）李华官获得了本金加利息（总数为867.5 银元）。李华官的资金每年赚[image: ]
 的利息，这显然是为了赢得瑞典人青睐而给予的优惠贷款。如果他把这笔资金借给广州的某人，可以多赚两到四倍的钱。
 
[31]



李华官在贸易中的角色还不太清楚，但瑞典文献中记载他曾从事丝绸贸易和瓷器贸易。我们知道他并不是行商，也知道在那个时候与外国人的所有贸易和交易都必须经过公行，因此他必须私底下从事这种交易。这种安排使得我们难以对广州的商品价格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因为支付的高价往往被这种优惠协议抵消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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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1764年12月25日行商颜瑛舍与丹麦亚洲公司商船“丹麦王子号”的洋利合同（丹麦文撰写）

说明：由1766年第一艘抵达中国的丹麦亚洲公司船只负责偿还。

资料来源：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56b。

图8-13所示是丹麦亚洲公司与行商颜瑛舍的洋利合同。丹麦人经常从颜家借钱来投资航程，这个合同涉及的是名为“丹麦王子号”（Cron Printzen af Danmarck）的船。1764年12月颜瑛舍以30%的利息贷给丹麦人1000两白银。当下一艘丹麦亚洲公司的船抵达中国时（1776年8月），带来了“丹麦王子号”安全抵达哥本哈根的消息，颜瑛舍就收回了本金和利息（总数1300两）。这种类型的贷款通常秘密进行，不让其他中外人士知晓（亦见图8-9）。
 
[33]



除了洋利以外，广州和澳门还有很多私人贷款。图8-14显示丹麦亚洲公司1765年和1766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借贷了资金用于公司贸易。丹麦人从澳门的若亚敬·若瑟（Joachem Joseph）和米兰达·达·索萨（Miranda da Sousa）那儿以13%的年利率借到4000银元，从路易斯·马丁（Louis Martin）那儿以15%的年利率借到16000银元，他们把总共17280银元的资金分别支付给了广州的颜瑛舍、陈捷官和邱崑。这些都是下一季采购800箱新武夷茶的预付货款。这种类型的交易在中国非常频繁，许多人参与其中，这是澳门在贸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所有贸易公司和散商在澳门能不时地为其贸易获得融资（图8-15）。对于一年或一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外国人通常可以从在华其他外国人手中获得年利率为10%～12%的贷款，有时利率可能会高一些（图8-14）。一些外国人获得贷款后，转手将这些资金以18%～36%的年利率再借贷给中国商人，或者向帆船发行洋利，每次航程收取40%的利息。
 
[34]

 对外资持续强劲的需求使中国的利率保持高位（图8-16和图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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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1765～1766年贸易年度丹麦亚洲公司资产负债表（丹麦文撰写）

说明：登记了丹麦商人从澳门葡萄牙人手中借贷资金，以及在广州支付给中国商人购买武夷红茶的资金。

资料来源：哥本哈根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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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5 1765年11月21日有关支付给澳门亚美尼亚人马修斯·约翰内斯（Mattheus Joannes）2000 新墨西哥银元的信函（意大利文撰写）

说明：这封信是写给在广州的乔瓦尼，有澳门检察官埃米利亚诺·帕拉迪尼（Emiliano Palladini）的签名。背面有亚美尼亚文的书写。这是约翰内斯不仅涉及商人还涉及神职人员在内的众多交易之一。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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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6 一份日期为1766年4月7日的短期贷款合同

说明：刺绣工方遂胜向瑞典第三大班贷款200银元，月息为2%（即每月4 piastres）。贷款在农历七月船只抵达的时候偿还。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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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7 一份日期为1768年1月或2月生和店商人Suchin向瑞典大班贷款300银元的短期贷款合同

说明：利率为20%，在下一贸易季度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离开中国前的20天偿还，贷款的总期限约为一年。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表8-3所示是两位瑞典公司官员在1768年和1769年所安排的商业贷款的个人财务状况表（非洋利），“借方”条目显示了资金来源。大多数资金来自其他外国人（葡萄牙人或英国人），每年利息10%～12%。瑞典大班格里尔和哈尔（Jacob Hahr）的个人份额（1769年12月31日的记录）大约只占总数的7.5%。澳门葡萄牙人提供了大部分资金，英国人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和中国买办亚华（Ava）提供了剩余资金。“贷方”条目显示了分配资金的中国商人每年贷款利息20%。这些数据呈现了每年在广州进行私人交易总数的一小部分，可以想象有多少巨额资金参与其中。
 
[35]



很多资料提及对中国人短期商业贷款的月利率为1.5%～3%，长期贷款年利率为18%～36%。
 
[36]

 图8-17所示丹麦亚洲公司1762年给予颜瑞舍与陈捷官（表8-2、图8-16、图8-17）两位行商一项4个月的贷款，贷款利率为6%，月利率为1.5%。

同年，荷兰人的3位保商承认欧洲人对资金比中国人有更多的保护，这就是荷兰人能够以较低利息借贷到资金的原因。商人希图以此理由说服荷兰人，以每月1.5%的利息贷给他们15万两白银，而不是荷兰人提出的2%。但市场需求占了上风，他们不得不接受每月2%的利息率，否则贷不到款。
 
[37]

 19世纪30年代后期，行商再次承认他们依赖于外国资本来为贸易融资。
 
[38]



表8-3 1768～1769年格里尔和哈尔的账户借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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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3 1768～1769年格里尔和哈尔的账户借贷状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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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8 1762年7月5日丹麦亚洲公司与行商颜瑞舍、陈捷官签订的贷款合同（丹麦文撰写）

说明：贷款12000两，6%的利率（每月1.5%），为期4个月。

资料来源：哥本哈根丹麦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Ask 1148a。

随着贸易继续扩大，各种类型的金融和掮客服务需求同样在增长，促使中国出现了中介或代理商。

代理商

为了提供某些金融服务，澳门和广州的一群人充当起了中介或者称为掮客。其中一些代理商在亚洲各地建立了庞大的联系网络，他们把大量来自亚洲、美洲和欧洲各地投资者的私人资金引导到对华贸易中来，成为中国市场流动资本的最佳来源。
 
[39]



代理商可以将运送到中国的商品安排用中国帆船、澳门葡萄牙船、马尼拉西班牙船、东印度公司船只，或无数来华的私人船只装载，涉及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普鲁士人、丹麦人、瑞士人、穆斯林、巴斯人、亚美尼亚人、美国人等。代理租用仓储空间用于放置购买的商品，然后与广州的中国商人签订销售合同。如果资金短缺无法完成交易，他们可以安排贷款或洋利合同，所有服务都有一套完善的佣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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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代理商在广州和澳门租了自己的商馆和房屋，用自己的船只从事交易。有些人则只是简单地从其他商人处租房，并为自己搭乘别人船只支付交通费，为其白银和货物支付运输费用等。直到18世纪末，为了能够获得居留中国的许可，所有代理商都不得不进行一些贸易。他们通常收取货物价值的2%～5%作为佣金，具体金额取决于合同时间长短、服务内容以及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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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抵达中国的船只比预期少的年份里，代理商填补了资本缺口。外国贸易公司经历了重大重组，影响了他们派往中国的船只数量；台风和逆风在一些年份更频繁，造成了一些船只沉没，或者不得不在其他港口多逗留一个贸易季度。例如，1745年两艘瑞典东印度公司船“斯德哥尔摩号”（Stockholm）和“斯维比尔号”（Swerige）在来华途中沉没，它们的失事导致了好几家行商的财政紧张。两船规模都很大，能装载多达4艘英国或法国船所能够承载的货物，这是一次损失巨大的贸易。

欧洲爆发战争期间，交战国为了伤害对手，彼此在亚洲埋伏和攻击敌国船只，阻碍其来华贸易。1745年9月台风袭击华南造成了严重破坏，淹没了广州所有商行和商馆，导致沿海一带许多船只沉没。当瑞典人返回中国时，他们发现只有陈寿官的商馆依然屹立不倒。
 
[42]

 代理商填补了困难年份，如1744年和1745年的缺口，力图确保商人不至于破产。

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给中国贸易带来了许多困难，但也给这些代理商提供了新机会。危险期间商船信息必须严格控制，以防止其位置被敌人发现。这促使一些外国人编制了精密的密码，表明了船只航行来华受到的威胁有多严重（图8-19）。然而风险增加刺激着私人投资者可以提出更高的利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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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期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设计的保护中国贸易的密码（荷兰文撰写）

资料来源：海牙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HRVB 131。

一旦西方船只没有出现，中国人就会积压大量库存货物，也没有资金来还清债务。战争会消耗白银储量，战争年份抵达中国的船只往往缺乏足够资本购买回程货物。一些私人代理商如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巴斯人和美国人，他们往往在国有公司和殖民地之外经营，通常不会卷入这些冲突。他们的“中立”状态使其在中国常常被当成寻求贷款的对象。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提供了一个很好例子，可以说明战争如何影响中国贸易。这几年里没有法国船到达广州，蔡瑞官商馆累积了大笔债务。从1762年至1764年英国人攻击西班牙人并占领了马尼拉，导致潘启官的马尼拉贸易中断。由于抵达中国的银币短缺，洪官、茂官与陈捷官等被迫缴纳较高的贷款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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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耗尽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白银，使18世纪60年代初公司大班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来预付茶叶订单。英法船只枯竭的白银供应，使荷兰、瑞典和丹麦公司在与英法商人谈判贷款和贸易时具有战略优势。
 
[44]

 到1764年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为战争提供军费耗尽了资金，公司大班不得不跑去澳门找私人投资者紧急贷款72000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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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最后一章将讨论的，也就在这一时期鸦片贸易变得更具竞争性和广泛性。

其他战争年份也一样。18世纪80年代初蔡相官商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由于敌方的攻击没有抵达中国，直接导致了蔡相官的破产。
 
[46]

 正如图8-7和图8-8所示，在资本短缺的年份私人代理商往往是行商和外国贸易公司的唯一资金来源。紧急贷款可以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但也导致了一些中国商人深陷债务泥淖。

借贷者有几位变得相当富有而对贸易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亚美尼亚人马修斯·约翰内斯，他在1761年与其他三位亚美尼亚人一同从印度来到澳门。马修斯为各国东印度公司、散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提供了广泛的金融和贸易服务（图8-14）。他每年都去广州管理自己的生意，淡季时再迁回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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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修斯于1794年在广州去世时，他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澳门的年度预算（1797年为215390西元）。澳门葡萄牙政府多个部门非常依赖于他的资金，澳门城市管理者拒绝批准他的财产离开澳门，唯恐经济崩溃。他的兄弟拉扎罗（Lazaro）继续留在澳门照顾那些未完成的生意，当然也试图收回他的遗产（图8-8）。马修斯的房产文件中提到了许多私商、中国商人、公司与机构，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这个家族对澳门和广州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商业王国覆盖广阔，对马尼拉、印度诸地以及整个东南亚各地港口的商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影响远不止商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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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拉扎罗及其家人搬到加尔各答。他的儿子约翰内斯·拉扎罗（Johannes Lazaro）出生在澳门，由两位中国基督徒抚养成人并教其汉语。在加尔各答，约翰内斯对汉语相当熟悉，英国政府聘请他担任翻译。几年后威廉堡学院的布朗牧师（Reverend Brown）得知其汉语水平，便雇佣他将《新约》译成汉语，他为完成此事忙碌了好些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位具有上进心的叔叔。
 
[49]



其他代理商却没有这么成功，但对贸易同样非常重要。19世纪初几位东印度水手（ghautserangs）已经在澳门开拓为贸易服务的业务。他们是穆斯林水手的经纪人，借钱给失业水手并提供房间和寄宿，任何船只需要水手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排这些水手去工作。此时，澳门葡萄牙政府放宽了对私人的居住限制，很多外国人可以居留在澳门（比如画家乔治·钱纳利），不必从事贸易或去广州。所有这些私人经纪人和代理商填补了珠江三角洲金融、商业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缺口，推动贸易向前发展。
 
[50]



小结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和广州的帆船贸易对中外贸易至关重要，这些内容必须包含在任何有关广州对外贸易史的研究中。18世纪60年代帆船出口量占广州贸易总量25%，澳门贸易又占10%，其他较小的东印度公司占34%，但在历史著述中却很少提及帆船贸易和澳门贸易。

许多广州帆船上装运的货物是用来制造包装箱和打包出口产品的。澳门的进出口贸易很多实际上是广州市场的直接延伸。将货物运送到澳门，然后将之“走私”或转运到上游所占的优势，对广州的价格形成了持续压力，也保持了贸易的竞争性。随着走私窝点的出现，澳门越来越难与这些窝点竞争，最终只好把贸易让给了这些地方。

中国人支付的利率与外国人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广州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国人控制。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私人贷款会影响商品的最终价格，促使一些公司禁止其员工卷入资本市场。中国帆船和葡萄牙船只的私人贸易也影响了最终价格。即使是最著名的商人也经常从外国债权人处获得贷款并支付很高利率，证明没有更便宜的其他资金可用。18世纪60年代，行商承认外国人对他们的资本有更多的保护，19世纪30年代行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人为其贸易贷款。

中国人经常以18%～36%的年利率借款（或者每月1.5%～3%的利率），以每次航程40%的利率获取帆船洋利。而外国人可以从其他外国人那里以10%～15%的年利率（或每月1%～1.25%的利率）借入相同的资金，然后再转手将钱借贷给中国人，以赚取丰厚利息。

我们至此已阐明了控制、影响和指导商业的主要结构和因素，我们将转而分析整个贸易。下一章将把所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第1章至第8章讨论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作用，决定贸易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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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思广州贸易

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从1700年到1842年，外国对茶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中国为满足这种需求不断增加供应。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随着投资资本以不断增加的趋势流入中国，国际金融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全球白银和商品流动的结构化更加明显，全球商业也变得更加规范。更高度的一致性反过来有助于降低风险，从而增加利润并使成本更易于评估。随着成本的稳定和利润的增长，国际贸易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离散的商业网络日益一体化，散商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方式来填补国际市场供需之间的空白（合法和非法贸易两者均有）。同时他们学会了在大型贸易垄断权对其施加限制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商业操作。对大公司来说，它们需要找到控制和利用散商来惠及自己生意的方法。散商受到鼓动将违禁品走私进中国，这有助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贸易。随着国际贸易变得更加规范，每个港口的价格都广而告之，贸易的规程设定和条令被明确地确立下来。自由贸易更加可能，散商逐渐取代了大型垄断机构。这种全球商业中降低风险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正如我们所见，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因此鸦片贸易的同步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鸦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随着茶叶贸易越来越依赖鸦片收入，默许纵容而不是禁止鸦片走私就与粤海关监督的利益密切相关了。随着清朝行政机构中的腐败常规化，粤海关监督对贸易的控制越来越受到威胁。资金和权力从中央管理架构中被抽走并反过来削弱了中央管理。

为了保持巨大的贸易机器运转顺利，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和朝廷大臣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增添了一些规定、限制或监管方式，试图局部改变管理体制。就贸易拓展而言，我们不得不说广州体制是非常成功的。珠江危险的水文条件没有造成真正的障碍，澳门引水人掌握了操控大型船只在浅水河道航行的方法。外国人对澳门引水人的专长十分依赖，这使粤海关监督更能通过引水人控制他们。直到19世纪20年代，粤海关监督牢牢控制着贸易和外国人。

随着商业的巨大扩张，清政府那种控制日益增强的错觉使他们看不到该贸易系统逐渐被撕裂的问题。只要粤海关监督维持和谐局面，继续向朝廷输送关税，就没有理由对贸易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白银外流的严重程度导致危机出现，朝廷才开始进行严肃调查，力图找出导致通货不足的原因。

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在体制内出现裂缝时能够起到支撑作用，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那些叫嚷着消除腐败的官员本身属于腐败群体，因此必须改变的是基本架构，但这种决定必须自上而下来自朝廷。不过彻底改弦更张会减少朝廷收入，因此在短期内更为方便的做法是纵容、掩饰、屏蔽或者干脆忽视这些问题。此外，朝廷对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很不清楚，因此不会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方法。

没有能力采取彻底变革的措施，加上对问题的发展程度缺乏了解，两者共同削弱了贸易的长期安全性。广州体制无法自我调整，遑论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高度内向性地关注，力图保持官僚机器的平稳运行，以致忽视了中国之外的重要变化，直至其发展为心腹大患。当时清政府缺少一种收集外国人和国际市场信息，分析这些数据以确定信息的重要性并适当地做出反应的管理架构，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崩溃。

大多数关于广州贸易的历史叙述以“自上而下”的研究为主，这些研究主要依赖于通信、报告、信件、官方法令和其他类似文献，这些研究只注意了政策却忽视了实际运作。这种研究造成的后果是通过政策来理解贸易，从而以此来划分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段。最常见的划分方式是把1757～1842年称为“广州体制”，当时西方国家对华贸易被“官方”限定在广州。

当我们专注于贸易的日常运作时，这种历史时段的划分就失去了意义。1757年以后，海关控制下的贸易和行政网络的例行程序继续存在；业务照常进行，贸易结构没有改变，控制外国人和贸易的方式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的新政策并没有改变广州已经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港口这个既成事实，外国人也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我们仍然要认为1757年的法令使广州成为贸易中心从而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那么我们是否也能说1729年取缔鸦片销售的法令结束了中国的鸦片贸易？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贸易结构及其对珠江三角洲地理和水文条件的依赖，以及与澳门毗邻，这些因素对广州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系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口岸复制，因此将整个时期称为“广州体制”更为恰当。

结构与实践

广州贸易总是由少数中国商人垄断，从贸易最初时期的几位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位。到18世纪20年代，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或单独或共同控制了所有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商人要想参与对外贸易会受到严格限制，但也通常保持一定的竞争性，有助于降低价格。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的情况也是如此。

自从贸易开始以来，澳门引水人就是看门人，粤海关监督曾一度能决定谁可以来交易，谁不能来交易。18世纪60年代，有8名澳门引水人为所有外国船只服务；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引水人的数量增加到22名。随着许多外国公司的船只越来越大，协助引导船只溯江而上的引水人数量也增加了。到18世纪50年代，引水人通常使用15～20只配备拖缆和浮标的舢舨，但到18世纪60年代末，舢舨数量上升到40～50只。到19世纪初，引水人租用60～70只舢舨协助他们为最大的船提供服务。他们雇用来几个低级引水人及十数个甚至更多本地帮手来维持舢舨的线路。

买办也由粤海关监督选择和控制。买办的数量比引水人要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交易涉及易腐货物，必须从多处大量购买。在使用防腐剂和冷库之前，不可能将这些货物储存在仓库中，许多补给品必须在购买后几小时或几天内消耗。为了购进所需货物并及时交货，买办需要许多助手和舢舨。

粤海关监督还任命了一群通事为贸易服务，每一年有3～5位通事在广州服务。18世纪初，通事受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控制，获得牌照的通事数量并没有随着来华西方船只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他们必须雇用更多秘书、办事员和跑腿的人来应付他们增加的业务。他们还将一些业务转包给他们的领班秘书。这就意味着当通事去世，或者粤海关监督剥夺其执照或者重新安排执照时，那些训练有素的秘书可以随时就地受命，以确保贸易继续顺利进行。

行商及其家产受粤海关监督的直接控制，通事、买办和引水人连同其随从和工人在行商监督下工作。这种管理结构成为广州体制的支撑，到18世纪20年代中期已稳固不变，并持续至1842年。

粤海关监督只须向行商说上一句话，就可终止行商所有与外国人的联系。这样做可能造成所有贸易停止，甚至终止贸易谈判；立即从商馆和船上撤离所有中国人；停止供应给外国人所有货物和补给品；停止所有引水人引导船只往来于珠江；叫停所有到商馆、黄埔和澳门的航行。控制与外国人经常打交道的所有关键人物是粤海关监督用来维持秩序的手段。

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制定的政策是将那些必须获得牌照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数缩减到最少，并允许这些挑选出来的人把他们的部分工作转包他人。所有专业人士都必须为服务于外国船只和商馆的权利而竞争。这种金字塔式的分层管理对价格和费用产生了持续向下的压力，这座金字塔随着时间的流转而变得更庞大且内部彼此竞争，还将大部分管理责任转嫁到金字塔中的较低层级，致使粤海关监督能够减少海关网络中控制贸易所需的人数。但是，职责的下移也意味着权力从粤海关监督下移至较低级别的人身上了。

除了商人、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参与了贸易，包括税馆管理员；驻扎在沿河岗哨的哨兵和士兵；海关水上稽查员；陪同船只往返虎门的船家；跑腿的人、书记员、秘书、水手，以及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管理海关站点和舢舨网络的小吏；帆船贸易商及其船员；内地商人及其随员；工匠、手艺人及其信使；搬运工；种植者、生产者和供给者；茶叶包装工、采摘者和加工者；纺工、织工和陶工；书记员、秘书和苦力，等等。

广州体制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有成千上万的小零件独立工作又相互协调，推动着贸易前进。粤海关监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两广总督负责保持这台机器的平稳运转，稍有差池就会迅速断送掉他们的前程，但一位成功的粤海关监督可在三年任期后全身而退，获得良好声誉并积攒一小笔财富。

广州体制日常运作的基本实践和原则不一定是基于书面指示，也不一定是来自官方的法令或命令。这些只是在广州要做的事情，不管是否应该这样做。下面的描述是从18世纪早期体制建立到1842年体制结束这个时间段内这台大型机器每天如何运转的总结。

每个中国人都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外国人的行为负责，18世纪30年代建立的“保商”体制只是对既成做法的形式化。官方政策规定除了获得执照的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准与珠江口以外的外国人有直接联系。然而在日常运作中，理发师、洗衣妇、妓女及其他人能够与外国水手打交道。这些人提供的服务能够让外国人满意，有助于维持和谐局面，这样他们的行为就是可以容忍的。

每艘外国船在向上游航行或进入三角洲之前都必须到澳门报告。每艘船还必须雇佣一位澳门引水人引导其通过虎门，无论其是否愿意或者需要。澳门引水人经常受到海关的监管，他们又负责监督外国人，确保其遵守规定，但许多人通过让外国人参与非法活动而滥用了职权。粤海关监督控制着澳门引水人以确保没有任何外国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经过虎门或离开黄埔。

从外国船只抵达虎门到它们启程回航驶离虎门，所有船只都由两位海关水上稽查员陪同和护航。所有外国船只在广州从事贸易之前必须经过丈量，每艘船必须是载有贸易货物的商船才能够得到继续向上游航行的许可。除了另有贸易安排的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官府欢迎所有其他外国男性来广州贸易，不论种族、肤色、宗教或国籍，只要他们缴纳必须的税费并遵守天朝法纪。

所有通过虎门而来的外国船都必须在黄埔锚地停泊。外国人必须缴纳澳门与黄埔之间的牌照费和其他服务的小额费用，但那一段河流不收通关费。悬挂外国国旗的服务船只能获得在黄埔与广州之间的税馆不停留的豁免权。该政策规定挂旗艇上必须有一名主管官员，没有运载货物，但实际上许多挂旗艇上并没有外国官员，而船底也偷运了许多货物进出中国。这种豁免权或多或少作为对外国官员的优待而能被容忍，可以在任何需要说服教训外国人的时候被取消。实际上所有外国人每一年都可以享有这个特权。

在粤海关签发船牌之前，外国船只所有的官方账目必须结清。虽然不鼓励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也被“官方”认定为非法行为，但是借贷的确促进了贸易的增长。外国人总是能向中国商人支付预付款，为下一贸易季节下订单。这些私人信贷交易与船牌的签发没有关系。

除了引水人及其助手，其他中国人是不能搭乘外国船只通过虎门的。中国人不应搭乘外国船只出国，实际上很多人都这样做。“官方”允许中国人在获得执照并被监管的中国帆船上服务，他们也应该搭乘这些船返回中国。其他原因出国，比如成为外国船上的船员或去外国寻找工作都是被“官方”禁止的。

外国人也被禁止搭乘中国船只通过虎门。贸易初期许多商人获得允许驾驶自己的服务船沿河而上到达广州，与粤海关监督商谈贸易。随着贸易正常化，只有商船才能使用虎门航道。广州与澳门之间的旅客应该使用西江航道，并且必须得到粤海关监督许可。外国商船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外国船只（不包括受中国委托，葡萄牙所有和经营的巡逻船）都不能出现在该航道。

所有在澳门居住的外国人都受澳葡总督的监督和直接管辖，澳葡总督时常干预他们的事务。外国人需要得到澳葡政府的许可才能在当地居住。19世纪初澳门的居住要求放宽，一些外国人如印度水手等开始全年居住在澳门而不去广州。某些特殊情况，澳葡总督可能被要求插手在广州的外国人问题，但通常情况下则是外国人通过虎门后，澳葡当局才负责料理所有事务。

这些做法和原则构成了广州体制的管理机制。这套管理机制犹如中枢神经系统一般在18世纪20年代就牢固确立起来，一直保持到1842年体制崩溃。虽然直到1757年对外贸易才正式限制在广州，它显然是朝廷很早以前就偏好的口岸，因为广州可以提供上述所有有利条件。其他中国口岸无法在兼顾贸易和解决朝廷忧虑两方面与广州媲美。

优势和成就

广州的粤海关行政网络组织得非常好。获取船照、检查丈量船只，装卸货物，努力协调行动以匹配季风节奏，以及复杂的牌照获取程序和监管措施，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促进贸易顺利及时进行。官府可以做出特别的安排，例如组织紧急救助行动以满足特别的需要。其中有些服务附加了特别费用，而其他服务则在现场解决。就大型贸易公司的船只而言，广州地方官员通常对任何安排都持有开放态度，只要不影响行政机构对贸易的控制，破坏口岸的和谐氛围或引起上级的怀疑，所有其他安排都可以讨论和考虑。

外国人通常不清楚这些预定的限制，导致许多人相信中国人对推进贸易不感兴趣，只想着限制它。然而本研究中提到的这些事例表明，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能够非常灵活地在界限内处理事务。他们一直鼓励和迁就贸易，只有当事情要求他们突破底线时才会变得不那么通情达理。如果我们先抛开那些抱怨，更仔细地观察更广泛的证据，从参与对华贸易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贸易费用及过程的正规性，加上管理当局的迁就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培养起外国人的信任。

当外国人拒绝顺从而出现危机的时候，粤海关监督就撤走商人和引水人，并威胁滞留在口岸的外国人，这种局面会使利润面临风险。由于季风越来越近，装载货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粤海关监督能够耗得起时间，西方大班不得不寻求妥协。粤海关监督只需稳坐钓鱼台，等时间和金钱的压力最终提出解决方案。广州官员也必须谨慎处理，不能做得太绝对，以免外国人拒绝再来，但他们能够使用自己的行政管理工具找到妥协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粤海关监督是保持贸易体系平衡的支点。

庞大官僚机器拥有着惊人能量，能够提高产出以满足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包括贸易商品、包装材料、服务、补给品等方面，确保价格不会由于供应不足而上涨。当然补给品的价格出现了通货膨胀，但这些是逐步发展的，1700～1830年平均每年上涨约3%。事实上，许多费用包括关税、进出口税、服务费、通事的费用（1809年后）和澳门引水人的费用没有随通货膨胀而增加，这意味着这些费用变得更便宜了。外国白银（西元或墨西哥元）和中国“两”之间的兑换率是“固定的”，白银的购买力随着通货膨胀而下降。这意味着外国人更愿意继续缴纳与旧时一样的固定费用。

预付金的做法使中国商人可以增加向国内供应商订购货物的数量。包装材料的贸易，例如用于茶叶箱的木材和铅料、用于制罐的锡料、用于填充瓷器箱子的西米，以及用于制造容器和支撑货物的竹藤等都随着茶叶贸易一同增长。内陆供应商、广州帆船和外国散商船只在这些物品的供应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如果贸易要大发展，市场必须有良好的资本供应。外国私人投资占广州体制时期投资资金的大部分。持续的高利率，加上粤海关监督为中国人偿还债务提高保障的水平都造成了外国资本不断流入广州。许多私人代理商在澳门和广州向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资金和经纪服务。这个活跃的货币市场有助于弥补短期和长期融资的缺陷，使中国商人能够履行义务，所有船只能满载离港。如果只看“广州体制”的优势和好处，那么广州贸易似乎可以无限制的增长。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似乎是无止境的；中国对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满足能力似乎是无限的；广州吸引资本的能力似乎是无底的。虽然有很多中国商人可怜地破产，一些年份里贸易严重受挫，但总的来说粤海关监督和两广总督都使广州贸易得以完成。他们通过在这儿施加一些压力在那儿进行一些惩罚，或在别的地方对政策或程序做出一些调整维持着这台庞大贸易机器的运作。就粤海关监督的职业和未来福祉而言，最好的状况是三年期满离开时，相比前任他们让这台机器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并呈献给朝廷更多的税收。当然他们必须在不破坏这台机器节奏（和谐）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的继任者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大多数情况下这台机器随着发展也会产生更多的“病变”（诸如腐败和走私），这对粤海关监督来说并不重要，也不会对其造成任何影响。大多数非法活动不会被朝廷发现。只要一切事情都做到位，没有必要使它们引起注意。如果这些问题终究会显露出来，希望出现在下一任粤海关监督任上，而不是自己任内。

然而，当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朝廷就会采取必要的改变措施以清除“病变”。粤海关监督或两广总督都没有权力或动力提出全面的变革措施。此外，走私和腐败有助于合法贸易的扩大，最好随它去。广州高级官员都是朝廷派遣来的，与当地居民的联系并不密切。然而其他许多参与贸易的人，如低级别的海关官员、商人、通事、买办和引水人，都是该地区常住的居民。这些下级阶层构成了广州体制的中枢和主体。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虽然是首脑，但他们需要通过下级以保持机器的运作并符合朝廷意愿。虽然广州很少遵循朝廷的法令，但至少表面文章得做足。

18世纪20年代后期，“规礼”成为港口费的法定部分，尽管外国人有许多抗议，粤海关监督或两广总督都对此无能为力。直到1830年外国人才开始设法谈判以减少“规礼费”，但这被三个港口费比率的增加而抵消了。1741年乾隆帝规定所有外国人在贸易淡季必须离开广州，1757年后此项规定执行得更加严格。中国其他口岸正式禁止与外国人交易，保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诸如此类具有广泛而持久影响力的措施只可能来自朝廷。

朝廷还采取了许多打击走私的措施，但1835年前没有一个措施能有效终止甚至减少违禁贸易。由于朝廷对违禁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确定，因此提出的方案不会有什么效果。对珠江三角洲局势缺乏了解，朝廷政策的实施只能继续无效。

缺陷和崩溃

违禁品贸易是广州体制的主要缺陷之一。澳门和广州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走私活动。贿赂海关官员相对容易，货物能够“无声无息地”过关。朝廷的许多收费并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调整，这导致“穷人”的贸易不断地越来越深入到“富人”的口袋中。18世纪60年代和18世纪70年代，西江沿线的收费上涨，与此同时鸦片走私网络得到了发展，这应该不是巧合。粤海关监督不能或不愿意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来遏制勒索，因此勒索继续发展。

澳门葡萄牙人对广州贸易的控制、建设和管理至关重要，但许多人是利用其特权从违禁品贸易中获取私利。如果珠江三角洲的海关官员想要从非法贸易中受益，他们必须配合葡萄牙人收取好处费。如果黄埔或厦门的官员想从鸦片贸易中受益，他们必须配合珠江三角洲下游一带收取好处费。如果黄埔的海关官员或码头的海关官员希望从走私中获益，他们必须与买办和引水人一起就收取的好处费展开竞争，而买办和引水人则必须与葡萄牙人收取的费用竞争。

这些竞争联结了好处费和办事手续，使得走私者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其利润。这种安全性和清晰度帮助违禁品贸易几乎与合法贸易一样可以预测，于是吸引了更多投资者。同时，鸦片品种和价格有很多种，渗透到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猖獗的海盗行为也促进了违禁品网络的扩张和复杂化。

发放信贷可能有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但会使营运资金紧张，因为许多官员整个季节都在进行管理工作，直到船只准备启程返航之前才收取费用。这对海关网络中的官员施加了财政压力，使他们考虑参与违禁品贸易并接受贿赂，将商品从“应税品”重新认定为“非应税品”。这种做法削弱了朝廷的收入，也削弱了支持海关监督网络的财政结构。但是只要贸易总量在继续扩大，帝国收入的增加便会掩盖这些资金的流失。

18世纪末19世纪初，“官府”和通事控制了补给品黑市交易。这也分流了来自监督的资金和权力。引水人、买办和通事必须为其执照缴纳大笔款项，使得他们在某种形式上服役于政府。很多人不得不借钱来缴纳他们的牌照许可费，借贷利率很高，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还清贷款。虽然这可以使他们在其职位上勤奋工作，直到债务还清，同时也促使他们在体制以外进行交易以获得额外收入。由于种种原因，许多 “官府”、通事、买办和引水人真是太愿意迁就走私贩子了。

粤海关监督对中国行商索要的定期“贡献”和“捐赠”也推动了走私。粤海关监督要求每个中国行商而不是外国人缴纳所有进出口关税，由此可以知道每个中国行商总收入的情况。税费数据给监督提供了一份记录，决定下次谁能够贡献最多。非法贸易为商人提供了一种对抗这些无处不在的索求的方法，因为非法贸易使他们的收入超出了粤海关监督的掌控范围。因此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广州最著名的一些商人都热衷于参与非法贸易。

随着走私贸易的增长，其他商人也被吸引。18世纪9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一带猖獗的海盗行为使官员从走私贸易中分神，澳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使用镇压海盗方式来掩盖鸦片贸易的行为。对用白银购买茶叶的极大依赖以及鸦片是唯一可在中国轻易换取白银的事实，巩固了这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鸦片在亚洲其他口岸被认为是合法商品，中外人士都很容易使鸦片在中国销售合理化。在抵达船只数量很少的年份以及发生战争的年份里，白银供应短缺，鸦片贸易就为中外人士补充枯竭的白银供应提供了手段。结果到18世纪60年代鸦片稳定流向中国，随着散商和中国帆船将其运送中国沿海其他口岸，贸易持续扩大。

资本市场的结构也是广州体制的弱点。中外之间利率的不一致导致资本持续流入广州，但迫使中国人支付高利率。缺乏足够的本土资本满足需求，整个广州体制时期中国商人都持续依赖外国贷款。

广州行商试图通过形成垄断来保护其利益。18世纪20年代与18世纪60年代，商人创建了公行并做出控制价格和限制供应的安排，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他们无法保持垄断，其控制价格与粤海关监督鼓励贸易增长的兴趣相违背。粤海关监督清楚，如果外国人面对的进口货价格太低、出口货价格太高，他们就不会再来中国，这样粤海关就没有足够收入缴送朝廷，从而影响他的仕途。

虽然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把维持和促进垄断作为减少风险和保护利润的最佳手段，但他们也不希望任何组织来影响中国市场。他们不断对粤海关监督施压以反对这种安排。外国人和粤海关监督的利益在这点上一致，因此中国行商从未能成功地控制价格或获得供应。

行用是对行商利益较成功的保护，它向所有行商征收，能够把价格推到适当的高度以保护利润率。礼品费、规礼费、港口费以及拖欠的关税都由这一综合基金缴纳。行用比垄断与联合更成功，因为它与粤海关监督的利益一致。行用每年得到补充，也成为受粤海关监督欢迎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然而，从长期来看对行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需要补充预算的朝廷官员必须再次诉诸偶尔发生的“捐助”。行用给商人带来的更多是短期安全，但它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由于没有其他措施可以保护行商利益，他们的职业总是与高风险关联。

短期内行商尽其所能，力图智胜体制，他们中如潘启官、伍浩官者非常成功。然而，即使成功的行商不能确保其财富流传百世。一旦家族中某位不太老练的谈判者掌握了财富，其财产将逐渐被苛刻的官员剥削殆尽。一些行商苦心经营财富数十年，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都无法成功。

由于缺乏整体控制，该贸易体制也被海关网络所衍生的许多问题削弱。例如，1759年粤海关监督采取应对措施，废除对所有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收取丝绸交易纵容费的问题，尽管这些纵容费的收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丹麦人和英国人不得不曝光这个问题，因为粤海关监督没有追踪到外国人付给海关水上稽查员和通事的费用。

18世纪70年初，粤海关采取新的政策，要求船只在获得船牌之前必须缴纳所有税费，这造成了18世纪70年代末累积起巨额的债务。这个债务问题无法预见，没有人会留心新政策对商人的影响。有关外国人向中国人提供贷款持续增长的信息没有人收集，因为首先中国人不应该向外国人借钱。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显然没有考虑到实际运作，需要做的是彻底修正广州的资本市场结构，以平衡中外利率。

到18世纪80年代初，外国人不断抱怨西江沿线税费的快速上涨。粤海关监督被迫传唤所有买办，让他们交代所收金额的情况，他没有检查珠江下游税馆的收费。这些费用十年来一直稳步上升，但无人注意到。

与此同时，鸦片贸易网络在珠江三角洲牢固地确立起来，海关官员和持有牌照的买办都卷入其中。1780年一艘永久性的收货检查船锚定在云雀湾，但是直到12年以后粤海关监督才意识到这是非法贩运船，再过去8年之后他才采取应对措施来禁止这种非法贩运。粤海关监督并没有向朝廷汇报鸦片贸易网络的情况，因为他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确认从珠江三角洲快速舢舨所获得的信息是准确的。直到白银危机使改革迫在眉睫，朝廷才开始彻底调查。

粤海关缺乏可以监测和控制外部引水人的基层行政组织，以阻止他们将船只引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走私集散地，这使走私贩子能轻松开展工作。外部引水人和澳门引水人都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所以他们没有成为预期中的有效守卫。尽管如此，广州的行政管理仍然得继续依靠他们。

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通事和海关官员开始控制补给品黑市交易。粤海关监督可能知道但没有设法阻止，尽管这已违反了朝廷政策。朝廷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击这种对黑市交易的纵容，无人向朝廷汇报问题的严重程度。此外呈缴朝廷的税收一直都在稳步增长，外国人在广州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一切都如其设计的那样运作。

1814年和1815年，清政府开始了另一个终止澳门鸦片贸易的措施，检查所有到达中国的葡萄牙船只，这一行动迟来了50年。19世纪20年代在伶仃岛采取措施着手取缔鸦片贸易，但那时外国人已经在伶仃岛从事非法贸易活动20年了。这时珠江三角洲还有不少走私基地，只粉碎其中一个对总体情况影响不大，再一次表现出朝廷的反应太弱也太迟了。

正如我们所见，粤海关监督除了处理手头最重要的事情之外，没有时间处理任何其他事情。然而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体制显示出严重的缺陷，口岸的和谐氛围面临危险。大米的优惠待遇推动了珠江三角洲走私的增加，走私贩子在伶仃岛购买大米，他们的船作为“运米船”溯江而上享受优惠以逃避广州的高额税收。他们利用从鸦片和大米上获得的利润购买回程货物，从而可以支付他们回程的费用。走私贩子可以获得回程货物意味着他们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销售鸦片。反过来鸦片以较低价格出售会刺激更多的消费。清朝官员没有将大米和鸦片联系起来，没有人报告这些事，尽管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常识，有关报道已经公开发表在外国报纸上。

1827年广州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其他外国刊物很快随之出现。这些报刊的内容除了描述亚洲诸口岸贸易的情况外，刊登的内容让外国人能够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期刊上每月都发表大量有关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的文章，涉及当时的和之前历史的问题。在贸易史上，这是所有在华外国人首次拥有获得相同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和全球最新商业趋势的平等机会。几年内广州和澳门外国人群体都非常了解当地和国际问题。这有助于他们统一观点，提出关于中国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更大范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看法。

外国媒体开始改变权力的平衡以有利于外国人，随着19世纪30年代大型浅底汽船的到来最终完成了这种改变。一定范围内，汽船使澳门引水人丧失了作用，这些船在西江上快速航行，使虎门炮台失去作用，并使粤海关监督失去了对谁可以来华贸易以及他们应该何时离开的控制权。这种权力的丧失削弱了广州体制的信用结构，粤海关监督不再能确保外国人在离开之前结清其账目。

19世纪30年代中期，各大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广州的业务，散商开始团结一致。新闻媒体给了他们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渠道，汽船赋予了他们按其意愿行事的能力。外国人在中国海岸发行的报纸上公开讨论如果中国不发生改变，就应该与中国开战的观点，每一个购买报纸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许多其他变化也正在发生，将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主要茶叶来源的霸权地位。报纸上刊登了很多关于在其他地区建立茶园的话题。到19世纪30年代初，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茶叶在爪哇种植，中国人被送到那里建立茶园。
 
[1]

 19世纪30年代中期，清政府再次打击走私的活动引起了更多在其他地方种植茶叶的议论，如此这般就没有必要在中国购买茶叶了。
 
[2]

 19世纪40年代，茶叶在斯里兰卡和南美洲种植，并有计划地将其引入印度。茶叶在日本、朝鲜、北圻、交趾支那和缅甸蓬勃发展，但这些地方使用不同的制作和加工方法，其最终产品不如中国茶叶那样受人欢迎。
 
[3]

 然而在新建立的茶叶种植中心，加工技术日趋完善，中国开始失去其产品的比较优势。

这时，西欧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生产高品质的瓷器，丝绸也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生产。19世纪50年代，日本向西方开放，成为高品质瓷器和丝绸的供应来源。朝鲜也很快赶了上来。

新竞争导致的结果，从1877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的外贸进口量超过了出口量。
 
[4]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与这种转变有关，比如不平等条约、外国人操纵中国贸易和海关。但不应该由此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忽视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茶叶垄断地位的事实。

因此，即使没有鸦片战争强制终结了广州体制，中国贸易及其传统的经营方式也将受到更强劲对手和激烈竞争的严重威胁。140多年来中国向世界提供茶叶、瓷器和丝绸，到19世纪末中国已经变成了消费经济。所有这些事件、趋势和问题在其威胁来临之前就已经清晰可见，尽管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清王朝没有做任何准备使国家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内公开讨论这些想法，他们在行商所在的“广州商会”以及广州发行的报刊上也讨论这些问题，
 
[5]

 买办可以听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事实上，外国人公开宣称其意图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垄断。
 
[6]

 不懂英语并不是中国商人的借口，因为广州帆船贸易商人在前往东南亚途中也能够接触到所有这些观点和问题，他们能够用中文向任何愿意听的人讲述这些信息。

我们已经对广州体制进行了总结，以及展示了各个部分如何互相作用影响指导贸易进程，应该可以推断出广州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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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问题实质

如今，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最好和最详细的有关行商、中国帆船商人，成群的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这些事情在中国显得不重要，故没有留下记录并保留下来。数位中国行商变得极其富有并建有大庄园，但其财富没有传之后世，关于他们生活的许多记忆也早已消失。这不能归咎于是广州体制的设计者深思熟虑或有意破坏或损坏地方利益，更应该是他们太过关注国家事务，从而忽视了个体的结果。

仅有涉及国家事务的记录被保护和珍藏下来，所有来自较底层的其他汉文记录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文件应该数以百万计（甚至可能数以亿计），包括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方海关税口140年的每日记账簿；成千上万签发给在黄埔与广州之间转运货物的转运船的牌照；数以百计粤海关存留的用以审核文件真实性的船牌核对单（图2-1）；粤海关140年记录每艘外国船和中国帆船进出口情况的分类账本；成千上万的船只丈量计算记录（图2-2）；为每个外国公司制定的数十份规章，列明了交易条款和规定；成百上千份发放给外国人允许其在西江航道航行的通行证（图6-2）；数以千计来自三角洲直达舢舨向粤海关监督报告下游一带海事活动的报告；成百上千被派送至外国商馆及船只的信件、法令和通告；以及数以百计的派发给通事、买办和引水人授权其为外国人服务的执照。

我们知道行商也保存有详细的记录，当交易出现问题，诸如欠账、包装错误或货物未交付时他们常常会要求查找先前的交易记录。行商偶尔也会拿出过去外国人未能偿还的债务凭证，这些都能在其记录中核对。我们还知道行商保存有成百上千份与外国人签订的合约，有时他们必须查阅这些文档以查实过去几年贸易合约的条款。所有在外国档案中出现的文献都有用汉文写的材料，因此我们能证明其的确存在过（图2-5、图4-1、图7-1、图7-3、图8-6、图8-10、图8-11、图8-12、图8-13、图8-16、图8-17、图8-18、图10-1）。但是行商不敢长期保存这些记录，不需要了就会销毁它们，唯恐其落入某位贪婪的官员手中。这是中国商业缺乏保护的另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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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764年1月14日的销售单（瑞典文撰写）

说明：销售单显示行商李华官为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索菲亚·阿尔贝蒂娜号”（Sophia Albertina）解决了洋利合同，这艘船1761年从广州开往瑞典。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档案馆藏，档案号：Godegårdsarkivet F17。

如今，仅有几百份详细的汉文记录保存了下来并为我们所知，而且都藏在外国档案馆中。缺乏对复原历史记录的关注是另一个清楚的标志，即地方个人利益及其当地遗产的保护（包括对当地财富的积累和长期保护），并不是广州体制基本思想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历史中遗忘得最彻底的是帆船贸易，几百年来数以千计的帆船和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其中，但现今几乎没有文献讲述他们的故事。

本研究使用的数百条详细的中文贸易记录，都是来自瑞典、荷兰、丹麦、英国、美国和葡萄牙档案，都明显和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些文件都是当年定期在广州记录下来的。从外国记录的信息可以看出，在控制贸易的粤海关和实施贸易的中国行商两方面，我们都能够描述其成熟而系统的记录保存原则和实践。目前仍然保存下来的，来自三角洲一带海关税口的任何详细汉文记录都是那些派送到澳门的文件，它们之所以幸存至今，是由于它对葡萄牙人来说十分重要。
 
[1]



中国唯一得到系统保护和保存的档案记录，是官方的往来文书。但是这些档案只包含了参与贸易的个别人的信息，而这些人的活动以某种方式与国家有关。一则简短的笔记可能会记录下夷欠严重的、犯了罪的、寻衅滋事扰乱贸易的、影响呈送朝廷税收的诸如此类事项的中国人，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们的名字就会消失。这些官方文件几乎没有透露任何前文提及的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细节内容都保存在外国档案中。

缺乏对广州体制自身历史的重视是其最大的弊端之一，因为这些记录是其高效运作和维护至关重要的信息。没有关于贸易所有细节和环境变化的详细内容，就没有办法准确预测或确定贸易何时、何事、何地、为何、如何改变或如何失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外国公司（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保存了在中国的记录副本，他们的大班就能够将这些材料作为参考资料，更好地了解贸易本身以及他们过去与中国的贸易情况。当然这些信息本身并不足以确保自身能够被保存下来。如果不采取措施，或者从这些信息上得出一些不实在和不切实际的政策，那么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在一个有持续需求的静态世界里，经济走势或态度没有任何变化，技术或生产也没有太大差别，也许密切关注贸易与环境的各个方面并不重要。但是18～19世纪的广州肯定不是这样。由于未能保存其详细记录，广州体制必然失败。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朝廷大臣尽管不断采取措施，但治标不治本。由于官员并没有控制住那些底层发展出的问题，问题出现多年后，在通常由一次危机暴露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却采取了反作用的措施。

由于缺乏收集贸易和更广泛国际环境的信息，在行政结构被削弱之前，没人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深入理解，朝廷努力支撑这种体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外国人之所以能够打败这种体制，是因为这种体制自身已溃败。

清政府需要一个拥有主动权、意愿、权力和必要信息的行政部门来分析弱点、检讨贸易政策和工作程序，并在需要的时间做出正确的纠错。但由于没有贸易所有细节和所在环境变化的详细叙述，就没有办法形成准确或全面的认识，以制定出有效的整改政策。此外，还需要互相制衡的信息交流，以便行政官员能够确保重要细节没被篡改或遗漏。但是，广州体制中缺乏这种机制，至少没有有效的机制，其结果就是官僚机构做出的决定和制定的政策是基于不完整、不准确和具有误导性的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以与现在的研究情况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将有可能让研究者吸取清政府失败的教训。前文提到的新数据清晰地显示了所有关键细节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信息，我们无从理解贸易的运作。以往贸易史也是依靠片断画面来讲述整个故事。正如序言指出的，这一结果有很好的原因，但导致了类似清政府的境地。由于缺乏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的数据以及对中国帆船和澳门贸易的了解，过去的历史论述一般都省略或忽略了中国帆船和澳门方面的内容。其他小公司的经验也很大程度上在口岸史研究中被忽略，尽管它们对贸易的发展也很重要。许多诸如亚美尼亚人马修斯·约翰内斯这样非常重要的代理商很少得到关注。

正如前文曾论述的内容，18世纪60年代这部分贸易内容占了整个广州贸易的70%，地位举足轻重，塑造和影响了历史。他们每个人都在促进贸易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弥补了贸易中的缺漏，保持着这台贸易机器的运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历史中被遗忘，在于研究重点通常被放在贸易瓦解上，只关心其衰落的原因，却不关心其增长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弄清楚该体制如何成功运作，又如何去解释它的失败呢？过去获取和利用许多不同历史记录（多地点、多语种）困难重重，导致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献。

于是，直到现在研究者对广州贸易的了解主要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25%～30%贸易量的内容。虽然原因和环境都不同，但分析贸易却不考虑其所有部分，这便与清政府所为无异：没有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做出贸易决策，定义商贸，确定问题与解决方案。办事员与官员没有理解如此庞大的贸易机器，缘于他们没有获得其中所有细小部分的信息。本书呈现出的是一个崭新而更全面的图景，因为研究的基础是掌握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解释这台机器如何运作。1835年清政府也开始收集和接收与贸易相关的非常详细和准确的信息，然后朝廷终于看到哪些方面需要做出改变。但对清政府而言，想改变历史进程为时已晚，这些问题已经被忽略太久。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重新审视证据和修订历史书尚且不晚，我们可以更好地向大众呈现这些历史的本相。本书作者希望，研究者能够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将来写出更详细和全面的历史，将此项研究遗漏的地方填充起来。




 [1]
 汉文方面留存的关于粤海关处理与澳门关系的档案，里面有丰富的关于当地人的记载。这些汉文档案得以留存是因为它们落入了葡萄牙人之手并被他们运回母国。收入刘芳、章文钦主编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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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lent
 （brig）Logbook 1829-1831.


Theodore
 （ship）Logbook 1836.


Tremont
 （ship）Logbook 1833-1836.

Tucker Family Papers Mss 165：Ship Concord
 Papers 1802.


Union
 （ship/schooner）Logbook 1802-1803.

Ward Family Papers. Mss 46. Ship Papers.

Waters Family Papers MH-12 & Mss 92：Ship Mariposa
 Papers 1835-1837.

Wigglesworth，Thomas Jr. Papers. MH-6.


William & Henry
 （brig/ship）Logbook 1786-1790.


Zephyr
 （ship）Logbook 1829-1830.


Minnesota：James Ford Bell Library（JFB），University of Minnesota，Minneapolis


1732 fIr. Charles Irvine（d.1771）.Archive of papers relating to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1732-1774.

1801 sh. Journal of ship Arat
 bound for China 1801.

1801 sh. Logbook of ship Ganges
 ，Boston to Canton 1801.

1801 fTr. Logbook of ship Taunton Castle
 of Deptford 1801-1802

B 1758 fNe. Dagregister in de Ned. Factory Canton 1758 en Onkost Reckening voor het Schippen Velzen
 en Renswoude
 1758.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UPL），Philadelphia


Ms. Coll.499 F. Molineux’s Accounts of Purchases at Canton. “Receits” for 1784-1786.


Rhode Island：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JCB），Brown University，Providence


Brown Papers. The following files：

B126 Ship Papers 1797.

B655-657 Ship Ann & Hope
 Papers 1800-1821.

B658 Ship Arthur
 Papers 1803-1809.

B659-660 Ship Asia
 Papers 1822-1827.

B663 Ship Isis
 Papers 1805.

B664 Ship John Jay
 Papers 1800-1802.

B670 Ship Rambler
 Account Book（1818？）.

B671 Ship Washington
 Papers 1820-1826.

B715-717 Ship Ann & Hope
 Logbook 1798-1806.

B720 Ship Ann & Hope
 Logbook 1816-1817，1823-1826；Journal of Benjamin C. Carter，Surgeon aboard ship Ann and Hope
 1798.

B721 Ship Ann & Hope
 Logbook 1823-1824.

B722 Ship Arthur
 Logbook 1803-1804.

B1131 Ship John Jay
 Papers 1797-1798；Account Book of supercargo John Bowers 1797


Rhode Island：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RIHS），Providence


Carrington Papers. The following files：

B139 Ships Trumbull，Baltic
 ，and General Hamilton
 Papers 1806-1811.

B149-150 Ship Edwards
 Papers 1831.

B151-152 Ship Fame
 Papers 1819-1825.

B153-156 Ship Franklin
 Papers 1823-1836.

B157-158 Ship General Hamilton
 Papers 1818-1824.

B159-160 Ship George
 Papers 1818-1827.

B161 Ship John Brown
 Papers 1819-1821.

B162-163 Ship Grafton
 Papers 1841-1847.

B164 Ship Lion
 Papers 1817-1820.

B165-166 Ship Integrity
 Papers 1817-1824.

B169-170，172-174 Ship Lion
 Papers 1824-1844.

B175 Ship Mary Ann
 Papers 1815-1822.

B178-179 Ship Nancy
 Papers 1815-1824.

B181-187 Ship Panther
 Papers 1818-1843.

B190，192-194 Ship Providence
 Papers 1825-1839.

B196-197 Ship Trumbull
 Papers 1816-1825.

B198-199 Brig Viper
 Papers 1815-1821.

B204 Ship Zypher
 Papers 1815-1820.


Franklin
 （ship）Accounts，1824-1825.


George
 （ship）Accounts，1821-1823.


Grafton
 （ship）Disbursements，1841-1844.

Journal A 1802-1804.

Journal B 1804-1806.

Journal C 1806-1811.

Mss 312. John Brown Papers 1770-1829. ShipGeneral Washington
 Journal and Account Book 1788-1789.

Mss 776. WardFamily Papers. Ship General Washington
 Papers 1788-1789.

Mss 828. The following logbooks：

Ship Ann & Hope
 Logbooks 1798-1836.

Ship Asia
 Logbook 1804.

Ship Canton
 Logbook 1799.

Ship Eleonora
 Logbook 1804.

Ship Essex
 Logbook 1810-1812.

Ship Fame
 Logbook 1824.

Ship General Washington
 Logbook 1787-1789.

Ship George Washington
 Logbook 1794-1795.

Ship Hope
 Account Book 1802-1804.

Ship Hope
 Logbook 1802-1803.

Ship Isis
 Logbook 1804.

Ship John Jay
 Logbook 1804-1806.

Ship Lion
 Logbooks 1826-1833.

Ship Panther
 Logbooks 1819-1833.

Ship Patterson
 Logbook 1803-1804.

Ship Resource
 Logbook 1800-1802.

Ship Superior
 Logbook 1824-1826.

Ship Susan
 Logbook 1797-1798.

Mss 997. James Warner Papers. Ship Ann & Hope
 Logbooks 1797-1800.

Nightengale-Jenks papers.

“Trader’s Book” for Canton，1797-1808.


Danish Asiatic Company档案



Copenhagen：National Archives（RAC，Rigsarkivet）


［Several ships in this series did not go to China and are incorrectly included in this section］

Ask 879a-995 Skibsprotocoler for skibe til Kina 1738-1834.

Ask 996-1028 Skibsjournaler for skibe til Kina 1733-1758.

Ask 1112-1115 Skibsjournaler for skibe til Kina 1820-1829.

Ask 1116-1229 Negotieprotocoler for Kinafarere 1735-1833.

Ask 2190-2239 Kasse-og hovedbøger fra kinaskibene 1734-1772.

Ask 2240-2271 Hovedbøger for expeditioner til Kina 1782-1833.

Ask 2272-2273 Regnskabsjournaler for ekspeditioner til Kina 1782.

Ask 2295-2304 Regnskabsjournaler for ekspeditioner til Kina 1803-1833.

Lin 5893：1 Supercargo Lintrup Private Bog 1739-1741.

Soe 368B Journal for Skibet Cron Printz Christian
 på rejsen til Kina 1730-1732.


Copenhagen：Royal Library（KBC，Kungelige Bibliotek）


Nye Kong.512，8° Dag-Bog holden paa skibet Kron-Printzen paa Reysen til Canton i China Aarene 1802 & 1803（Also covers 1804 and 1805）.

Thottske 512 Extract of adskillige skibsjournaler 1677-1743.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VOC）档案及其他丹中贸易档案



The Hague：National Archives（NAH）


AW1.11.01.01 Aanwinsten：generaal rapport，missiven，bylagen en diverse stukken betreffende de China handel 1758-1779.

CANTON 1-390 Documenten van de Nederlandse Factorij te Canton 1742-1826.

COI 2.01.27.06 Comptabiliteit Betreffende Oost-Indische Bezittingen 1795-1813.

HD 2.01.27.05 Hollandse Divisie bij het Ministerie van Marine en Koloniën te Parijs 1810-1814.

HOPE 1.10.46 Hope familie archief 1630-1769.

HRB 1.04.17 Hoge Regering van Batavia：brieven，contracten，minuut，secrete brieven，papieren en bylagen betreffende de China handel 1790-1808.

MIN 2，6，11，Ministerie van Koophandel en Koloniën：stukken betreffende

25，57，59，61 de China handel 1798-1813.

MK 2.10.01 Ministerie van Koloniën：stukken betreffende de thee handel 1745-1851.

NED 1.10.59 Nederburgh familie archief 1790s.

NHM 2.20.01 Nederlandsche Handelmaatschappij archief：brieven van Canton in China beginende met 1830 tot 1838.

OIC 193-198 Comité Oost-Indische Handel en Bezettingen：Missive van Commissarissen，Generaal，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en Supercarga’s en Commercie-raad te Canton，aan de Eerste Advocaat der compagnie en aan gecommitteer-den uit de Heren XVII en uit het Committé tot de directe vaart en handel op China，met bijlagen van 29 Nov.1793 tot 31 Dec.1798.

OIT 2.01.27.07 Oost-Indische Troepen 1799-1807.

OS 2.01.27.04 Commissarissen-Genereaal van Ned. Indie en Kaap…Hoop 1791-1793.

RAB 140-142，Raad der Aziatische Bezettingen en Etablissementen：eisch，

404-405 scheeps papieren，ladingen，cognoscement，factuur，notitie，missiven，en diverse stukken betreffende deChina handel 1801-1806.

RAD 1.10.69 Radermacher familie archief 1670-1796.

VDH 1.10.39 Van der Heim familie archief 1727-1793.

VELH 269-311 Kaarten van het zuide cust van China en de Canton rivier.

VG1.10.31 Van Ghesel familie archief 1769-1771.

VHVR1.10.45 Van Hoorn en Van Riebeek familien archieven.

VOC 4374-4444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rchief：Overgekomen Brieven and Papieren uit China 1729-1790.

WIS 2.21.176 Collectie Wiselius：stukken betreffende de China handel 1769-1845.


Leiden：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Dept. of Western Ms.（DOOZA，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BPL 617 stukken betreffende de Chinahandel en de China commissie 1750-1765.

BPL 621 register op de brieven naar China 1758-1778.

BPL 2177 verslag van Ambassade Titsingh naar China 1794-1795.


Leiden：Royal Institute for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KITLV）


DA 8，1 Map of Hong Kong and territory.

DH 434 Chinese kaart van de Chinese zee.

DA 7，3 Kaart van cust te Macao.

DH 661 Inv. van het archief van de Ned. factorie te Canton.

DH 417 Groenevelt “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M3c 92 “An Authentick Account of the Weights，Measures，Exchanges，Customs，Duties，Port-Charges，&c…”（London：C. Hendersen，1763）.

Mo 319 Oost-Indies geldmiddelen：Japan en China handel van 1817 op 1818，door P.H. van der Kamp（Nyhoff，1919）.

Mww 247 John Francis Davis “Sketches of China…”（London：Charles Knight & Co.，1841）.

Mww 287 Anonymous. “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Chinese weights and measures，and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of Canton”（Canton，1839）.

Mww 413 “From Hong Kong to Canton by the Pearl River”（1902）.

Mww 650 The “Fan Kwae” at Canton.

Ts 1720 k72d “The Canton Miscellany” vol.1（Canton，1831）.


Rotterdam：Maritime Museum（MMR）


C.H. Gietemaker “t Vergulde Licht der Zeevaart ofte Const der Stuerlieden … Negotie der Europeaane op China” 1731.

P 1711 Album teChina.


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



London：British Library（BL），British Map Library（BML）


MAR vi 26 “A Survey of the Tigris，from Canton to the Island of Lankeet”，by J. Huddart，1786.

983g22（1-7）Dalrymple，Alexander. “A Collection of Charts and Memoirs”（London：1772）.


London：British Library（BL），India Office Records（IOR）


E\3\101 China supercargoes’ instructions copybook 1722.

E\3\109 China supercargoes’ instructions copybook 1746.

G\12\1-17 Extracts from the China trade 1596-1759.

G\12\18-20 Miscellaneous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hina trade 1753-1815.

G\12\21-291 Diaries and Consultations from the Canton factory 1721-1840.

L\AG\1\5\11-12 The Accountant General’s Cash Journals 1720-1728.

L\AG\1\6\8-10 The Accountant General’s Commercial Journals 1714-1735.

L\MAR\A\138 Journal of ship Trumbal
 to China 1699-1702.

L\MAR\B\293nq Ship Walpole
 ledgers and logs 1793.

L\MAR\B\599ah Ship Edgecote’s
 logs 1760.

L\MAR\B\699ad Ship Macclesfield’s
 logs for three trips to China 1721，1724，and 1731.

L\MAR\B\703c Ship Addison
 Log 1721.

Mss Eur B 0408 Letter book of Charles Millet，supercargo at Canton 1824-1827.

Mss Eur B 0420 Letter book of Captain Charles Besly Gribble 1815-1840.

Mss Eur C 0283 Letters of Lt. John Macdonald 1803-1808.

Mss Eur C 0425 Private trade book of Captain William Hambly to China 1780-1783.

Mss Eur C 0483 Papers of Patrick Begbie，merchant to China 1773-1775，1782.

Mss Eur C 0555 Ship Lowthan Castle
 nautical log 1831-1832.

Mss Eur C 0606 Nautical Journal of ship London
 to China 1767-1769.

Mss Eur C 0619 Chinese calendar boards and list of ships arriving in Canton 1822-1829.

Mss Eur C 0721 Diary of ship’s surgeon Edward Bucknell to China 1849-1851.

Mss Eur D 0675 Remarks in the Brittania
 bound for Madras and China 1757.

Mss Eur D 0963 Trade-Currency Book 1757.

Mss Eur D 1051 Robert Williams and Company Accounts of 5 East Indiamen 1782-1797.

Mss Eur D 1106 Plowden Papers，miscellaneous documents on the China trade 1805-1853.

Mss Eur D 1160 Prinsep Papers，memoirs，and miscellaneous documents 1794-1870.

Mss Eur D 1199 Journal of accounts of Capt. John Hamilton to Canton 1800-1801.

Mss Eur E 0286 Nautical Journal of ship David Scott
 to China 1810-1811.

Mss Eur E 0318 Account of the Wreck Halsewell
 1786-1814.

Mss Eur F 0110 Paper of John Pybus concerning gold and silver standards in the Indies.

Mss Eur Ph 377 Photocopy of abridged journal of James Rodgers of the ship Forbes
 ，first steam vessel in China 1830.


Ostend General India Company及其他藏于比利时的中外贸易档案



Antwerp：City Archive（SAA，Stadsarchief）


IB 2562 Comptes du Comprador du hang à Canton. Expense Boek voor het Factorie en Imp. Schip Prince de Kaunitz
 1779-1780.

IC 5682 L’Aigle
 et S. Elisabeth
 . Journal concernant le commerce fait par l’Aigle
 et la Ste. Elisabeth
 à Canton 1724.

IC 5684 Casse Boeck，Journael，Groot Boeck.Negotiatie van de laedinghe van den Arent
 en heylighe Elisabeth
 tot Canton anno 1724.

IC 5687 Copey boeck Marquies de Prié
 1724 Dagboek op het Schip Marquis de Prié
 gehouden 1727. Daarna：de copie van brieven van Capt. Rijngoedt，Canton 1727.

IC 5688 Journal de Laville Pichard，lieutenant du vaisseau L’Aigle
 1724. Journal pour le cervice du sieur de Laville Pichar … d’Ostende à la Chine，sorti du port le 10 févr.1724.（Microfilm：MF 002 K）.

IC 5689bis
 Scheepsjournaal，“Particulier journaal van Gerard de Bock” 1724.

IC 5690-5692 Grand Livre et Journal du commerce du Marquis de Prié
 a Canton à la Chine 1725. Journal of affairs transacted by … supercargoes.

IC 5695 Journael Groot-en Cas Boeck 1727 … van de negotie ghederigeert tot Canton door de supercargoes van de Leeuw
 ，den Tiger
 en den Arent
 .

IC 56962
 Chine. Journal de Waele 1726-1727. Journael van het schip “den Arent
 ”.

IC 5697-5701 Journaalen，Groot Boecken，en Resolutien van de scheepen Tiger，Marquis de Prié，Concordia
 ，en Leeuw
 gedestineerd naer Canton 1726-1727.

IC 5704-5710 Journaalen，Grootboecken，Dagverhaal，Daegelyksche Aenteekeninghe，en Brieven van de scheepen Concordia，Marquis de Prié，Apollo
 ，en Duc de Lorraine
 gedestined naer China 1727-1732.

IC 5710bis
 Brieven uit Canton aan de directeurs，1723-1729.

IC 5740-5741 Pakboeken en consumptieboeken-Canton 1724-1732.

IC 5744 Expensie Boeck in de factorie Canton. Anno 1727 … van de twee K.I.C. schepen de Concordia
 en Marquies de Prié
 .

IC 5752-5753 Chine. Résolutions，Contats，et Journal par de Lyon，Tiger，Eagle，Concorde
 ，et Marquis de Prié
 i Canton 1726-1727.

IC5757 A Diary of Transactions by Robert Hewer in Canton 1726（Microfilm：MF 002 K）.

IC 5921bis
 St. Joseph
 Canton 1723. Encaissage du thee.（Microfilm：MF 002 K）.

IC 5922 Varia Documenten，Brieven，en Papieren van het Indische Compagnie 1720-1734.


Antwerp：Plantin-MaretusMuseum（PMA）


1214-1215 Dossiers Commerciaux 1650-1787（1-20）.

1416 Grootboek van Schilder-Maretus 1730-1755.


Ghent：University Library（UBG，Universiteits Bibliotheek）


Ms 1837 Extrait du Journal du Capne
 Jacobus Larmes Commandant le Vaisseau le Lion
 1726.

Ms 1839 Tygers
 Journall Ghehouden door my vierde Steerman Jacobus Laurence Cleere. Capn. Michiel Pronckaert 1726 en 1727.

Ms 1840 Journael Gehouden op het Schip genaemt den Tyger
 1726.

Ms 1845-1846 Journaelen Gehouden op het Schipgenaemt de Marquis de Prié
 1727.

Ms 1847-1850 Journaelen Gehouden op het Schip genaemt de Concordia
 1727.

Ms 1883 Resolutie en Contracten van het Scheepen Leeuw，Tygher
 en Arent
 1726.

Ns 1920 Extract Journal van het Schip Arent 1724.

Ms 1923 Journael Gehouden op het Schip genaemt de Marquis de Prié
 1725.

Ms 1925 Journael Gehouden op het Schip genaemt de Concordia
 1727.

Ms 1926 Journael Gehouden op het Schip genaemt de Le Duc de Loraine
 1732.

Ms 1927 Journael Gehouden op een Schip naer Canton in China 1733.

Ms 1928 Journael Gehouden op het（SOIC）Schip genaemt de Coninck Frederick
 1738.

Ms 1930 Journael Gehouden op het（SOIC）Schip Fredericus Rex Süesie
 1744.

Ms 1985 Dagregisters Gehouden in het（VOC）Factorie ter Canton in China 1791.

Ms 1987 Trieste Compagnie Documenten van vijf scheepen vaerende naer China 1771-1784.


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



Gothenburg：GothenburgUniversity Library（GUB，Universitetsbibliotek Göteborg）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ts Arkiv

Journal för Skeppet Cron Prins Gustaf
 1781-1783.

Journal för Skeppet Gustaf III
 1791-1792.

Journal för Skeppet Gustaf Adolph
 1797-1800.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ts Arkiv H 22

3 D Beskrifning på Skeppet Götha Leyons
 Resa till Surat och åtskillige andre Indianske Orter 1750-1752. C.H. Braad.

4a：1196 Journal Hållen uppå Respective Swånska Ost Indiska Compagniets Skiepp Printz Carl
 i från Giötheborg，destinerad till Canton üti China första Resan 1750-1752.

4a：1197 Rådplägnings Book på Skieppet Giötha Leyon
 .1750-1752. Balance Sheet for Skeppet Prins Carl 1765.

4a：1199 Dagbok på Resan med Skieppet Printz Carl
 Ahr 1753，1754，1755 & 1756.

4a：1200 Dagbok för Skept Rijks Ständer
 på Resan till Surrat och Canton 1760-1762.

4a：1201 Journal hållen på Swenska Ost Indiska Comp. Skepp Adolph Fredrich
 under Resan till och ifrån Canton Åren 1776 och 77. Commenderadt af Capitaine Hr. Joh. Fr. Ekman.

4b Journal Hållen om Borrd på Skeppett Terra Nova
 under Resan till och ifrån Canton uti China Åhren 1777-1779.

12 Avräkning med Superkargören i Kanton Gustaf Palm 1799-1801.

13 Inköps-och försäljningsfakturor. SOIC Skeppet Factura 1768-1786 & 1800-1804.

15-16 Balansräkningar och andra bokslutspapper 1772-1814. Skeppspredikanten C.C. Ströms Papper 1121


Diverse Documenter öfver Ostindie 1761-1804.


Skeppspredicanten C.C. Ströms papper. H 21：1

1148 Journal över Resan till Fredrik Adolphs
 Vrak（1761）.

1149-50 Bärgningen från Skeppet Fredrik Adolphs
 Vrak（1761-1762）.

1151 Kontrakt ang. Inköp av Te（1767）.

1152 Promemoria med Råd om Te Inköp（1761）.

1153 Kontrakt ang. Inköp av Te（1767）.

1154 Inköpsräkning ang.100 kistor Te（1767）.

1155 Uträkning över Diverse Sålda Varor（1767）.

1156-57 Uträkning över Sålt Bly（1767）.

1158-59 Beräkningar till Skeppsritning（1771）.

1160 Intyg ang. Skeppsbesiktning（1771）.

1162 Skeppet Gustaf III’s
 Last（1780）.

1164-65 Anmärkningar ang. Rapport till Kejsaren av Kina（1780）.

1166 Edikt av Mandarinen Fou Yune-Lhy（1781）.

1167 Förteckning över Växlar（1781-1782）.

1169 Journaler över resor med Skeppen Gustaf Adolph
 och Sophia Magdalena
 （1794-1796）.

1170 Brev till Direktionen（1795）.

1171 Anteckning om Kinesiska Mynt och Vikter（1796）.

1173 Befattningshavare på Skeppet Gustaf III
 （1796）.

1174 Skattsedel（1797）.

1175 Proviant på Skeppet Gustaf III
 （1797-1798）.

1176-77 Kontrakt ang. Inköp av Te mm.（1797）.

1178 Proviantlistor（1797-1798）.

1179 Omkostnader för Faktoriet（1797-1798）.

1180-82 Utdrag ur Skeppet Gustaf III’s
 Loggbok（1798）.

1186 Omkostnader i Kinesisk Hamn（1797）.

1187 Befattningshavare på Skeppen Drottningen
 och Sophia Magdalena
 （1800）.

1190 Jämförelsetabell over Kinesiska och Svenska Längdmått och Vikter.

1191 Förhållningsregler Ombord på Kompaniets Skepp.

1192 Befattningshavares Löner.


Gothenburg：Provincial Archive（LAG，Landsarkivet）


Öijareds säteris arkiv A 406. Seriesignum F III.

1-5 Förteckning över Svenska Ostindiska Companiets skepp under gamla och nya octroyen，och en kort berättelse om göromålen i Canton med packningslista，kina prisbok u.å.，1720-1764.

Östadsarkiver Privatarkiv A 152

57 Räkenskaper för kompaniets affärer I Kanton 1743-1747. Handlingar rörande Ostindiska Kompanier och Chrijstian Tham.


Gothenburg：Maritime Museum（SFG，Sjöfartsmuseum）


Ms. No.6131 Journal hållen under resan till Canthon uthi China 1748-1750.

Ms. No.9571 Journal hållen på Resan till Canton i China 1745-1748.


Gothenburg：City Museum（SMG，Stadsmuseet）


Chinese Sea Pass. Yuehaiguan waiyang chuanpai

1815 Jiaqing ershi nian shi yue ershiwu ri. Issued to Captain Jianchen. Ruiguo（Sweden）.25 Nov.1815.

1860 Xianfeng shi nian jiu yue shiliu ri. Issued to Captain Dideshi. Muguo（probably short for Linguo=Sweden）.29 Oct.1860.

Göteborg Allmänt. Handel och Sjöfart.

I Diverse Papier öfver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t.

Handel SOIC.1-6 Sven Kjellberg’s notes on the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niet.


Kalmar：City Library（KSB，Stadsbibliotek）


Ms 81 Dagbok med Respective Ostindiska Compagniets Skepp Adolph Fredrich under Resan till och från Canton i China under 1768，69，70.


Lund：University Library（UBL，Universitetsbibliotek）


Ostindiska kompaniet dokumenter，correspondence，breven，lijsten，pamphleter.


Stockholm：National Archives（RAS，Riksarkivet）


UD Huvudarkivet E 2 FA.

13 Skrivelse från konsuler 1809-80. Amoy，Canton，Chefoo，Newchwang，Ningpo.1847-69.

Handel och Sjöfart：Ostindiska Kompagnier.

54 Ostindiska Kompagnier Documenter 1740-1799.

55 Ostindiska Kompagnier Documenter 1800-1813.


Stockholm：Royal Library（KBS，Kungliga Biblioteket）


C.VI.1.24 Wallenberg，Jacob. Min son på Galeian eller en Ostindisk Resa 1769-1771

Kine. ms14 Yuehaiguan yangchuanpai（ChineseCustomsSeaPass）. Qianlong liu nian shier yue shiyi ri. Issued to Captain Yashimeng（Askbom）of Ruiguo（Sweden）.11 Jan.1742.

M 270 Dagbok anteckningar under en Resa till Ostindien 1767-1769.

M 278 Journal hållen ombord på Skeppet Gustaf III
 till och från China 1799-1801.

M 280 Dagbok hållen ombord på Skeppet Götha Leÿon
 af Carl Johan Gethe 1746-1749.

M 281a & b Dagbok hållen på resan till China af Gustaf Fridrich Hjortberg 1748-1753.

M 285 Lindahl，Olof. I Korthet war Handelsen 1784.

M 286 Dagbok för Skeppet Freden på Resan till China 1746-1747.

M 287：1-2 Osbeck，Pehr. Dagbok öfv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1751，1752.

M 288 Dagbok för Skeppet Ricksens Stånder
 på Resan till China 1760-1762.

M 289 Journal ombord på Skeppet Prins Carl
 till China åren 1763-1764

M 292 Dagbok ombord på Skeppet Götha Leÿon
 af Carl Fredrich von Schantz 1746-1749.

M 294 Ost. Indisk resa till Canton uthi China af Mag. Ternström 1745-1746.

M 295 De Frondat. Journal du Voyage du Perou en Chine 1708-1710. This Journal is published in Madrolle，Les Premiers Voyages
 ，1901（see full citation below）.

X 948：1-2 Angerstein，Reinhold R. Discourse over Trade.

X 988 Tabelier öfver Coopvardie Siömån och Fartyg för År 1783.


Stockholm：Library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KVB，Kungliga Vetenskaps-akademiens Bibliotek）


RLF 50 Map of Canton River.

Ms. Braad，C.H. Berättelse om Resan med Skeppet Hoppet
 under Capitaine Fr. Pettersons Commando från Götheborg till Canton i China 1748-1749.

Ms. Braad，C.H. Beskrifning på Skeppet Götha Leyons
 Resa till Surat och åtskillige andre Indianske Orter 1750-1752.

Ms. Dalman，J.F. Dagbok under resan från Giötheborg til Canton 1748-1749.

Ms. Ekeberg，C.G. Dagbok under Resan till och ifrån Canton uti China 1746-1749.

Ms. Ekeberg，C.G. Kort Dagbok ofver Resan med Skeppet Hoppet 1751-1754.

Ms. Elphinstone，G. Dagbok öfver en Resa med Skeppet Götha Leyon.

Ms. Montan，B. Resor til och ifrån Canton 1735 och 1737.


Stockholm：Nordic Museum Archive（NM，Nordiska Museet Arkivet）


Godegårdsarkivet. Ostindiska Handling.

F17：1-17 Ostindiska Kompagnier Documenter and Private Trade Documents 1744-1767. Skepps instruktioner，kassabokf öring，protokollsutdrag，och inventarieförteckning. Bokföring med Compradoren 1762-1766.


Stockholm：Sea History Museum（SHM，Sjöhistoriska Museet）


S.B.1212 Colored drawing of boats in Canton.

SMG 17987 Journal med Skeppet Sophia Magdalena
 åhren 1781 & 1782.

SMG 17993 Journal Skeppet Finland
 åhren 1777，1778 och 1779.

Mathias Gustaf Homers arkiv H Nr.511.

2 Annotaicions Book Annno 1747. Inventory and Provision List for ship Göteborg
 1745 and ship Printz Gustav
 1748.

511：8 Private China-trade papers.1762-1763.

511：14 SOIC orders and instructions for Capt. Holmers on ship Lovisa Ulrica
 1766.

511：24 Cassa Conto for Cadiz and Canton of private trade aboard ship Stockholms Slot
 1762-1763. Some Bottomry info. Similar to 511：8.


Uppsala：University Library（UUB，Uppsala Universitetsbibliotek）


Handskriftsavdelningen.

Ihre 186 Christopher Järnström. Journaler förda under Resa till Ostindien.

L 133 Handlingar om Svenska Handeln.（1734 to end of century）.

L 181-182 Ost Ind. Handl. Journaler，skeppsladdningar，kopierad，utdrag och anteckningar för diverse Ostindiska skeppen 1727-1762.

L 183 Journaler öfver flere Skepps Resor til och ifrån Ost Indien 1732-1765.

L 184 Journal öfver Resan med Stockholms Slott
 till och från Canton i China 1765-1767.

L 185 Handlingar Rorande Swenska Handelen til Ost Indien Häftad med Lösa Blad 1754-1756. C.H. Braad.

L185a Journal på Skeppet Hoppet
 under Resan till och från Canton 1748，Dagelige Anmärkningar öfwer Ost Indiske Handelen（1750s-1760s）och Rese Beskrifning till China 1748. C.H. Braad.

L 186 Diverse anteckningar om Svenska Ostindiska Kompagniets Handel，Räkningar 1759-1761. C.H. Braad.

L 190 Räkning för Skeppet 1760-1762.

Westen 163 Anteckningar och Bref af Assessor Christopher Henrik Braad under dess Resor till Ostindien åren 1748-1762.

X 388 Journal hållen på Resan till Canton i China 1745-1748 af Israel Reinius.［This journal is available in print］.

X 389 Berättelse om resan med Skeppet Hoppet
 från Göteborg till Kanton 1748，49. Med utsikter af passerade orter. Af C.H. Braad.

X 390 Berättelse om Resan med Skeppet Hoppet
 under Capitaine Fr. Pettersons Commando 1748-1749. C.H. Braad.

X 391 Annotationsbok under Resan. C.H. Braad.

X 392 Resebeskrifning ifrån Sverige till Chinesiska Staden Canton. C.H. Braad.

X 433 Journaler och Dagbok hållen om Bord på Engelska Skippet Bolton af Carl Leonard August Fries 1838-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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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号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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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130，193，22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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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 96，108，119，123～1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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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涅瓦号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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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矾 30

磨刀炮台 45，213

墨洛珀号 134

谋杀事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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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炭 59

牧师 106，168

墓地 57，217

穆斯林 6，23，26，153，165，166，189

N

拿破仑战争 105，167

南海县 18，195

南京 30，118

南森·邓恩 220

南希号 128，131

南中国 1，13，86，87，190

尼罗河号 136

倪秉发 70

捻缝 59，61，62

宁波 4，196

牛 55，59，65，75，214，216

牛角号 26

牛肉 23，37，43，59，65，68，70，206，216

奴隶 52，61，74

女士 219

O

欧洲 11，28，67，81，153，166，169，226，236

欧洲人 89，90，120，157，163，169，200，226，236

P

牌照 48，49，52，54，77，83，100，116，117，136，173，174，176，179，181，184，205，211，214，230

番禺 18，66

潘启官 87，118，156，164，167，180

潘瑟官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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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多贝尔 23，66，211

皮特号 121，238

婆罗洲 119

葡萄牙人 127，134，240

葡萄牙语 5，35，36，49，54，76，79，80，92，154，193，205，213

普鲁士人 165

普罗维登斯 136

普罗维登斯号 69

Q

七年战争 166

漆器 150，190

淇澳岛 212

乞讨 51，60

汽船 34，45～47，110，112，182，213，234，235

铅 150～15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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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滩 33，20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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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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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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